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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罗伯特·阿尔布里顿（Robert Albritton）和 约翰·R·贝尔（John R. Bell）

为本文集撰稿的所有作者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曾师从托马斯·关根（Thomas Sekine，关根友彦），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著作的影响。关根曾师从二战后日本最杰出、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一宇野弘藏（1897–1977）。随后他离开日本，赴加拿大和英国求学，最终在多伦多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安定下来执教，自1968年以来一直在此任教。尽管昔日庞大而重要的日本宇野学派如今在日本国内已大体处于衰退状态，但本书证明，该学派至少有一个分支依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讽刺的是，考虑到宇野理论根植于日本，如今在发展宇野学术遗产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可以说是其加拿大分支。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关根的理论贡献。

自马克思本人以来，在阐明资本理论方面，鲜有思想家能做出比宇野更大的贡献。然而，即使是宇野学派的学者，也并非总是能充分认识到宇野著作的全部意义。在日本，宇野备受尊敬，但大量的时间被浪费在对他理论中特定观点的分歧上，而不是提高其整体理论的清晰度和严谨性。在我们看来，正是关根为挖掘宇野著作中激动人心的潜力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不仅将宇野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980年）中隐含的辩证逻辑明晰化，而且在其两卷本的研究著作《资本的辩证法》（Sekine, 1984, 1986）中，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对宇野《原理》最清晰、最严谨的重述和评注。在认识论领域，关根的著作不仅把握了资本作为知识对象的独特性，而且由于这一突破，帮助我们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对资本的自我物化和自我客体化特征的清晰认识，这种清晰认识表明了构建严谨的资本逻辑理论的可能性和可取性，同时又将这一逻辑与被考察得更具体的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化（problematizing）。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对象的这种阐明，关根的著作也有助于那些致力于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整个社会科学之间可能建立的联系的学者。

鲜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真研究过宇野和关根的著作。在某些方面，宇野弘藏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就像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两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并留下了持续的影响遗产。两人都强调，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门新科学的奠基之作，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体系中具有核心和关键的重要性。两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有分析层次的概念。两人都曾被批评为过度形式主义，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制造了鸿沟。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些相似之处，而忽视了一些可能最根本源于“阿尔都塞主要是一位哲学家、而宇野是一位经济学家”这一事实的关键差异，那么这种类比带来的遮蔽可能多于启发。

作为一名哲学家，阿尔都塞能够探索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以往经济理论著作区分开来的“认识论断裂”，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索马克思的认识论与它所决裂的那些“问题域”（problematics）之间的断裂，但他无法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或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做出实质性贡献。但是，获得正确的实质性理论是弄清认识论问题的前提。宇野所做的，正是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一个整体，重构为一个关于资本基本运行原则的严谨理论。这不仅为“正确”把握资本理论确立了框架，而且明确指出，经济与非经济之间、抽象经济理论与经济史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高度复杂且有待商榷的问题，需要通过不同的理论层次来解决。

由于缺乏严谨的资本逻辑理论，阿尔都塞倾向于将他的认识论结论建立在《资本论》之上，而《资本论》作为一个研究纲领的“奠基”之作，作为一种经济理论时仍相当处于胚胎期且不完整。阿尔都塞能够证明“剩余价值”代表着一种重要的认识论断裂，但他无法扩展、提炼并最终捍卫“剩余价值”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经济理论。结果，与其说阿尔都塞的认识论建立在一个表述完善的资本实质理论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场与马克思本应与之决裂的认识论“问题域”拉开距离之上。结果便产生了一种高度否定性的认识论。因此，阿尔都塞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反本质主义、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反经济主义、反还原论、反经验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但是，如果没有在科学上站得住脚的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严谨重构，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就会暴露在一种建立在一系列“反”之上的认识论的激进消解和破坏倾势之中。因此，阿尔都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无法抵御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那种毁灭性的攻击；事实上，无论阿尔都塞本人多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他的哲学都可以被视为导致马克思主义消解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先驱。在我们看来，由于阿尔都塞未能严谨地思考贯通、并在必要时重构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也无法充分理解资本作为知识对象所特有的科学性形式，也无法正确指明这种科学性特有的“认识论断裂”。其结果是一种灾难性的科学自命不凡，它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条几乎注定以其被解构而告终的道路。

与阿尔都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反，宇野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能抵御反本质主义的猛烈攻击，而且在具有建设性的地方，能吸收其批评，同时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巨大力量之上。[1]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宇野能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内容做出巨大贡献，但他的弱点在于无法充分展现其著作的全部认识论意蕴。对于开拓这整个领域，我们需要感谢关根。

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得到的重视程度远超北美。据估计，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鼎盛时期，日本大学中可能有多达50%的经济学教授主要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如今这一比例要小得多）。[2] 宇野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影响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3]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日本顶尖大学中都有宇野学派的经济学家。与此同时，随着各种子学派的发展，宇野学派内部变得复杂起来。宇野学派学者往往认同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将马克思价值规律理论化的重要性，但他们在究竟如何表述价值规律，以及这种高度抽象的经济理论如何与历史相联系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个主要的分歧就涉及后一个问题：“世界资本主义”学派强调抽象经济理论与历史之间存在比分析层次方法（强调需要三个截然不同的理论层次）更紧密的联系。“世界资本主义”学派在西方最著名的著作是伊藤诚（Makoto Itoh, 1988）的著作，而“分析层次”方法最著名的著作是关根（1984, 1986）和阿尔布里顿（Albritton, 1986, 1991）的著作。必须切记，本卷中的文章并不能代表整个宇野学派，而仅仅代表其中的一个分支。[4] 即使是这一个分支，其内部也是复杂的，正如本卷中所展现的对宇野和关根思想的各种不同借鉴所表明的那样。

宇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先，他将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构为关于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严密的理论；其次，他提出了应划分三个不同理论层次的观点：基本原理理论（纯粹资本主义）、中层阶段理论，以及历史/经验分析。宇野如此透彻地掌握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以至于他有信心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重构，使其更符合其最终目标，即准确地将资本逻辑理论化。或者换一种说法，通过完全沉浸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中，当资本的必然逻辑不受超经济力量或历史偶然性的干扰时，宇野比马克思更有能力去充分把握资本本身的这种逻辑。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客观的”理论，这种客观性体现在，他让资本逻辑作为一种支配纯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所有生产均由商品化的劳动力进行）的商品经济逻辑显现出来。[5] 由于资本自身无法将其自身的运动理论化，理论家必须在某种意义上“帮它一把”，但当理论家构建了一个资本不受干扰的人造环境时，结果就产生了一种理论，在其中，资本逻辑在某种程度上自我揭示了出来。因此，在采用《资本论》基本框架的同时，宇野使该理论在逻辑上更加连贯，也更符合资本自身的基本运行原则。这通常需要对范畴的顺序或其表述方式进行某些改变，当然，最根本的是严格坚持一个完全商品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经济生活的所有其他投入和产出都可以通过商品经济逻辑来管理，而无需依赖任何超经济力量。

这种自觉向资本逻辑让步的优势在于，人们可以让资本逻辑在纯粹理论层面上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退后一步，在历史层面上从外部对其进行审视，从而看到社会生活中被资本掩盖的那些方面，或者批判资本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方面。因此，纯粹资本主义理论赋予我们的知识受到了“纯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这一事实的局限，然而，在厘清资本在实际存在的、不纯粹且复杂的各类资本主义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方面，这种知识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资本逻辑的屈服，因此不可避免地犯下波兰尼（Polanyi, 1944）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市场心态”的错误。

宇野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上；因此，他的分析层次思想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分析层次的理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外似乎都相当司空见惯。宇野概念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坚持每一个层次都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因为在每个层次上起作用的必然性程度各不相同。因此，例如阶段理论和历史分析可以相互启迪，但作为拥有各自概念的独立理论，它们不能简单地从彼此中演绎或归纳出来。宇野不仅使分析层次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他坚持在每个层次上运作不同种类的理论逻辑，这也以一种新的方式将分析层次问题化。虽然宇野在具体说明这些层次之间的关系方面走得并不远，但他确实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提示。例如，他的一部尚未出版英译本的主要著作《资本主义下的经济政策类型》将资本主义理论化为三个阶段：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在纯粹资本主义层面上，经济生活受自我增殖的价值支配；而在阶段理论这一更具体的层面上，资本逻辑被转化为更具体的资本积累制度构型，并伴随特定阶段的政策类型。

宇野的阶段理论概念表面上看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观念的改编。但宇野的阶段概念与列宁有着本质的区别。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宇野将阶段理论视为独立于资本逻辑理论的另一个理论层次。因此，对宇野而言，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运动不能是资本运动规律的简单延伸。例如，宇野会辩称，只要像棉花这样的轻型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消费占主导地位，资本本身的运动规律就不会有产生垄断或寡头垄断的趋势。因此，帝国主义阶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重型且昂贵的炼钢技术在历史上的偶然发展，而缺乏竞争力的中小企业无法负担实施这些技术的成本。于是，在政治当局的配合下，有限责任股份公司作为最适合经营这些新兴产业的资本形式担当了主导角色。因而，对宇野来说，在阶段理论层面上，不存在必然产生阶段更迭的内在逻辑或目的论。由此可见，为了理解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宇野并没有在更高的抽象层面上设定某种铁律，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对经济史的分析，以理解新的使用价值生产综合体及随附技术的偶然发展。

关根对西方哲学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更多接触，使他能够大大扩展和完善宇野的理论。特别正如前文所述，关根将宇野关于资本基本运行原则理论中隐含的辩证逻辑明晰化了。事实上，关根发现《黑格尔逻辑学》（1969年）与资本逻辑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对应关系，以至于《黑格尔逻辑学》似乎就是资本辩证法在哲学范畴领域的投影，在这个领域里资本被神化为绝对理性。无论人们从这种密切的对应关系中得出什么结论，不可怀疑的是，通过明确资本的辩证逻辑，关根能够以一种更清晰、更严谨、更精确的方式重构宇野的资本基本理论。此外，关根的数理经济学知识使他能够为论证引入更高的精确度。辩证法与数学的结合是非常强大的。例如，自觉运用辩证法使关根能够对价值转化为价格的含义提供新的见解，而数学的运用使他能够证明，一旦我们在资本的辩证法中达到恰当的位置，价格和价值在数量上是同时被决定的。

由于关根运用辩证法进一步揭示了资本的内在同一性，我们现在对资本究竟是什么有了更好的把握。《黑格尔逻辑学》始于“存在”与“无”之间的矛盾，而资本的辩证法始于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黑格尔逻辑学》通过论证“存在”如何克服“无”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进，直至“无”被顺利地内化于完全实现自身为绝对理性的“存在”之中。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价值和使用价值上，不同的是，在资本辩证法中我们认识到，价值得到了极大的帮助，因为有一个假设：即资本只被要求去生产理想的和抽象的使用价值，资本作为价值的运动可以独自管理这些使用价值。但是，由于某些使用价值（如劳动力）有能力进行反击，而其他使用价值（如与钢铁工业相关的使用价值）在历史上是偶然产生的，辩证法在更具体的分析层面上被扰乱并发生了转化。因此，在阶段理论层面上，我们不能指望资本的辩证逻辑总是能战胜使用价值和人类的抵抗。相反，它将特定阶段的资本积累类型理论化，在其中，价值预计将面临一系列更具体、因此也更难以驯服的使用价值障碍，而这些障碍通常只有在意识形态、法律和政治等超商品经济的支持下，才能由资本成功管理。因而，关根对辩证法的运用有助于阐明资本的逻辑、对这种逻辑的抵抗，以及不同层次可能被构想为相互关联的方式。

由于资本辩证法的基本矛盾是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关根认为，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划分应主要依据不同阶段特有的方式进行区分，即价值运动及其支撑系统如何管理一个历史时期内最具主导地位和代表性的使用价值生产类型。因此，羊毛的包买制生产（putting-out production）是重商主义阶段的主导类型，棉花的工厂生产是自由主义阶段的主导类型，而钢铁的企业生产是帝国主义阶段的主导类型。每种使用价值的生产形式都由一种性质上不同的资本组织在商品经济层面上进行管理：羊毛是包买制，棉花是竞争性轻工业，钢铁是寡头垄断企业。因此，关根根据价值扩张管理性质不同类型的使用价值生产及其随附技术综合体的性质不同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

直到最近，宇野学派仍几乎将全部精力集中在最抽象层次的经济理论上。这在价值理论方面产生了很多有趣的争论，但并未解决与发展更具体的分析层次及其相互联系相关的那些困难而引人入胜的问题。考虑到大多数日本宇野学派学者都身处经济学系，且现代学术界通常被划分为僵化的学科，因此有充分的社会学理由解释为什么日本宇野学派很难打破他们对抽象经济理论的全神贯注。此外，由于宇野在认识论这一话题上几乎没有明确论述，一些宇野学派学者从其他思想流派（如调节理论）中汲取养分以填补所感知的真空。[6] 最后，发展阶段理论和历史分析这两个既有区别又受资本逻辑启迪的理论层次，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困难。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日本宇野学派要发展自己独特的认识论，并随之对阶段理论和历史分析做出自己实质性和独特的贡献并不容易。

加拿大宇野学派至少已开始在这些被忽视的领域做出了一些初步贡献。这得益于许多在加拿大通过与关根共事而了解宇野思想的人所具有的广泛的跨学科背景，当然也得益于关根的哲学经济学的认识论特征。事实上，本书的诸多撰稿正证明了加拿大宇野学派学者的广泛兴趣。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反映了加拿大宇野学派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第一部分聚焦于资本基本运行原则层面的问题和争论。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宇野及其多数日本追随者做出了他们最大的贡献。这也是关根做出杰出贡献的层次。由于他明确运用了辩证法以及他在数理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关根关于资本基本原则的版本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写得最严谨、最成熟的。[7] 在本书的这一部分，有两篇由日本宇野学派学者撰写的文章，他们是在日本学习了宇野理论之后才接触到关根的著作的。他们的贡献很有趣，因为这表明了日本国内辩论的一些主线，也表明了关根对基本原则的论述是如何契合这些辩论的。

第二部分题为“哲学经济学”。与倾向于成为一种缺乏哲学思考的“常规科学”的主流经济学学科相比，我们将宇野学派的政治经济学视为高度哲学化的。对我们来说，这首先意味着，我们自觉意识到资本作为知识对象的独特性、将抽象理论层次与更具体层次联系起来的困难，以及将经济与非经济联系起来的困难。这些可以说从根本上将资本作为知识对象予以问题化的哲学关切，在本书中以多种方式进行了探讨。

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相当老生常谈的，因为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里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它。由于马克思主义被认为受到了经济主义的损害，现在成为一名“后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是“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至少是一种时髦。然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我们理解资本基本运行原则方面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反资本主义的左翼肯定应该建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鉴于全球资本主义不断加深的危机，左翼以道德化的反经济主义或反本质主义的名义放弃经济理论的阵地，似乎是相当愚蠢的。然而，我们怎样才能在马克思成就的力量基础之上进行建设，而不至于陷入那种过去经常忽视种族、性别、性取向、民族中心主义、生态学和新殖民主义等问题的经济主义的泥潭呢？

我们认为，本书所概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希望。一个阐明资本基本运行原则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为左翼巩固经济理论的阵地。分析层次的理念开启了一种可能性，即探索这一逻辑与社会生活所有其他领域的联系，并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无需预设资本逻辑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始终是社会生活的决定因素。事实上，随着我们转向更具体的分析层次，资本逻辑受到的干扰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的理论就变得越来越不像一种逻辑。例如，如前所述，在阶段理论层面上，资本逻辑被转化为具有特征性动态的各种制度构型，并且不再期望它能实现克服人类抵抗的辩证闭合。在历史分析层面上，如果不仔细考虑与所审视结果相关联的所有正在发挥作用的主要社会力量，我们就无法预先决定资本在特定历史结果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很明显，宇野学派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构建严谨的资本“本质”理论的可能性，同时又避免了“本质主义”和“经济主义”的传统陷阱。的确，我们赞同许多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然而，资本或许是唯一真正拥有本质的社会历史客体；因此，将这种本质理论化既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我们认为，宇野提供了一种既能将资本本质理论化，又能避免往往伴随本质主义而来的粗糙还原论的方法。有点矛盾地说，它提供了一种“本质的非本质主义理论”（Albritton, 1993）。

一方面，宇野学派政治经济学理解资本何以成为唯一拥有本质的社会知识对象，同时它又认识到了资本自身并未认识到的那些对资本的限制。因此，我们不会被资本及其市场心态所迷惑，这使得现实地评估资本在与父权制等其他社会力量的联系中产生的特定效力成为可能。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宇野学派路径可以有效地与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进行对话，后者经常批评更传统和带有经济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事实上，女性主义者越能推进我们对父权制的理解，我们就越能清晰地理解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之间的特定互动。对于其他关注领域，无论是处理种族、殖民主义还是异性恋主义的问题，同样如此。

注释


[1]: 关于从宇野学派视角对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更详尽的批判，请参见 Albritton (1986)。 ↩





[2]: 我们不了解有关这一问题的精确统计数据。因此，这是与我们交谈过的多位日本学者所做的一个印象性估计。 ↩





[3]: 关于宇野学派基本立场的详尽总结，请参见 Mawatari (1985)。 ↩





[4]: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宇野理论的批判通常没有认识到宇野学派内部的复杂性，并且往往将伊藤（Itoh）和关根（Sekine）视为发出同一种声音。对整个宇野学派的批判，实际上仅仅适用于该学派的某一个分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





[5]: 在当前的知识界氛围中，所有对客观性的主张都极其可疑，在我们看来这是健康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作为知识对象的特殊性，这一主张是有充分根据的。 ↩





[6]: 阿格列塔（Aglietta）在《资本主义调节理论》中提出了“同质的价值空间”这一富有启发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在很多方面接近宇野纯粹资本主义的观点，但调节理论家并没有认真对待阿格列塔的概念，因而发展出了一种成问题的分析层次方法。在价值理论问题上缺乏清晰认识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充分地将各层次之间的关系问题化。其结果就是导致了强烈的经济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倾向。 ↩





[7]: 关根已经几乎完成了对早期的《资本的辩证法》（1984, 1986）的全面修订。 ↩




第一部分：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

2.1 “价值”与“交换价值”是同一回事吗？

托马斯·T·关根 (Thomas T. Sekine)

在以下十组问答中，我打算对资本辩证法（即已故的宇野弘藏教授（1897–1977）作为辩证体系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所构想的价值理论作一个简明的说明。宇野学派的成员对于什么才是宇野价值理论的主旨，可能并未达成完全一致。因此，以下内容应当被理解为代表了我个人的诠释。这也解释了本文英文原标题中不定冠词的由来。

2.1 “价值”与“交换价值”是同一回事吗？

不是。“交换价值”的同义词是价格或价值形式，而不是“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但它本身并不是价值。后者指的是商品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使得一种商品在性质上等同于另一种商品，而仅仅在数量上有所不同。换言之，价值指的是作为代表社会抽象一般（即商业或商品经济的）财富一部分的商品。

尽管在《资本论》开篇，马克思遵循古典学派的做法，指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因素，但仅在几页之后，他便承认了这种用法的不妥，并建议用“价值”一词来替代那里的“交换价值”。[1] 然而，这一修正的重要性却经常被忽视。

正统（新古典主义）模棱两可的用法加剧了价值与价格之间的混淆，例如，按照这种用法，“价值与分配”这个短语只是“产出定价与投入定价”的另一种说法。德布鲁（Debreu）的《价值理论》（Theory of Value，1959年）仅仅讨论了一般均衡“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书中没有任何地方将价值定义为不同于价格的概念。

因此，大多数自以为在批评劳动价值论（该理论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构成了商品价值的实体）的人，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批评一种劳动价格论（该理论大概声称，商品的均衡相对价格应与其所包含的劳动量成正比）；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理论，而资本辩证法无需对此负责。[2]

对资本主义构成至关重要的是，商品是作为价值被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它们是作为贸易工具被生产出来的，而对其使用价值毫不在意。事实上，“价值”一词的首要含义仅仅是“对使用价值的无视”。尽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在物质上是异质的，但它们作为价值在社会上却是同质的。此外，为了证明这种质的统一性能够产生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首先并没有必要知道这种统一性的实体究竟是什么。

人们需要知道的仅仅是以下这一点。任何商品都不能表现自身的价值，除非通过一定数量的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通过价格来表现。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都应该拥有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这一事实源于它们都是价值物。[3]

当然，商品形式确实偶尔（即偶然地）会依附于诸如艺术品、个人服务、甚至个人的荣誉和自尊等事物上，赋予它们一种并不表现任何（经济）价值的“价格”。然而，这种价格是任意的，因为它们并不反映社会资源的内在配置，而真正的商品的均衡价格却能反映这一点。

因此，价值是真正商品的一种属性，其生产不考虑其使用价值，并反映了为了提供该商品使社会在实际层面付出代价的程度。然而，只有在分析的后期阶段，我们才能解释这究竟是“何种实际代价”。因为仅仅观察商品交换，并不能让我们将价值的实体具体规定为劳动，或是其他任何东西。

马克思从“1夸特小麦 = x担铁”中直接推导出了交换方程式两边必然包含等量的生产性劳动，这并没有说服任何人。[4] 该方程式所表明的仅仅是等式两边在贸易中定价相等，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在价值量上相等。这个方程式反而意味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使用价值带有一种社会统一的性质，即“第三种”因素，它可以被称为价值或“货币性”（可转化为货币的性质），正是这后者赋予了所有商品以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


2.2 价值形式理论的作用是什么？

让我重申一下，一种商品只能用一定量另一种商品（被称为“等价物”）的使用价值来表达其价值或“货币性”（money-ness）。凭借第一种商品在先的价值表达，等价物在提议的交换条件内获得了对该商品的直接购买力。事实上，价值表达无非就是一种交易提议。

例如，在简单的价值形式“20码亚麻布 (→) 1夸特玉米”中，亚麻布的价值是用玉米（即等价物商品）来表达的。这里的符号 (→) 应读作“换取”。这表明，只要能获得1夸特玉米，亚麻布的所有者就愿意让出他的20码亚麻布。因此，1夸特玉米已经是一种“小货币”，可以随时从其所有者那里买到20码亚麻布。亚麻布的“货币性”就这样“偶然地”展现出来：当其所有者通过交易提议中规定的质和量的限制，将玉米变成“小货币”时。

可以说，价值形式理论的作用，就是从亚麻布所有者选定的这种“小货币”中消除上述质和量的限制，并表明某一种特定的商品最终总会作为一般等价物或货币出现，而所有其他商品都用它来表达自身的价值。随着一种特定的商品被单独排除出来作为货币（它不再用另一种商品来表达自身的价值），并随之确立所有其他商品以其计量的价格，价值表达最终完成为：“我全部的可用商品存货 (→) 其所值的任意量货币”，即价值的货币形式。[5]

这种说法的含义是，商品表达其“内在”价值的必然性催生了货币。这里的货币是普遍的价值反映物，一种“外在”的价值形式，即直接代表价值的外在物。

因此，现阶段我们可以说明商品的价值是什么样的（至少在其所有者心中是这样）。如果黄金是被普遍采用为货币的商品，那么价值就像是一定数量的黄金。具体而言，如果我有1,000支铅笔待售，并将它们标价为每支50美分（以黄金计价），这意味着在我的脑海中，我商品的价值已经转化为价值500美元的黄金。因此，价值形式理论将商品价值这一无形的属性，变为了有形的东西，即特定数量的货币商品（如黄金）。然而，在当前的语境下，货币仍然是观念上的（在卖方心中），而不是现实的（在买方手中）。如果仅仅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给商品定价，也就是说，给商品贴上价格标签，那就无需任何现实的物理货币存在。


2.3 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意味着什么？在“衡量”价值的同时是在“决定”价值吗？

所有商品都以供给价格出现在市场上，这是它们的卖方（所有者）在表达其价值时试探性报出的价格。由于这些是货币价格，实体货币（即购买手段）的所有者可以随意购买市场上提供的任何商品。

商品的供应者通过定价，只能“提议”一项他们自己无法强制执行的交易。他们只能根据市场的反应来修改价格，以便尽可能快、尽可能高价地卖出他们的商品。代表市场上需求力量的货币所有者，如果价格低就会立即购买，如果价格高就会观望。这一事实迫使卖方不断将供给价格调整至需求价格。因此，随着商品在反复的贸易中实际被买卖无数次，供求相等迟早会出现。换言之，当货币通过反复购买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从而确立了一个衡量其价值的正常价格时，供求平衡便出现了。

因此，当实体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时，价值的衡量就发生了。商品出售的价格不时变化，但最终会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上——一个衡量其价值的水平。由于真正的商品是可再生产的，也就是说，它可以以任何数量供应（以任意数量的可互换样本的形式），因此对它的购买将不断重复，直到其价格稳定在正常水平。

实际上，我在这里所说的正常价格，与均衡价格是一回事。然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直到作为商品供求基础的实际生产条件变得更加明确之前，是无法充分具体说明商品的均衡价格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前这个未明确涉及生产的简单流通的抽象语境中，辩证法谈论的是“正常”价格，而不是“均衡”价格。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说正常价格“衡量”了商品的价值，而不是说均衡价格“决定”了商品的价值。[6]

尽管存在这种辩证法上的微妙之处，但衡量特定商品的价值，在深层隐含着社会资源用于生产该商品的分配，相对于用于生产黄金（货币商品）的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如果商品以其正常价格进行交易，这一事实意味着它既没有生产过剩，也没有生产不足，并且其生产恰好消耗（耗尽）了合适数量的社会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常价格被认为衡量了商品的价值。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并未断言，而且一般而言这也不是事实：商品价值与正常价格成正比。假设有两种商品 A 和 B，它们的正常价格分别为1美元和2美元。这并不意味着，如果 A 的价值是 x，B 的价值就应该是 2x（对于某个正数 x 而言）。事实上，B 的价值很可能只有 0.5x。以下两种说法之间不存在矛盾：（1）只有当 B 的价格是 A 的两倍时，这些商品才能以恰当的数量被生产出来；（2）那时，一单位 B 所消耗的社会资源仅为一单位 A 的一半。这一论断将我们引向对价值实体（substance of value）的定义。


2.4 价值的实体是什么？存在非劳动价值论吗？

资本主义区别于“简单商品生产”的特征之一在于，前者由于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必然对特定使用价值的生产漠不关心。与小商品生产者不同，资本家在特定物品的生产上没有利害关系。换句话说，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就会生产任何商品（就像只要有需求，货币就会购买任何商品一样）。这等于说，资本将商品作为价值来生产，即对其使用价值漠不关心。

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将商品作为价值来生产，依赖于劳动力向商品的转化。因为只有商品化的劳动力才能对其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漠不关心。

生产使用价值（用于使用或消费的物质对象）的劳动被称为生产性劳动。劳动力是执行生产性劳动的能力，众所周知，这种能力既是具体有用的，又是抽象人类的。古典学派对生产性劳动这种二重性的理解十分模糊，这使得他们的劳动价值论不够彻底。正是明确认识到了这种二重性，马克思才消除了劳动价值论中的所有含糊之处。在一切社会中，生产性劳动都具有抽象人类的一面，这一事实使得劳动力在原则上成为一种非特定的生产要素。

这意味着，以某种有限的成本，人类劳动总是能够从一种具体有用的形式转移到另一种形式。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成本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倾向于通过劳动的简单化来降低这种成本，即使不能完全消除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为商品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可以生产任何商品而对其使用价值漠不关心；另一方面，无论劳动以何种具体有用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工人而言它都成了一种抽象的“负效用”。

现如今即使是孩童也明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抽象空间土地”和“抽象物理资本”。土地虽然是一种原始生产要素，但只以各种具体有用的形式存在（在位置、肥力等方面）；此外，生产使用价值并不“消耗（用尽）”土地，因为土地是自然界给社会的免费馈赠。[7]

资本，在资本品的意义上，甚至不是一种原始生产要素。此外，每一项资本都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特定组合（难道不类似于麦卡诺拼装玩具的零件吗？），这一事实解释了资本根深蒂固的不可塑性和不可测量性。资本的这一特征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催生了那个棱镜般的“标准商品”的发明，它不仅使一些买办马克思主义者着迷，甚至令他们被蛊惑）。

显然，土地价值论和资本价值论都是虚妄的资产阶级幻想，没有任何可信的经济学基础。[8] 只有源于劳动力的生产性劳动，才构成了价值实体。因为劳动力是唯一既是原始的又是非特定的生产要素。

当商品以社会必要（均衡）的数量生产出来，即既不生产过剩也不生产不足时，我们说生产这些商品耗费了“社会必要劳动”。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一个精确表述是：社会必要劳动构成了商品价值的实体。事实上，资本主义将商品作为价值来生产，无非是指将商品作为社会必要劳动的体现物来生产。这一事实还意味着，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其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数量来定义（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是社会在商品生产中所承担的唯一真实成本。


2.5 价值规律的必然性是什么？

我们已经观察到，资本主义的存在（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所有商品作为社会必要劳动的体现而生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价值规律表明，当劳动价值论成立时，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可存续的（viable），反之亦然。如果一个社会的直接生产者能够确保获得其必要劳动的产品，从而能够再生产他们的劳动力，那么这个社会就被认为是可存续的。

因此，当且仅当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工资使他们能够“买回”足够的工资品以再生产其劳动力时，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社会才是可存续的。我们必须确保这一存续条件与劳动价值论相一致，即与资本家对生产使用价值的漠不关心相一致。价值规律的必然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可存续性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互为充要条件（即蕴含且被蕴含）。

让我们做以下假设：（1）所有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剩余价值率为 𝑒=1；（2）3单位的A（其中A代表各种工资品的组合）足以再生产劳动力的日常消耗；（3）不存在固定资本。在这些一般假设下，考虑以下具体情况。一个资本家每雇佣一名工人，每天生产15单位的A，利润率为 𝑟=0.2；A的单位价值和单位价格分别为 𝜆ₐ=2 和 𝜌ₐ=1。

表 (A)




	
	𝑐
	𝑣
	𝑠
	总计





	以劳动计
	18
	6
	6
	30



	以货币计
	9.5
	3
	2.5
	15



	以数量计
	9.5
	3
	2.5
	15





那么，我们实际上就面临上述表格中所描述的情况。显然，资本家必须支付 $3 作为货币工资，以便工人能够用它买回3单位的A，这是其6小时必要劳动的产品。

为了使劳动价值论成立，从而使所有商品的生产都只耗费社会必要劳动，这些商品当然必须以社会必要的数量进行生产。这进一步意味着，所有商品的生产必须具有同等的利润率，因此，资本家对生产的使用价值方面漠不关心。因此，假设B（其价值碰巧为 𝜆_{b}=1）是不同于A的任何一种商品，并且能以 𝑟=0.2 的利润率生产。现在假设另一个资本家每雇佣一名工人，垫付 $9 用于每天生产24单位的B。那么根据现有信息，我们可以构建下表：

表 (B)




	
	𝑐
	𝑣
	𝑠
	总计





	以劳动计
	12
	6
	6
	24



	以货币计
	6
	3
	1.8
	10.8



	以数量计
	13.33
	6.67
	4
	24





在这里，同样必须支付给工人 $3，以便其购买3单位的A来再生产其劳动力，而这一点已经实现。由于B代表除了A以外的任何商品，由此可见，当所有商品都仅用社会必要劳动生产时，资本主义是可存续的。这就确立了价值规律的必然性。因为，即使价格不与价值成正比，显然也存在着某些价格，能够同时确保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可存续性。

然而，这与声称拥有一种关于价值和价格的（定量）决定理论是截然不同的。在这里，我们假设了 (𝜆ₐ,𝜆_{b},𝑒) 和 (𝜌ₐ,𝑟) 以及各种参数，并且仅仅推导出了 𝜌_{b}，尽管后者代表了所有“其他”价格。其含义是，存在一组相对于 𝜌ₐ 和 𝑟 的均衡价格，这组价格适当地将社会必要劳动分配给所有商品的生产，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可存续。[9]

注释


[9]: 对于价值和价格的（定量）决定理论，必须更加明确地了解生产技术的性质。 ↩




2.6 如何定量地决定价值与价格？

在本文的附录中，我为由一种资本品、一种工资品和一种奢侈品（资本家的消费品）构成的最简单情况提供了代数公式。在这里，我更倾向于用具体的数字来说明这一理论。假设用50单位的资本品本身和20小时的劳动生产出150单位的资本品。让我们将这种技术和分配关系写为 (50,20)→150。我们将对另外两种商品采用相同的惯例，并假设以下技术复合体 (𝑇) 对应于附录中的系统 (1)：




	商品
	资本品
	劳动
	产出





	𝑋
	50
	20
	150



	𝑌
	40
	30
	80



	𝜉
	30
	40
	90



	总计
	120
	90
	





为了使该系统有意义，我们首先必须确认所生产的资本品数量（150单位）不小于其消耗的数量（120单位）。这种自我更替或生产性的条件在附录中表现为弱不等式 (2)，它与宇野（Uno）所称的“价值规律的绝对基础”是同一回事。如附录中 (3) 所示的 𝛬(𝑇) 运算随后使我们能够求出价值，在本例中为 (𝜆_{𝐱},𝜆_{𝐲},𝜆_{𝛏})=(0.2,0.475,0.511)。

为了确定剩余价值率，我们必须使用恒等式 𝜆_{y}𝑌=90/(1+𝑒)，这对应于附录中的 (4)。这个恒等式表明，工人们用他们的必要劳动“买回”了工资品的产出，这一命题在之前关于“价值规律的必然性”的讨论中已经提到过。在本例中，我们得到一个正的剩余价值率，𝑒=1.368。由于非正的剩余价值率是没有意义的，所以 𝑇 必须满足不等式 𝜆_{y}80<90 才能在资本主义下运行。然而，这与自我更替条件一起，实际上保证了正的价格和正的利润率。

现在考虑附录中 (5) 所示的 P(𝑇) 运算。这个由三个方程组成的系统显然是欠定的：即使我们假定一个任意的工资率（例如 𝑤=1），我们仍然有三个价格 (ρx,ρy,ρξ) 和利润率 (𝑟) 需要确定。因此，我引入恒等式 𝜌_{y}𝑌=𝑤90，对应于附录中的 (6)，它表明工资品产出的货币价值完全由该时期内支付的工资总额所购买。这个被我称为“资本主义市场基本约束”的恒等式，显然是资本主义生存条件的市场表现。（因此，与瓦尔拉斯法则不同，这种约束并非作为公设任意强加的。它推导自前述关于价值规律必然性的理论。）现在，当 𝑤=1 时，价格和利润率可以计算为 (ρx,ρy,ρξ)=(0.5477,1.125,1.087) 且 𝑟=0.7338。

目前的理论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应用于包含任意数量商品的系统。它还可以容纳固定资本和资本周转频率的差异。然而在这一点上，我只想提请注意几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讨论将需要更多的篇幅。(i) 所有商品都可以分为这三组。(ii) 技术复合体特定于所指示的活动水平，不仅意味着狭义上的技术，还意味着资本的均衡配置。(iii) 产出（150, 80, 90）在期末出现，但投入（120, 90）必须在期初就存在。但请注意，可变资本（𝑤90）仅以货币形式“垫付”，而不是以工资品实物库存的形式垫付。(iv) 如果一个技术复合体不能满足对所有资本品的自我更替条件以及 𝑒>0 的条件，它就无法在资本主义下运行。(v) 基本约束的方法对价格系统的求解至关重要，特别是当存在一种以上的工资品时。[10]


2.7 什么是转型问题？它的经济学意义是什么？

我想强调的是，存在两个转型问题。一个涉及价值向价格、以及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辩证（即质的或概念的）转型。这里不存在逆向转型的问题。另一个则涉及价值向价格、以及剩余价值率向利润率的数学（即量的或形式逻辑的）转型（变换）。在这种情况下，逆变换是该问题的一部分。

在辩证法这一综合的逻辑中，同一个概念会多次重新出现，但每一次都变得越来越明确或具体，并因此呈现为不同的名称。在更抽象（即较少综合）的讨论层面上曾经被称为A的事物，现在作为B出现，并被重新定义以适应新的语境。当发生这类情况时，我们称之为A向B的转换（或转型）。例如，“劳动力价值向工资的转换”意味着在先前的语境中被称为劳动力价值的事物，现在被明确为了货币工资。“超额利润向地租的转型”意味着在特定语境下（即特别是在与土地的级差肥力相关联时）产生的超额利润，被称为地租。当然，在《资本论》中还有许多这种用法的例子。

这种转型就像灰姑娘变成王储妃一样。人没有变，但环境变了，这就要求她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外表和举止。在资本的辩证法中，当人们从生产论（在该学说中，商品的生产严格地被视为价值的生产）转向分配论（该学说明确考虑了资本主义市场中各种使用价值的特殊性）时，就发生了价值向价格的转型。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早先的语境中无法被定量确定的价值和价格，现在可以被完全阐明了，因为资本从生产的地下世界浮现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的聚光灯下，从而允许对技术复合体（(\mathbf{T})）进行充分的说明。

在下图中，横向箭头表示质的转型。在生产论中仍处于价值阴影之下的价格，在分配论中来到了最前沿，使价值退居幕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bar{\Lambda} \to \mathrm{P}(\mathbf{T})) 而不是 (\bar{\mathbf{P}} \to \Lambda(\mathbf{T}))。但这里的真正问题是，未经定量确定的价值和价格，向经过定量确定的价值和价格的转型。

[

\begin{array}{ccc}

\boxed{\Lambda=\bar{\Lambda}} & \longrightarrow & \boxed{\mathbf{P}=\mathbf{P}(\mathbf{T})}\

\downarrow & & \downarrow\

\boxed{\mathbf{P}=\bar{\mathbf{P}}} & & \boxed{\Lambda=\Lambda(\mathbf{T})}

\end{array}

]

然而，“转型”（transformation，在数学中亦常译为“变换”）一词并非被辩证法所垄断。当它在数学中使用时（例如，线性变换、幂变换和拉普拉斯变换），它指的是一个数学点或关系从一个空间（或坐标系）向另一个空间（或坐标系）的移植。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谈论价值向价格、以及价格反向回到价值的数学变换。它们如上图中的那一对垂直箭头所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首先已知价值和剩余价值率，只要我们还拥有关于资本价值构成的特定信息，我们就能得出相应的价格和利润率。并且在类似的条件下，我们也可以采取相反的过程。

为了说明这一点，在假设 (w=1) 的前提下，将 (\Lambda(\mathbf{T})) 和 (\mathrm{P}(\mathbf{T})) 的前两个方程分别重写如下：

[

(*)\quad

\begin{cases}

\lambda_x \cdot 150/20 = k_x/(1+e)+1,\

\lambda_y \cdot 80/30 = k_y/(1+e)+1,

\end{cases}

]

以及

[

\begin{cases}

\rho_x \cdot 150 = 20(1+r)(k_x+1),\

\rho_y \cdot 80 = 30(1+r)(k_y+1).

\end{cases}

]

其中，(k_x = \lambda_x 50(1+e)/20) 和 (k_y = \lambda_x 40(1+e)/30) 是资本的价值构成，而 (k_x = \rho_x 50/20) 和 (k_y = \rho_x 40/30) 是相应的资本价格构成。显然，

[

\frac{k_x}{k_x}

=

\frac{k_y}{k_y}

=

\frac{\rho_x}{\lambda_x(1+e)}.

]

此外，根据附录中的方程（4）和（6），可以得出 (\lambda_y(1+e)=\rho_y)。因此，如果我们已知 ((e,\lambda_x,k_x,k_y))，我们总是能推导出 ((r,\rho_x))；而如果我们已知 ((r,\rho_x,k_x,k_y))，那么我们就能得到 ((e,\lambda_x))。在此我仅举例说明后一种变换。将上述方程组（*）写为：

[

\lambda_x \cdot 150 = 20\left(\frac{k_x\lambda_x}{\rho_x}+1\right), \qquad

\lambda_y \cdot 80 = 30\left(\frac{k_y\lambda_x}{\rho_x}+1\right),

]

并回想一下 ((r,\rho_x,k_x,k_y)=(0.7338,0.5477,1.369,0.7303))。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lambda_x=0.2) 和 (\lambda_y=0.475)。由于根据资本主义的存续条件，第二个方程等于 (90/(1+e))，因此我们还得出 (e=1.368)。通过直接求解 (\Lambda(\mathbf{T})) 也能得到相同的结果。

这种变换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它确立了价值空间中的一个点 ((\lambda_x,\lambda_y,\lambda_z,e)) 在价格空间中具有唯一对应的点 ((\rho_x,\rho_y,\rho_z,r))，反之亦然，就像笛卡尔坐标系中的一个点在极坐标系中有它的像，反之亦然。同样的数学关系在不同的空间中依然成立，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同。


2.8 平均利润规律是什么？

当价值和价格被定量确定时，结果表明，它们通常并不成正比。然而，均衡价格偏离价值绝不是任意的。平均利润规律表明，均衡价格（生产价格）偏离价值比例价格的程度，是由作为使用价值的个别商品在生产中的技术变异性严格预先决定的，因此均衡价格可以说被束缚在价值上。换言之，平均利润规律定义了资本主义市场中价值规律通过价格运动得以实现的具体方式。

然而，平均利润规律通常以一种更为具体的形式表述，例如：“如果假设社会总产品的价格等于其价值，那么以高于社会平均资本价值构成生产出来的商品，其生产价格将超过其价值比例价格，反之亦然。”这一表述严格适用于以下情况：（1）不存在固定资本，且（2）系统中只有一个资本品。在其他情况下，需要进行微小的修正。我将这一命题称为平均利润第一规律。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一章中，马克思还提出了一个密切相关的命题：“当工资提高时，以高于（低于）社会平均资本价值构成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会下降（上升）；而当工资降低时，情况则完全相反。”我将后一个命题称为平均利润第二规律。

很容易证明，如果假设剩余价值率为零（(e=0)），即如果没有进行剩余劳动，价值和价格就是成正比的。当然，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中毫无意义，因为剩余价值率为零将意味着利润率为零（根据所谓的基本定理）。然而，当利润率为零且价格因此与价值成正比时，实际工资处于其“理论”最大值。现在从这个极限点开始，让工资下降，利润出现。价格随后将开始偏离价值；并且剩余价值率增加得越多，偏离就越大。这就是平均利润第二规律的含义。事实上，它将平均利润第一规律与著名的李嘉图定理结合了起来，即在既定技术下，利润率的增加就是实际工资的损失，反之亦然。（同样的想法也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谓的“要素价格前沿”中。）

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有 ((k_{\mathrm{x}}, k_{\mathrm{y}}, k_{\mathrm{z}}) = (1.1842, 0.6316, 0.3553))。让我们将社会平均资本构成定义为 (k = (20k_{\mathrm{x}} + 30k_{\mathrm{y}} + 40k_{\mathrm{z}})/90)，以劳动投入作为权重。结果表明，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k = 0.6316) 碰巧也等于工资品生产部门的资本价值构成 ((k_{\mathrm{y}} = 0.6316))。另一方面，为了使总价值 ((\lambda_{\mathrm{x}} X + \lambda_{\mathrm{y}} Y + \lambda_{\mathrm{z}} Z = 114)) 等于总价格 ((\rho_{\mathrm{x}} X + \rho_{\mathrm{y}} Y + \rho_{\mathrm{z}} Z = 270))，让我们将转换率 (\alpha = 2.3683) 应用于劳动价值 ((\lambda_{\mathrm{i}})) 并得出价值比例价格 ((q_{\mathrm{i}} = \alpha \lambda_{\mathrm{i}}))，即 ((q_{\mathrm{x}}, q_{\mathrm{y}}, q_{\mathrm{z}}) = (0.4737, 1.1295, 1.2100))。

现在可以比较均衡价格和价值比例价格，并得出以下结论：

[

\begin{aligned}

\rho_x (=0.548) &> q_x (=0.474), \quad \text{因为 } k_x (=1.1843) > k (=0.6316),\

\rho_y (=1.125) &= q_y (=1.125), \quad \text{因为 } k_y (=0.6316) = k (=0.6316),\

\rho_z (=1.087) &< q_z (=1.210), \quad \text{因为 } k_z (=0.3551) < k (=0.6316).

\end{aligned}

]

这说明了平均利润第一规律。

为了说明第二规律，我假设工资品的产量从 (Y = 80) 增加到 (Y = 85)。然而，为简便起见，我假设：（i）这完全是以牺牲奢侈品为代价的，并不影响资本品的产出水平；（ii）当期劳动的总小时数保持在90不变；（iii）社会需求模式的变化不影响生产方法。于是我们得到新的技术复合体：

[

(T)

\begin{cases}

(50, 20, 0) \to 150,\

(42.500, 31.875, 8) \to 85,\

(28.594, 38.125, 85.781) \to 85.781,

\end{cases}

]

它满足自我补偿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 ((\lambda_x, \lambda_y, \lambda_z, e) = (0.2, 0.475, 0.511, 1.229))，因此价值保持不变，但剩余价值率下降了（实际工资上升了）。当然，为了反映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价值构成一致降低了约 5.87%：((k_x, k_y, k_z) = (1.1148, 0.5945, 0.3343))，并且它们以劳动为权重的社会平均值变为 (k = 0.5999)，仅比以前低了约 5.02%。通过求解价格方程，我们发现 ((\rho_x, \rho_y, \rho_z, r) = (0.5098, 1.0588, 1.0327, 0.6810))，这里再次假设 (w = 1)。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得到：

[

\alpha = \frac{\rho_x X + \rho_y Y + \rho_z Z}{\lambda_x X + \lambda_y Y + \lambda_z Z} = \frac{255.06}{114.22} = 2.2373,

]

这意味着：

[

\nu = \frac{\alpha}{1 + e} = 1.0038.

]

现在，根据平均利润第二规律，剩余价值率从 136.8% 下降到 122.9%（这使得 (\nu) 从 1 略微上升到 1.0038）应该会使价格更接近于与价值成正比。也就是说，我们预期 (\rho_x/\rho_y) 会向 (q_x/q_y) 下降，因为 (k_x > k)；并且 (\rho_z/\rho_y) 会向 (q_z/q_y) 上升，因为 (k_z < k)。实际上，(\rho_x/\rho_y) 从原来的 0.4868 下降到了 0.4815，更接近于 (q_x/q_y = 0.4210)；而 (\rho_z/\rho_y) 从原来的 0.9662 上升到了 0.9753，更接近于 (q_z/q_y = 1.0779)。当然，价值比率 (q_x/q_y) 和 (q_z/q_y) 并没有因为剩余价值率的下降而改变，因为假定生产方法（狭义上的技术）是相同的。


2.9 市场价值规律如何补充平均利润规律？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假设某种特定商品的生产只存在一种技术。这个假设显然是不现实的。一种使用价值通常是由不同的技术生产的，因此在同一产业中，一些企业赚取的利润高于平均利润，而另一些则低于平均利润。换言之，正的或负的超额利润是常态。然而，这种技术的多样性并未使劳动价值论失效。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市场价值原则，它使我们能够从产业内不同企业实际采用的各项技术中，识别出决定价值（或均衡价格）的技术或技术组合。

假设在用钢本身和劳动来生产钢（(X = 150)）的过程中，同时使用了以下两种技术，其产量分别为 (X^{(1)} = 80) 和 (X^{(2)} = 70)：

[

\begin{array}{rcl}

(30,\ 8) &\to& 80 = X^{(1)}\

(10,\ 20) &\to& 70 = X^{(2)}\

\hline

(40,\ 28) &\to& 150 = X

\end{array}

]

因此，总体上用 40 单位钢本身和 28 单位劳动生产了 150 单位钢。但是，((40, 28) \to 150) 不能立即用来决定钢的价值。在存在两种（或更多）技术的情况下，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将使用哪种技术或技术组合来响应对钢的自发需求变化。

当对 (X) 的需求增加时，所需的增量可以由 (X^{(1)})、(X^{(2)}) 或两者的某种组合来提供。假设当对 (X) 的需求增加 10 单位时，(X^{(1)}) 增加 8.205 单位，(X^{(2)}) 增加 1.795 单位。这意味着当 (X) 总体必须增加 (6.667\%) 时，(X^{(1)}) 增加了 (10.256\%)，而 (X^{(2)}) 增加了 (2.564\%)，因此在边际上 (X^{(1)}) 的弹性为 (\delta^{(1)} = 1.5384)，而相应的 (X^{(2)}) 的弹性为 (\delta^{(2)} = 0.3846)。上面提出的这两种技术必须以这些弹性进行加权并求和，以得出决定价值的综合社会技术：

[

\begin{array}{rcl}

(46.16,\ 12.31) &\to& 123.08\

(3.84,\ 7.69) &\to& 26.92\

\hline

(50,\ 20) &\to& 150

\end{array}

]

（T）中的所有技术，正如我在前面回答问题 6 时所示，都是以相同方式综合而成的社会技术。

关于同一原则的更详细说明，包括它在异质劳动和联合生产情况下的可能应用，请参阅我在其他地方发表的关于市场价值的论文。[13] 在这里，我想重申，当且仅当资源在所有资本主义产业的边际上自由流动时，价值和均衡价格才是具有意义的概念。因此，如果随着需求从产业 A 转移到产业 B，有足够的资源从 A 迁移到 B，从而调整产出水平以适应改变的需求条件，那么价值规律就会被稳固地保持下来。这绝不意味着所有当前已投入使用的资源都必须实际在 A 和 B 之间移动。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伴随的劳动简单化，确保了资源具有充足的（但绝非完全的）流动性，以便对产业产出进行边际调整。即使各种产业内部持续存在不可流动和非竞争性的要素，价值规律依然起作用。这类要素会导致“虚假的社会价值”以及表现它的超额利润（正或负）。将这类偶然情况纳入考量的价值规律，被称为市场价值规律。它与平均利润规律一起，描述了价值规律贯彻的具体形式。


2.10 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如何影响价值规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调节？

在收取级差地租时，土地所有权仅仅是辅助资本，而不是干预其逻辑。现在让我们将上面 (***) 的前两行重新解释为：代表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土地上，每100英亩使用小麦自身和劳动生产小麦。土地(1)比土地(2)更肥沃，因为土地(2)上每个工人的产量仅为3，而土地(1)上为6.25。然而，土地的级差肥力是由自然赋予的，不会趋向于被资本的竞争所消除。因此，小麦的调节市场的价值和生产价格应该等于在最不肥沃的土地(2)上收获的小麦的“个别”价值和生产价格。

如果我们用 (30,8)→80=𝑋⁽¹⁾ 和 (40,30)→80=𝑌 来计算 (𝜌ₓ/𝑤,𝑟)，假设该系统中雇佣的总劳动量为90，我们得到 (𝜌ₓ/𝑤,𝑟)=(0.5235,0.7667)。如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改用 (10,20)→70=𝑋⁽²⁾，我们得到 (𝜌ₓ/𝑤,𝑟)=(0.6156,0.6476)。这后一组数字分别是小麦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和一般利润率。因此，在土地(1)上生产的农场主每单位小麦赚取 0.6156−0.5235=0.0921 的超额利润，如果资本主义市场要保证公平竞争，这部分利润当然应该转化为级差地租。

如果 𝑋⁽¹⁾ 和 𝑋⁽²⁾ 指的是在同一块100英亩土地上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投资的产量，而不是不同土地上每100英亩的产量，该问题的形式方面保持不变。第一期投资比第二期投资更具生产力，因此产生与投资的级差生产力成比例的地租。在收取这两种形式的级差地租时，迄今为止，土地所有权并没有积极干预资本对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决定。

当土地所有权收取绝对地租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通过限制农业用地的供给，土地所有权能够将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到其生产价格之上，从而在农业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作为平均利润进行资本主义分配之前，就将其部分占为己有。由于农业中资本的价值构成往往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低于与其价值成比例的价格，这意味着剩余价值通常倾向于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

土地所有权以绝对地租的形式占有农业剩余价值，这无疑会降低平均利润，而平均利润正是剩余价值分配给资本的形式。然而，它并没有逆转剩余价值从农业（或资本构成较低的产业）向非农业（或资本构成较高的产业）的流动。

然而，在技术上，土地所有权有可能极其严厉地限制土地供给，以至于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提高到其与价值成比例的价格之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绝对地租之外，土地所有权还将赚取垄断地租，而这将破坏平均利润规律的运行。因为那样一来，剩余价值就不得不从资本构成较高的产业（农业）流向资本构成较低的产业（非农业），这一运动恰好与先前由剩余价值作为利润分配的原则所确立的运动相反，而该原则本身就是由平均利润规律的运行所确立的。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价值规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调节将被中止，马尔萨斯式的消费不足（哪怕不是李嘉图式的停滞状态）也就再也不能作为一种妄想而被排除了。然而，真正的资本主义在于资本和土地所有权之间的一种“目的论式的共存”，在这种共存中，后者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而达到“满意状态”（satisficed，这是 H. A. 西蒙用来描述获得了充分满足感的用语），拒绝屈服于资产阶级追求收入最大化的沉迷。


附录

考虑最简单的资本主义经济，其中生产并竞争性地交易一种生产资料（或资本品）(𝑋)、一种工资品 (𝑌) 以及一种资本家消费品（或奢侈品）(𝑍)。如果 𝑋ᵢ（𝑖=𝑥,𝑦,𝑧）表示资本品的数量，𝐿ᵢ（𝑖=𝑥,𝑦,𝑧）表示生产 𝑋、𝑌、𝑍 所耗费的劳动小时数，那么技术复合体 𝑇 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X𝐱, L𝐱)→X,(X𝐲, L𝐲)→Y,(X𝐳, L𝐳)→Z.\tag1


𝑇 的各组成技术都是由正文第9节中讨论的方法综合而成的、决定价值的“社会”技术。

为了使该经济体能够进行再生产，自我补偿条件

X𝐱+X𝐲+X𝐳≤X\tag2


必须成立。这保证了所有的价值 𝜆ᵢ（𝑖=𝑥,𝑦,𝑧）都是有意义的正值。A-运算如下：

{λ𝐱X𝐱+L𝐱&=λ𝐱X,λ𝐱X𝐲+L𝐲&=λ𝐲Y,λ𝐱X𝐳+L𝐳&=λ𝐳Z.\tag3


为了确定剩余价值率 (𝑒)，必须使用以下约束条件（生存条件）：

λ𝐲Y≡(L𝐱+L𝐲+L𝐳)/(1+e).\tag4


该约束条件表明，工人有保障获得其必要劳动的产品。

将均衡价格（或生产价格）记为 𝜌ᵢ（𝑖=𝑥,𝑦,𝑧），利润率和货币工资率记为 𝑟 和 𝑤。那么在 𝑇 上的 P-运算为：

{(ρ𝐱X𝐱+wL𝐱)(1+r)&=ρ𝐱X,(ρ𝐱X𝐲+wL𝐲)(1+r)&=ρ𝐲Y,(ρ𝐱X𝐳+wL𝐳)(1+r)&=ρ𝐳Z.\tag5


这些方程连同约束条件

ρ𝐲Y≡w(L𝐱+L𝐲+L𝐳)\tag6


可以针对任意的 𝑤 进行求解。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约束条件”表明工人不储蓄，因此社会支付的工资总额应等于该社会生产的工资品的货币总价值。显然，(6) 是 (4) 的市场表达式。如果在 (2) 的基础上，我们还在 (4) 中满足 𝑒>0 的条件，那么价格和利润率必然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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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宇野弘藏（Kozo Uno），《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人文出版社（Humanities Press），新泽西，1980年，第32–34页，注释2。 ↩





[5]: 详情请参见我的《商品定价》（“Pricing of Commodities”），载《约克政治经济学研究》（York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第4卷（1985年），第97–121页。 ↩





[6]: 我还提请读者注意“决定（determine/bestimmen）”一词的另一种（定性）用法，如马克思的表述“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我认为这意指“社会必要劳动界定或构成了价值的实体”，而不是“价值的量由社会必要劳动的小时数来表示”。 ↩





[7]: 马克思仅仅接受了李嘉图的观点，即土地是“不可毁灭”的生产要素。然而在近代，我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表土”很容易因滥用或缺乏保护性照料而被破坏。在理论上，土地私有制与资本合目的性的共存，使得后者不可能单方面掠夺土地的生产力，因此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体制中，土地似乎是不可毁灭的。农业综合企业不承认资本与土地所有权的分离，这一事实意味着它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产业，因此与价值规律毫不相干。 ↩





[8]: P. A. 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工资与利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模型的现代解剖》（“Wages and Interest: A Modern Dissection of Marxist Economic Models”），《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47卷（1957年），第181–219页。E. D. 多马（E. D. Domar），《经济增长理论论文集》（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26、88页。 ↩





[9]: 更多细节请参见我的《价值规律的必然性、其论证及意义》（“Necessity of the Law of Value, Its Demonstration and Significance”）（本书第3章）。 ↩





[10]: 在没有这一约束的情况下，价格体系的求解需要一个不合理的假设，即工人以实物规定的工资篮子作为报酬，并且没有选择转售其中物品的权利，也就是说，支付给他们的是“饲料”而不是货币工资。这种假设实际上将劳动力贬低为一种中间商品，并使得“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的区分变得毫无意义，这与资本辩证法的前提是不相容的。参见托马斯·T·关根（Thomas T. Sekine），《转型问题，定性与定量》（“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约克政治经济学研究》（York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第6卷（1985年），第60–96页。 ↩





[11]: 可以确认 𝛼=2.3683 使得总价值等于总价格，即 𝑞ₓ𝑋+𝑞_{y}𝑌+𝑞_{z}𝑍=270=𝜌ₓ𝑋+𝜌_{y}𝑌+𝜌_{z}𝑍。然而，接下来的讨论并不依赖于这一特定的“不变性公设”（F. 塞顿（F. Seton）在其《转型问题》（“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经济学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第20卷（1957年），第149–160页中如此称呼）。在当前情况下，恰好另一个不变性公设 𝑞_{y}𝑌=90=𝜌_{y}𝑌 在同样的 𝛼=2.3683 下也成立。然而，这意味着 𝜈=𝛼/(1+𝑒)=1，这就是如果价格与价值成正比时将会盛行的货币工资率。 ↩





[12]: 参见前述注释11。 ↩





[13]: 托马斯·T·关根（Thomas T. Sekine），《市场价值规律》（“The Law of Market Value”），《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第46卷（1983年），第420–444页。 ↩




3.1

托马斯·T·关根

在其《原理》（Principles）第31节中，宇野（Uno）用以下数值例子说明了劳动与生产过程：6公斤原棉、一台纺纱机和6小时的劳动生产出6公斤棉纱。[1] 这里假设没有进行剩余劳动。同时假设这6公斤原棉包含了20小时的劳动，且纺纱机当前的折旧价值相当于4小时的劳动。因此，生产资料已经包含了24小时的劳动。这24小时加上6小时的当前劳动，从而生产出了这6公斤棉纱，其中包含了30小时的劳动。

进一步，在第34节解释价值形成与价值增殖过程时，宇野假设每天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means of livelihood）可以在6小时的劳动中生产出来，并且这篮子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为3先令。当前文说明的棉纱生产以资本主义方式运作时，宇野进一步假设，包含24小时劳动的不变资本可以用12先令购买，而包含30小时劳动的6公斤棉纱可以卖15先令。因此，资本家通过出售其五分之四（即4.8公斤）的棉纱产量，收回了他花费在生产资料上的12先令，并通过出售剩余的五分之一（即1.2公斤）棉纱，收回了他支付给工人的3先令。[2]

上述信息可以制成下表，其中（A）指生活资料（工资品）的生产，（B）指棉纱的生产（均按雇用一名工人计算）。方括号中的所有数字均由本文作者额外补充。设 𝑢 代表产品价值， 𝑐、𝑣、𝑠 分别代表其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




	(A)
	𝑐
	𝑣
	𝑠
	𝑢
	





	以劳动计
	[18]
	+ 6
	+ 0
	= [24]
	𝜆ₐ=3



	以货币计
	[9]
	+ 3
	+ 0
	= [12]
	𝜌ₐ=1.5



	以数量计
	[6]
	+ [2]
	+ 0
	= [8]
	𝑟=0



	(B)
	𝑐
	𝑣
	𝑠
	𝑢
	



	以劳动计
	24
	+ 6
	+ 0
	= 30
	𝜆_{b}=5



	以货币计
	12
	+ 3
	+ 0
	= 15
	𝜌_{b}=2.5



	以数量计
	4.8
	+ 1.2
	+ 0
	= 6
	𝑟=0





从方括号中新补充的数字可以推断，这里假设2篮工资品对于再生产一天的劳动力消耗是必要且充分的。符号 𝜆ₐ（𝜌ₐ）和 𝜆_{b}（𝜌_{b}）分别表示每篮工资品和棉纱的价值（价格）；符号 𝑟 表示利润率。


3.2 问题的提出

现在在第35段中，在继续讨论价值形成与价值增殖过程时，宇野（Uno）让纺纱资本家将其经营规模扩大了一倍，其方式不仅是将工作日从6小时延长到12小时，而且投入了两倍的生产资料。因此，这种情况可以列表如下。




	(B′)
	(c)
	(v)
	(s)
	(u)





	以劳动计
	48
	6
	6
	60



	以货币计
	24
	3
	3
	30



	以数量计
	9.6
	1.2
	1.2
	12





然而，如果纺纱部门的情况如此，就必须假定生产一揽子工资品部门的工人也必须每天工作12小时，将其平分为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稍后（第三节）将会证明，仅在这后一个部门中，(v) 列和 (u) 列必须始终保持成比例。因此，如果要使与棉纺部门（B′）相同的利润率 (r = 0.11) 也同样适用于扩大的工资品生产部门（A′），就必须得出以下情况。




	(A′)
	(c)
	(v)
	(s)
	(u)





	以劳动计
	36
	6
	6
	48



	以货币计
	18.6
	3
	2.4
	24



	以数量计
	12.4
	2
	1.6
	16





（A′）和（B′）这两种情况相互一致吗？这其中一定存在某种错误，因为尽管部门间的资本价值构成不同（A′ 中 (c/v) 为 6，而 B′ 中为 8），但价值与价格却是成比例的（(\lambda_a : \rho_a = \lambda_b : \rho_b = 2 : 1)）。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可能的。此外，（A′）中的资本构成按价值计算为 6，按价格计算为 6.2（后者高出约 3.3%）；但在（B′）中，无论按价值还是按价格计算，它都是 8。这亟需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3.3 工资品部门

让我们首先确立为什么只有在生产工资品的部门中，(v)列和(u)列必须成比例。设(m)为从事工资品生产的工人数量，设(A)为社会生产的工资品篮子的总数。那么我们必然有：

[

48m=\lambda_{\mathrm{a}}A,\quad 24m=\rho_{\mathrm{a}}A,\quad 16m=A

]

现在设(n)代表社会生产性工人的总数，(L)代表社会总劳动小时数，(w)代表每小时工资率，(e)代表剩余价值率。那么我们有：

[

6n=L/(1+e),\quad 3n=wL,\quad 2n=A.

]

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恒等式

[

\lambda_{\mathrm{a}}A=L/(1+e),\qquad \rho_{\mathrm{a}}A=wL

]

必须成立。[4] 因此，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v)列乘以(n/m)应当始终等于工资品生产中的(u)列。

现在让我们考虑资本的价值构成和价格构成问题。假设两个部门只使用一种资本品(X)，并设(X_a)为工资品部门中该资本品的使用数量。如果(L_a)是在该部门花费的劳动小时数，那么资本的价值构成为(\lambda_x X_a(1+e)/L_a)，价格构成为(\rho_x X_a/wL_a)。因此它们的比率为(\lambda_x(1+e):\rho_x/w)。在纺纱部门中，同样的比例也适用，因为那里的资本价值构成为(\lambda_x X_b(1+e)/L_b)，资本价格构成为(\rho_x X_b/wL_b)，其中(X_b)和(L_b)的定义与此类似。

在使用多种资本品(X, X, X,\ldots)的情况下，不能期望各部门之间存在相同的比率，除非这些资本品在各处都以相同的固定比例被使用。虽然在每个部门中，该比率的形式均为

[

(\lambda_x, \lambda_x, \lambda_x,\ldots)\text{ 的平均值 }(1+e) : (\rho_x, \rho_x, \rho_x,\ldots)\text{ 的平均值 }/w,

]

但平均的方法（为不同的资本品分配权重）却因部门而异。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如果第(i)个资本品的比率(\lambda_x^{(i)}(1+e):\rho_x^{(i)}/w)最大，而第(j)个资本品的该比率最小，那么任何部门中的比率必定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然而，对于当前的问题，细节并不重要。为简单起见，可以假设，如果在工资品部门资本的价格构成比价值构成高(x\%)，那么同样的偏差也适用于所有其他部门，尽管在现实中它在一定限度内变化。换言之，让我们假设要么在所有部门中只使用一种资本品，要么在各处均以相同的组合使用多种资本品。[5]


3.4 逆向解法

至此，人们可能会问，是否完全可以先任意扩张纺纱部门，然后再使工资品部门与之相适应，尽管后者必须满足 (v) 列和 (u) 列之间的比例条件。试错实验很快表明这是不可能的。也许宇野本人曾试图构建一个合理的例子，但未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事实上，我怀疑情况正是如此，因为他对工资品部门的阐述相当模糊，也没有提供必要的数字。无论如何，由于缺乏用来说明该部门状况的合适数字，关于宇野论证价值规律的广泛争论已被证明是无定论的。[6]

考虑到这一点，我试图通过反转这一程序来寻找一种解法：首先如（A′）那样固定工资品部门的条件，然后如下方的（B″）那样使纺纱部门与之相适应，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和之前一样，我在（B″）中假设一名纺纱工人一天的产出是12公斤棉纱，其中物化了60小时的劳动。那么该部门的情况必定如下。




	(B″)
	c
	(v)
	s
	u





	以劳动计
	48
	+ (\underline{6})
	+ (\underline{6})
	(= \underline{60})



	以货币计
	24.8
	+ (\underline{3})
	+ 3.1
	(= 30.9)



	以实物计
	9.63
	+ 1.17
	+ 1.2
	(= \underline{12})





先前已知的数字已添加下划线。

在这里，60小时劳动中有12小时是当期劳动；因此，剩余的48小时必然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由于必要劳动时间为6小时，资本价值构成为8。与工资品部门一样，资本价格构成必然高出约3.3%，因此它应约为8.267。这就要求资本家为雇用的每名工人向生产资料投资24.8先令。为了使劳动价值论成立，他必须在 (c+v=27.8) 先令上实现11%的一般利润率，因此他的利润必定是3.1先令。所以，产出——即12公斤棉纱——必定以30.9先令的价格售出，即单价为 (\rho_b = 2.575)。

在这种情况下，（A′）和（B″）两个部门是一致的，且等式“2篮工资品 = 1.17公斤棉纱”毫无歧义地成立。等式两边都物化了6小时的必要劳动，并且都可以用3先令购买，这便构成了日工资。


3.5 必要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

在这里，说1.17公斤纱线是6小时必要劳动的产品是正确的，但不能说是6小时社会必要劳动的产品。事实上，既然纱线的价值是 (\lambda_b + 5)，那么1.17公斤纱线必然只包含5.85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当然，“必要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属于常识。）然而，纺纱资本家通过以3先令的价格出售1.17公斤纱线，收回了所垫支的可变资本的货币价值。原因在于，工人可以用3先令买回2篮工资品（wage-goods），而这对于再生产白天消耗的劳动力来说是必要且充分的。这2篮工资品不仅是6小时必要劳动的产品；它们也包含了6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

如果是这样的话，宇野（Uno）下面这段著名的论述在这里似乎并不准确。


比如假设，纺纱资本家将价值6个劳动小时的产出以3先令售出。如果尽管如此，另一个资本家仅仅将价值5个劳动小时的产出以3先令卖给工人，那么不仅后者（工人）将无法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料，而且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将比纺棉花的资本家获利更多，这将使棉花生产对资本而言成为一项完全徒劳的事业。[7]



在没有剩余劳动（即当 (r = e = 0)）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宇野正是指这种情况，例如上文的 (A) 和 (B) 之间的情况。事实上，当纺纱资本家将包含6小时劳动的1.2公斤棉纱以3先令出售时，提供工资品的资本家不能只将包含5小时劳动的1.67篮工资品以3先令出售。因为那将意味着纺纱工人无法再生产他自己的劳动力。但这仅仅重申了一个事实，即在没有剩余劳动的情况下，价值和价格成正比，并且产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与“必要”劳动一样多。

在具有正剩余劳动 ((r, e > 0)) 的更一般情况下，“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的等价性就不成立了。尽管每个工人完成6小时的必要劳动并获得3先令的报酬，但这3先令只能使他买回相当于6小时（社会必要）劳动产品的工资品。对于棉纱这种其生产中的资本价值构成高于工资品部门的商品而言，3先令的工资只能使他买回相当于5.58小时（社会必要）劳动的产品。如果该部门的价值构成低于工资品部门，这（3先令工资）将使他买回相当于超过6小时（社会必要）劳动的产品。

假设一个资本家雇佣一名工人生产10单位的（C），其中包含42小时的劳动。那么该部门的资本价值构成 ((c/v)) 为5，小于生产工资品的部门 ((A)) 的价值构成（6）。这种情况如下表所示：




	(C)
	c
	v
	s
	u
	





	按劳动计
	30
	+ 6
	+ 6
	= [42]
	(\lambda_c = 4.2)



	按货币计
	15.5
	+ 3
	+ 2
	= 20.5
	(\rho_c = 2.05)



	按数量计
	7.56
	+ 1.46
	+ 0.98
	= [10]
	(r = 0.11)





按价格计算的资本构成为5.167，比按价值计算的资本构成高约3.3%。在这种情况下，3先令的工资可以买回1.46单位的 (C)，其中包含6.132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

然而，所有这些产业——(A′)、(B″) 和 (C)——都以11%的统一利润率运营，因此，对任何特定的人来说，这都不应是“对资本而言完全徒劳的事业”。


3.6 价值规律的必要性

上述技术细节与价值规律必然性的思想有什么关联？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是普遍的而非局部的。换言之，社会所需的所有使用价值都是作为价值物生产出来的，因为甚至劳动力也变成了一种商品。价值物往往只体现社会必要劳动。当所有商品都只体现社会必要劳动时，它们的生产数量就能满足社会需求（既没有生产过剩，也没有生产不足）。这进一步意味着社会生产劳动的分配是最优的，并且在所有生产领域都能确立统一的利润率。基于此，价值规律主张所有商品都趋向于按均衡价格进行交换——这种价格以生产劳动的社会最优分配为前提，因而也以所有商品生产中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为前提。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生产者除非至少按劳动力的价值出卖其劳动力，否则无法长期生存。如上文所设，如果他每天劳动力的消耗可以通过2篮子工资品来弥补，那么生产这2篮子工资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也就是再生产其劳动力所需的必要劳动。尽管每个工人工作12小时，但他获得的工资为3先令，用来买回由6小时劳动生产的2篮子工资品。一旦确立了这个假设，只要知道其他任何商品每个工人每天的实物产量以及直接和间接耗费在它身上的劳动，就有可能推导出该商品的价格——即该商品必须据以进行交易的价格。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个“简单商品生产者”，他生产了5单位的（D），这5单位商品是直接和间接耗费40小时劳动的产品。假设他也像被资本家雇佣的工人一样，每天工作12小时，并且能用2篮子工资品来再生产他每天劳动力的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产品按任何能够使他收回所垫付的生产资料并支付其生活费用的价格出售，他就可以继续经营而不会陷入任何严重困境。例如，诸如下述情况：




	(D)
	c
	ν
	s
	u
	





	以劳动计
	28
	+ 6
	+ 6
	= 40
	𝜆_{d}=8



	以货币计
	14.46
	+ 3
	+ 0.88
	= 18.34
	𝜌_{d}=3.668



	以数量计
	3.94
	+ 0.82
	+ 0.24
	= 5
	𝑟=0.05





就可以无休止地重复下去。这里的利润率只有5%。但这对于小生产者来说可能已足够维持生存。这里的问题是，在其他情况下，他也可能获得10%、15%等利润率；而其产品的价格（𝜌_{d}）也会随之相应变化。无论如何，除非同种商品在同一市场上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否则是不可能确定一个与生产（D）的社会必要劳动相对应的确切价格的。

然而，如果这种商品（D）是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那么每个工人每天就必然会呈现以下情况：




	(D)
	c
	ν
	s
	u
	





	以劳动计
	28
	+ 6
	+ 6
	= 40
	𝜆_{d}=8



	以货币计
	14.46
	+ 3
	+ 1.92
	= 19.38
	𝜌_{d}=3.876



	以数量计
	3.73
	+ 0.77
	+ 0.5
	= 5
	𝑟=0.11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劳动的分配方式使得在所有生产部门（包括（D）的生产）中都能确立11%的统一利润率。

这5单位的（D）以19.38先令（即𝜌_{d}=3.876）售出的事实，证实了直接和间接耗费在它们身上的40小时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

然而，在小商品生产中，供过于求的状况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D）的生产者被迫仅以18.34先令的价格出售这5单位商品，并承受5%的低利润率。这实际上意味着每单位（D）的生产所实际耗费的8小时劳动并非全是社会必要劳动，并且其中只有94.6%（=18.34/19.38），即7.57小时，是形成价值的。换言之，除非社会生产劳动被（或趋向于被）最优地分配于所有商品的生产，否则价值就无法得到准确界定。

以上就是我对宇野（Uno）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指的“价值规律的必然性”的解释。商品“按价值”交换并不意味着“按与价值成比例的价格”交换。它毋宁是指商品“按反映社会生产劳动向所有商品生产进行最优分配的价格”进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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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引言

石桥贞男

自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来，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从广义上讲，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涉及所谓的转型问题，旨在阐明从价值推导出生产价格的正确方式。另一部分则关注对价值规律本身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争论的核心在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调节其价格的方式。它试图确定商品能够在何种情况下按价值交换，即包含等量劳动的商品可以彼此等价交换。

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探讨第一个问题的人试图间接确立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即通过表明生产价格确实可以严谨地从价值推导出来。在这种方法中，他们不寻求对价值规律本身的进一步验证。因为如果生产价格成立，那么推导出生产价格的价值也必然成立。然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本身的有效性一直受到质疑（例如被庞巴维克质疑）。因此，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生产价格必须从劳动价值中推导出来，而不是从其他任何东西中推导出来）在于捍卫劳动价值论本身的有效性，而只对转型问题作间接参考。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第二个问题，但我们也必须对转型问题保持准确的理解。因为我们将证明其有效的价值规律，与偏离价值比例的生产价格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讨论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商品的买卖价格与其价值成正比。直到第三卷，他才发展出偏离价值比例的生产价格。因此，我们有两种价格：使市场达到均衡的生产价格和与价值成正比的价格。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亟需明确的解释。

到目前为止，已经提供了几种解释。一种是逻辑-历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在简单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与价值成正比的价格确实是成立的。这个想法源于马克思本人，因为他试图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中证明劳动价值论。宇野弘藏拒绝了这种研究价值规律的逻辑-历史方法。他认为价值规律构成了资本主义最根本的规律，而对其的证明关键取决于劳动力向商品的转化。从这个观点来看，很明显，除非在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背景下，否则无法进行对价值规律的证明。根据宇野的观点，试图在简单商品流通的背景下确立这一规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日本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宇野的方法表示赞同，但并未被完全说服，因为宇野自己的证明并不完善。因此，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关于“证明问题”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这场争论中最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是：在包含等量劳动的商品等价交换这一意义上的“商品按价值交换”是无法被证明的，理论上也不需要这种证明。我将其称为铃木学派的结论，因为这是铃木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Keizaigaku-Genriron）（铃木鸿一郎，1960，1962）的追随者所共有的观点。

到了20世纪70年代，对这一立场的重新评估开始出现，人们怀疑“等量劳动时间的交换”被否定得过于草率了。铃木学派难道不是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吗？人们认为，在“包含等量劳动时间的商品交换”意义上的“商品按价值交换”值得进一步研究。尽管对这场争论最初的热情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平息，但这一观点至今仍被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坚持。

本文的目的之一是，结合日本的这场争论，审视关根在本卷中发表的两篇关于价值理论的论文。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揭示关根著作的优缺点；他的工作是在日本以外进行的，因此迄今为止尚未被置于日本关于证明问题的争论的语境中来看待。我希望在对其他学者的贡献进行适当回顾之后，通过提出我对此问题的看法来结束本文。


4.2 宇野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

宇野的主要思想阐述于他的《原理》（1980）中。他批评马克思在“简单流通”中就提及价值实体和价值量。他的论点有两方面。首先，马克思过早地提及价值实体，使其（马克思的）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简单流通形式的表述变得混乱，并且未能充分展现研究这些形式的全部意义。其次，马克思对价值规律的“论证”包含严重的逻辑缺陷。

因此，宇野脱离了《资本论》的三卷结构，在其《原理》中以不同的顺序重新安排了相同的理论内容。后者被划分为流通论、生产论和分配论三部分。在流通论中，他致力于仅推演流通形式，而不直接将创造价值的劳动作为“社会实体”来提及。他主张，商品、货币和资本等流通形式必须独立于资本的生产过程来考察（即不明确涉及资本的生产过程）。

另一方面，他的生产论是从劳动与生产过程的概念开始的，这一过程先于其被资本（简单流通形式的最后一个主要范畴）包摄。他指出，作为构成价值实体的劳动，只有在劳动与生产过程被包摄于资本形式之下后的这种语境中才能得到详尽阐述。宇野声称，在生产论中论证价值规律的这一新颖尝试，实际上是遵循了马克思自身的方法。我认为《原理》的这部分内容是宇野理论贡献的试金石。

宇野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简而言之，我认为可以用以下陈述来概括。“马克思的论点缺乏在资本主义必然性层面对劳动价值论的实证证明”（Uno, 1980, 32）。根据宇野的说法，马克思仅仅是从两种商品的交换关系（即从交换方程式“1夸特玉米 = x英担铁”）中提取出“同一种劳动，即抽象人类劳动”，作为等式两侧的共同点；而且一旦剥离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属性，这种共同点就可以被视为价值（Marx, 1971a, 45–6）。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的量随后必然由其生产在社会与技术上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

宇野（1980, 32–33）首先指出，“从使用价值中抽象”客观上发生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实际上可以选择生产他所挑选的任何使用价值。如果我们仅仅从外部观察正在进行的商品交换，这种抽象除了在主观层面上，是不会发生的。其次，宇野认为，被假定为生产价值的“社会平均劳动力”，只有在作为商品被购买的劳动力进行无差别劳动的资本生产过程中，才能成为现实。形成价值的劳动所预设的劳动的去技能化等现象，也是在这一条件下变得真实和客观的，而不仅仅存在于我们从外部观察商品交换时的想象中。基于这些原因，宇野确立了“劳动形成价值实体”的命题，但将其置于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语境中，而非一般商品生产的语境中。

在宇野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中，有两个概念至关重要。一个是“劳动与生产过程”的概念，另一个是“工人买回其必要劳动的产品”的观点。

宇野的劳动与生产过程与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截然不同，尽管由于名称相似它们很容易被混淆。对宇野而言，劳动与生产过程是阐明价值实体的逻辑基础，也就是说，它构成了经济的实体基础。因为当它被包摄于资本之下时，它就变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它必须包含对所有社会都共同的使用价值生产的所有要素，作为经济生活的一般规范。[1] 资本主义经济将这些一般规范包含在其内在规律或结构之中。

更具体地说，这些要素包括（1）生产性劳动的二重属性，即具体有用劳动和抽象人类劳动，这里是首次提及。宇野（1980, 32）强调，生产性劳动的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定性的，另一个是定量的）对所有社会都是共同的，并非商品生产所独有。在资本主义中，抽象人类劳动变成了形成价值的劳动。它们还包括（2）将工作日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这种划分对所有社会也同样共同。正如马克思（1971a, 226）所言，“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根据宇野的观点，剩余劳动甚至可以存在于无阶级社会中，不过毋庸置疑，剩余劳动只有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才会生产出剩余价值。

现在让我们来审视宇野关于工人“买回”其自身产品（1980, 26）的观点。关根（Sekine）的文章包含了对这一概念的数值图解。因此，我将仅限于评论宇野在这些数字背后的主要理论思想。

首先，在处理论证问题时，宇野假设工人只进行必要劳动（而不进行剩余劳动），即他假设了价值形成的过程（排除了价值增殖）。其次，作为论证问题的结论，宇野不仅试图将价值实体归结为劳动，而且还试图确立“商品按价值交换”等同于“体现等量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交换”。第三，宇野将其论点的核心确立为：工人必须用他作为回报收到的货币工资，买回作为商品的他自身的劳动产品。

在对所有社会都共同的劳动与生产过程中，人类只有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对自然进行加工才能获得使用价值，并在该过程中消耗掉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应该会发生完全相同的事情，尽管是通过商品形式作为中介。也就是说，作为货币所有者的资本家，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购买，并获得同样作为商品的产品。为此，他可以让工人在符合其目的的适当生产资料组合的辅助下，耗费他们的生产性劳动。直接生产者获得货币工资作为报酬，但无法直接获取其劳动产品。因此，他们被迫用其工资“买回”他们的生活资料，即他们自身的劳动产品。

这就是“用商品生产商品”（Uno, 1980, 25）的精髓，或者说是运作在商品经济形式下的劳动与生产过程。然而，为了使这一过程自我重复，商品之间交换的价格必须受到符合逻辑的调节。否则，经济生活的一般规范可能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导致经济生活本身瘫痪。首要的是，价格必须足以确保替换当前已消耗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剩余劳动），只要在所有生产领域中每小时的货币工资率相同，这种价格就与价值成比例。[2] 因为否则的话，一些资本家在替换掉他们目前消耗的任何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后，将实现盈余，而另一些资本家则会出现亏损。这一点在关根的数值例子中得到了证明。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宇野通过指出商品必须根据体现在其中的劳动时间进行交换的必然性，成功地论证了“劳动形成价值”。因此，根据宇野的观点，（1）提供使用价值需要耗费人类劳动，以及（2）经济生活的再生产以产品的（隐含或明确的）交换为前提，这两个一般规范在商品经济中都以价值规律的形式出现，而价值规律调节着商品的交换条件。

不幸的是，宇野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仅在上述情况（即不存在剩余劳动）下才是令人满意的。一旦工人进行剩余劳动，商品的价格就会偏离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成比例的状态。如果不同行业间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周转时间存在差异，均衡价格（生产价格）就会偏离与价值成比例的价格。宇野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无论是否进行剩余劳动，他在整个生产论中始终继续假设价格与价值成比例。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4.3 关于宇野证明的争论

宇野成功改进了论证价值规律的方法，但在上述情况中他所论证的内容与马克思的主张相同，即包含等量劳动的商品应按平价相互交换。既然如此，宇野本应在解释劳动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上向前迈出一步。因为在现实的（而非假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并不是按照其价值交换的。

铃木学派（Suzuki-group）的经济学家严厉批评了马克思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做法。[3] 他们因此也否定了宇野对价值规律论证的有效性。也就是说，该学派声称，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要求修正“耗费等量劳动生产的商品应按平价相互交换”这一观念。事实上，马克思的方法在于首先表明：如果商品按照价值交换，就会产生不同的利润率，因此他引入资本主义竞争来消除这些差异并使利润率平均化（Kohichino Suzuki, 1962, 492–504）。

马克思的转型方法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它跳过了商品成本价格从价值形式向价格形式的转化。二是执行这种转化的资本主义竞争，可能会带来社会生产劳动的重新分配。这两个问题是所有关于从价值向价格转型的理论都必须解决的。

铃木学派坚持以下两点。第一，该学派强调《资本论》前两卷与最后一卷之间存在维度上的差异。（换句话说，价值和价格属于不同的维度。）第二，应当从价值规律的内容中彻底抛弃“商品按价值交换”这一命题。

第一点意味着价值是一个实体概念，而价格是一个形式概念。实体不能转化为形式。生产价格是价值规律的贯彻形式。因此他们声称，价值根本无法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这一观点出发，铃木学派的经济学家否定了转型问题本身的存在。

这一论点基于这样的主张：“资本一般”的维度不涉及竞争，并且必须与“个别资本之间的竞争”维度严格区分开来。换言之，生产论并未提及个别资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然如此，作为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价值规律，其适用范围应仅仅局限于确立劳动作为价值实体的规定性。剩余价值理论则必须被系统阐述为总体资本与总体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

这一主张引出了铃木学派的第二点，即商品按价值交换是一个荒谬的命题。因此，该学派不认为“生产价格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受价值调节”这一论点是一个有效的理论问题。

从这种观点出发，人们对宇野关于价值规律的论证提出了许多质疑。尽管许多经济学家接受了宇野的论点，即价值规律必须在生产论而非流通论中加以论证，但他们未能充分理解其“论证”的意义与有效性。宇野追随马克思，假设即使在存在剩余劳动的情况下，商品依然按与价值成比例的价格进行交换。由于缺乏对此有说服力的解释，这被视为一个致命缺陷。[4]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对铃木学派论点的批评。粗略地说，主要提出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指出，即使在生产论的维度中，个别资本也不容忽视；只有根据个别资本之间的竞争，才能用商品经济的术语来解释总体资本与总体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Mawatari, 1970）。另一种观点坚持认为，生产价格不应与创造价值的劳动实体相脱节。后一种主张意味着生产价格和价值属于同一维度，因为作为均衡价格的生产价格，并不像仅仅依赖供求条件的单纯市场出清价格那样具有不确定性。无论哪种情况，人们都认为严格套用铃木学派的方法可能会使价值概念变得空洞。铃木学派的批评者可以分为三派。

第一派同意铃木学派的观点，坚持认为不应提及商品按价值交换，但其不同之处在于，该派别重申了转型问题的有效性。这一派别试图阐明价值实体如何调节与价值不成比例的价格。属于这一派别的伊藤（Itoh）提出了如下主张：“尽管商品的价值实体 (𝑐ᵢ+𝑣ᵢ+𝑠ᵢ) 并不按比例调节标准价格或价值形式，但其部分 (𝑐ᵢ+𝑣ᵢ) 必须在商品的相互关系中作为标准价格的实体性核心调节器发挥作用……” 他还指出，“然而，它们[标准价格]与按劳动实体成比例的价格之间的偏离，必须限制在跨行业重新分配剩余劳动的范围之内”（Itoh, 1988, 134）。我们很容易看出，他含蓄地参考了宇野的论证。[5]

第二派对于提及商品按价值交换毫不顾忌，即使在存在剩余劳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为它将“没有剩余价值”的情况作为一个简化模型。其方法似乎与宇野的方法相似，除了它明确假设所有行业的资本价值构成应是相同的，并且它否认“商品等量价值交换能够构成劳动价值论核心”这一命题（Yamaguchi, 1985, 131）。与价值成比例的价格不被认为是现实的，而仅仅是概念上的。然而，在没有剩余劳动的情况下价格与价值成比例这一事实被解释为：波动的市场价格趋向于由社会劳动力分配所决定的水平。价格之所以偏离价值，是因为资本家可以灵活地取舍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Yamaguchi, 1985, 125–7）。

第三派将商品按价值交换视为价值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即使通过设想一种不同于现实中资本为了更高利润率而竞争的特殊竞争机制，这种交换也应在生产论中加以解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呢？我们可以列举出人们构想出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概念性竞争。我在下文中描述的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竞争，都被认为能在市场上产生与价值成比例的价格，而不是生产价格。

在第一种情况中，个别资本家会追求与每种商品的价值成比例的价格，从而使 𝑞ᵢ/(𝑐ᵢ+𝑣ᵢ+𝑠ᵢ) 对于所有的 𝑖 都相同（Mawatari, 1979b, 142）。在第二种情况中，资本家将竞争商品中包含的每单位剩余劳动的最高利润 𝜋/𝑠，而不是最高利润率：𝜋/𝜅（Kobayashi, 1977, 118）。[6] 在第三种情况中，资本家将竞争利润与附加价值之间的最高比率：𝜋/(𝑣+𝑠)（Miwa, 1988, 16–22）。[7] 后两种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因为 𝜋/𝑠 等于 𝜋/(𝑒×𝑣)，并且 𝜋/(𝑣+𝑠) 等于 𝜋/[(1+𝑒)×𝑣]，所以这两种类型的竞争必须假设剩余价值率的平均化。（本段使用的符号定义如下：𝜋= 销售价格 − 成本价格；𝑒=𝑠/𝑣；𝜅=𝑐+𝑣。）归根结底，这两种情况似乎与上文提到的第二派相同，因为它们排除了将 𝑐 的部分作为影响竞争的因素来考虑，这也等同于忽略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

我本人曾经采取过类似于第三派的立场（Ishibashi, 1992, 93–126）。然而，该结论依赖于几个假设，而这些假设的任意性理应受到批评。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上唯一合理的竞争是追求最高利润率 𝜋/𝜅 的竞争。因此，试图在生产论中论证商品按价值交换的可能性可能是毫无根据的。“论证”的问题实际上归结为：为了使劳动价值论更具解释力或说服力，商品按价值交换是否是一种有用的理论工具。在就这一点得出结论之前，让我先详细探讨一下关根（Sekine）的论点。


4.4 关根对宇野理论的贡献

在总结关根（Sekine）的两篇文章时，我认为《研讨会》（“Seminar”）是主要的信息来源，而《必然性》（“Necessity”）则是补充来源。[8]

《研讨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价值概念。第二部分简明扼要地涵盖了价值规律。这一部分可以通过《必然性》来补充细节，包含了与当前讨论最相关的论点。第三部分处理转型问题及相关议题。遵循这一结构，我将分三步总结关根的论点。

(I) 他首先严格区分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他所说的交换价值是指价格或价值形式。根据关根的说法，价值是“商品的一种属性，它使得该商品在质量上等同于另一种商品，而仅仅在数量上有所不同”（第2章，19）。另一方面，商品的价格不过是其价值用给定数量的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达而已。

然而，价值不一定非要通过价格按比例表达。交换方程式“1夸脱玉米 = x英担铁”仅仅表明等式的两侧在贸易中的定价是相等的，并不意味着它们包含等量的价值。通过区分“劳动价值论”和“劳动价格论”，关根提出价值规律不能等同于体现等量劳动时间的商品交换理论（第2章，20）。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能将不与价值成比例的价格称为价值形式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商品作为价值在社会上是同质的。不言而喻，这种“同质性”是所有由其所有者提供以换取他们渴望的其他商品的商品所共有的。因此，商品所有者用价格（价值形式）来表达价值，代表了他想将其换成另一种商品的愿望。

正如关根所提到的，价值形式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最初在简单价值形式中出现的等价商品或“小货币”，是如何摆脱所有定性和定量的限制，直到它成为一般等价物或成熟的货币，例如可以采取黄金的形式。后者随后成为普遍的等价物，其意义在于它反映了所有商品的价值（第2章，23）。一般等价物或货币的出现开启了间接贸易的可能性。因此，商品可以为了货币而卖出，而不是直接用来交换某种特定的使用价值。

价值的最终表达采取货币价格的形式，但即便如此，它也不过是所有者对商品的主观估值。因此，供给价格必须根据需求的强度进行调整。只有当商品被货币反复购买时，价值才能被客观地测量。尽管价格随供求波动，关根相信它最终会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上。当决定价格所必需的实际参数被明确地提出来时，他在此处所称的“正常价格”后来就变成了均衡价格或生产价格（第2章，25）。

为什么他能假设存在稳定的正常价格？原因在于，在正常价格背后，他暗中预设了社会生产资源的均衡配置。因此，如果一种商品相对于现有的社会需求模式既没有生产过剩也没有生产不足，并且如果社会的生产资源被适当地配置到商品生产的所有领域，那么反映价值的正常价格就会确立。然而，关根并没有断言商品价值与正常价格成正比（第2章，26）。他公开承认，正常价格通常不与价值成正比。这构成矛盾吗？

关根否认在这一点上存在任何矛盾。正常价格告诉我们，相对于社会需求，这些商品已经以正确的数量（作为使用价值）被生产出来。它们的价值意味着它们的生产在每种情况下都消耗了正确数量的社会生产资源（第2章，26）。诚然，在这些定义下，正常价格不一定与价值成正比。然而，我们能否声称正常价格表达了价值？无论如何，非常清楚的是，关根不希望他的价值规律与商品按劳动价值交换有任何关系。

到目前为止，关根使用了“社会生产资源”一词，而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构成了价值的实体。但是，对他来说，社会生产资源是由生产性劳动代表的，生产性劳动的耗费构成了价值的实体。他如下为该命题辩护。

既然价值是商品在质量上统一的属性，那么追问这种统一性或同质性从何而来是完全有道理的。由于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就可以生产任何商品；资本也可以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之间自由流动。根据关根的说法，这“等于说资本将商品作为价值来生产，即对其使用价值毫不关心”（第2章，26）。他将资本购买的劳动力所耗费的抽象人类劳动视为构成了价值的同质实体。至于其他生产要素，关根否认它们形成任何同质实体的能力。根据他的说法：“不存在抽象空间土地和抽象物理资本这样的东西”（第2章，27）。

那么价值的数量方面呢？当然，正是具有抽象人类属性的价值形成劳动的数量也决定了价值的量。然而，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生产在技术上所需的劳动时间本身（ipso facto）就创造了价值。关根强调“社会必要劳动构成了商品价值的实体”（第2章，28）。这里的社会必要劳动是指在技术上生产社会必要（均衡）数量的商品所需的劳动。因此，当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形成时，商品也以正确的（社会必要的）数量供应，其价格必定是“正常”的。[9]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关根声称正常价格表达了商品的价值。他进一步声称“在商品生产中，社会必要劳动是社会唯一的实际成本”（第2章，28）。

(II) 现在我们将进入本文的主题：价值规律的必然性。关根认为，“关于宇野对价值规律论证的广泛争论之所以徒劳无功”，是因为在他的数值说明中，宇野“使工资品部门保持相当模糊，没有提供必要的数字”（第3章，56）。从这个角度出发，关根试图通过为宇野《原理》（Principles）中“令人费解的段落”提供一组他认为必要的额外数字，以此来改进宇野的论证。

通过一系列步骤，关根确认了这样一个论点：只有在没有剩余劳动的情况下，价值和价格才是成正比的。仅在那种特殊情况下，“产品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与必要劳动一样多”（第2章，27）。在存在正剩余劳动的更一般情况下，由于各产业间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价格不与价值成正比。这些结论是众所周知的。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根据这些普遍共识来解释“论证问题”。

关根的观点与他对价值概念的理解是一致的，即：“价值规律……主张所有商品都倾向于按均衡价格交换，这些均衡价格以生产性劳动的社会最优配置为前提，因此也以所有商品生产都耗费了社会必要劳动为前提”（第2章，27）。因此，“按照价值交换商品并不意味着按照与价值成比例的价格进行交换”（第2章，30），而是按照正常价格，或者更具体地说，按照生产价格进行交换。因为只有这样的价格才能既确保“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又确保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能力”（第2章，30）。

我想将关根的理论置于日本关于宇野论证的辩论背景下。关根的劳动价值论意味着社会必要劳动构成了价值的实体。因此，价值规律确保商品以正常价格交换，这反映了社会生产性劳动最优配置。他批评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价值规律应当被论证为体现等量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在这个意义上，关根可以被理解为属于铃木（Suzuki）学派。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个非常根本的差异。

尽管关根不相信在生产论中商品确实是按与价值成正比的价格进行交换的，但他完全拒绝生产论仅仅与“一般资本”有关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他与属于铃木学派的人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对待将价值转化为价格的问题。

(III) 在《研讨会》的第三部分，关根概述了他对转型问题的看法。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在此深入探讨细节；我只打算触及他的一些主要观点。

关根首先明确了他所谓的“技术复合体”（technology complex），即决定均衡所需的所有技术参数的汇总表。这个复合体必须满足自我重置的条件。他的价值体系建立在这个复合体之上，使他能够确定所有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率。该价值体系受到一个约束条件的限制，即工人应获得其必要劳动的产品。关根还开发了一个价格体系，该体系与技术复合体相结合，可以求解出所有价格和利润率。这个价格体系受制于他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约束”，即工资品的货币总价值应等于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31）。

关根区分了辩证的（或概念的）转型和数学的（或定量的）转型。在前者的情况下，转型是单向的，即从价值到价格。在后者的情况下，转型是双向的，即既从价值到价格，也从价格到价值。他提供了数值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22–5）。

他的结论如下。如果我们预先知道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我们无需直接求解价格体系即可计算出生产资料的价格和利润率。反之，如果我们知道价格和利润率，我们无需直接求解价值体系即可得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率。价值和价格是同一技术复合体的两个不同侧面（35）。

当然，事实证明它们通常互不成正比。尽管如此，“均衡价格对价值的偏离绝非任意的……均衡价格可以说是被拴在价值上的”（35–6）。他主张，平均利润规律界定了“价值规律通过资本主义市场中价格的运动而实施的具体模式”（36）。根据关根的说法，平均利润规律分为两部分。平均利润第一规律显示了价格偏离与价值成比例的程度，这是由各产业间资本价值构成的差异来解释的。平均利润第二规律表明，随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价格会进一步偏离价值。因为如果剩余价值率为零，就不会出现偏离（36–8）。

因此，通过坚持均衡价格最终拴在价值（或社会必要劳动的体现）上，关根与铃木学派有着显著的区别。三个命题在关根的论证中似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在没有剩余劳动的情况下，价格必然与价值成正比。（2）价格偏离价值比例的程度，取决于在每种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偏离其社会平均水平的程度。（3）个别资本为获取超额利润而进行的竞争，导致了平均利润规律的确立，从而强制实施了价值规律。


4.5 结论

根据关根（Sekine）的观点，社会必要劳动是对社会而言“唯一的真实成本”。既然社会必要劳动构成了价值的实体，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商品的价值代表了社会从自然界中获取其作为使用价值所付出的真实成本。如果是这样，似乎极其自然地可以得出结论：一种商品的真实成本，表现为一定数量的另一种商品，而为了生产这另一种商品，向自然界付出了相同的真实成本。

在没有剩余价值的假设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价值调节价格。当剩余劳动被执行时，由于价格偏离了与价值的比例，这种联系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也“受制于价值”，正如关根所指出的，价格偏离价值绝不是任意的。那么，我们能否与关根一道宣称，即使存在剩余劳动，价值也没有停止调节价格？我认为我们可以。

但是，为什么在存在剩余劳动的情况下，价值不能由与价值成比例的价格来表现呢？原因很简单：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在作为商品持续再生产的一部分进行补偿时，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Itoh, 1988, 133–6）。换言之，并非每个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劳动总量都必须归属于生产该商品的资本家。社会中生产的剩余价值可以由所有资本根据其预付资本的规模来分享。资本为追求更高利润率而竞争所产生的生产价格，充当了将剩余价值分配给各个资本单位的分配器。

如果我们根据经济生活的一般规范来看待这种分配，其意义何在？这个问题以前从未被提出过，但值得探究。

有人主张，在劳动与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处理剩余劳动的根本自由”（Itoh, 1988, 126）。然而，这种自由似乎并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作为平均利润的剩余价值分配是由资本之间的竞争强制执行的。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外，所有其他社会都能自由地处理剩余劳动吗？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资本追求最大积累率的根本属性，我们就能看到以下几点。通过竞争实现的平均利润规律仅仅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资本单位都能以相同的速度进行积累。如果一家资本主义企业未能获得平均利润，它显然无法像整个经济整体那样迅速扩张。如果不同生产部门以不同的速度扩张，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就无法处于最大限度扩张的轨道上。

诚然，在任何阶级社会中，剩余劳动在一定程度上都会被任意使用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然而，剩余劳动的执行并非完全是为了支持和维持统治阶级。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即使在无阶级社会中，“为防备偶然事故，保证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的和累进的扩大，也还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马克思，1971b，819）。因此，除了统治阶级的个人消费之外，“保险”和“累进的扩大”是再生产过程需要剩余产品的两个目的。

在任何社会中，这些产品都不能被任意处置。生产它们的剩余劳动必须按照各生产部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存量比例分配到这些部门中，这些存量在资本主义社会被称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积累基金的那部分剩余劳动必须由社会各部分共享，以保证生产处于平衡增长的状态。我将这种状态称为“均衡再生产”。

从上述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社会在为积累而分配剩余劳动时，都必须满足经济生活的一般规范。因此，我们理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均衡再生产”的一般规范是如何实现的？当然，正是通过商品交换，即通过价格体系，这一一般规范才得以强制执行。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一部分剩余劳动必须用于统治阶级的个人消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关于将总剩余劳动分配到不同生产部门的一般规范一直被忽视了。然而，如果我们忽略生产资本家消费品的那部分剩余劳动，其余部分就必须以实现“均衡再生产”（即以最大速度增长的再生产过程）的方式分配给各个生产部门。[10] 资本之间为追求最大利润率而展开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实现这种经济生活一般规范的资本主义方式。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价格必须受到这样的调节，以确保所有资本单位以最大速度实现平衡增长。现在我们可以将商品的价值 (𝑐+𝑣+𝑠) 分为两部分：所谓的成本价格 (𝑐+𝑣)，由不变资本 (𝑐) 和可变资本 (𝑣) 组成；以及剩余价值 (𝑠)。这两部分在与价格调节的关系方式上有所不同。

正如已经反复指出的那样，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体现在成本价格中的劳动总量也必须得到精确补偿。也就是说，这部分商品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调节价格，以确保在“包含等量劳动时间的商品交换”的意义上实现“商品按价值交换”。而以剩余劳动为实体的剩余价值部分 (𝑠)，必须在资本之间进行分配，以便使它们能够以均衡的方式扩张。因此，将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的价格，受到调节以实现与预付资本规模成比例的剩余价值分配。从一般规范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上结论。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按预付资本（此处由成本价格表示）比例分配剩余价值，其前提是假定成本价格本身不涉及转型问题。[11] 这忽略了在存在剩余劳动的情况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格可能与其各自的价值不成比例这一事实。尽管如此，这一事实并不能否定物化劳动量对价格的调节。

正是为了收回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同数量的劳动，当剩余价值被社会共享时，价格必须偏离与价值的比例。为生产商品而消耗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必须由新的生产资料和新的消费资料来补偿，并且在每种情况下都包含与以前相同数量的劳动。这正是“按其中包含的等量劳动进行交换”意义上的“商品按价值交换”。即使是简单再生产也需要这种补偿。另一方面，剩余价值必须以一种按照与预付资本规模成统一比例进行自我分配的方式来调节价格。这些价格是以货币表示的生产价格。尽管这些价格与价值不成比例，但它们依然受到调节，以确保劳动量的交换与以最大速度扩张的再生产过程相一致。有关进一步的细节，请参见附录。

以上就是价值调节价格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宣称价格能够表现价值。毋庸置疑，这种正常价格可以随着资本竞争中平均利润的形成，具体作为生产价格来实现。在生产学说中，对价值规律的理解，必须达到其能够从经济生活一般规范的角度阐明生产价格意义的程度。

因此，价值规律首先意味着社会必要劳动构成了商品价值的实体，其次意味着这种价值应当调节价格，从而使所有资本单位都能以最大速度自我扩张。这种价值规律表现为生产价格。

以社会必要劳动为实体的价值，不是作为与价值成比例的价格来调节价格的，而是作为使“均衡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价格来调节价格。这一观点的有效性取决于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下的均衡代表了“均衡再生产”的超历史状态。价格不仅如关根所提到的那样“受制于”价值，而且也“被价值调节”。我希望已经从一般规范的角度澄清了关根所谓的数学转型问题的含义。它解释了为什么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应当调节价格的原因。


附录

在我的理解中，伊藤 (Itoh, 1988, 220–6) 解释了在生产价格理论背景下构成一般规范的内容，而不是将其置于生产学说中加以探讨。我希望利用伊藤的三个表格 (1988, 222) 来补充正文中关于劳动实体如何调节价格的论述，现转录如下。

伊藤对这些表格的解释如下。表1显示了各生产部门商品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实体，而表2展示了一组生产价格，这些价格是建立在表1所列商品产品中体现的价值实体的基础上的。表3显示了各部门通过以表2中的生产价格销售其产品所获得的价值实体。

自博特凯维奇 (Bortkiewicz) 以来关于转形问题的争议（斯威齐 Sweezy, 1949）已经阐明了表2中所示的生产价格。这些价格考虑了将剩余价值作为平均利润进行分配，以及商品成本价格从价值形态向价格形态转换的同时决定与相互依存的关系。

表1中的不变资本 ((c_i)) 和可变资本 ((v_i)) 在表3中被替换为 (c_i)（生产资料）和 (v_i)（消费资料），它们通过价格 (c_i x) 和 (v_i y) 包含了与表1中相同数量的劳动实体，而这些价格与 (c_i) 和 (v_i) 的劳动时间量并不成比例。另一方面，剩余价值 ((s_i)) 的分配方式使每个生产部门能够在最大的平衡规模上进行扩张。因此应当注意，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实体 ((s_i)) 必须按照成本价格（以货币或生产价格计算的 (c_i x + v_i y)）的比例进行分配，而不是按照 (c_i + v_i)（以劳动量计算）的比例，因为再生产必须通过以价格进行商品交换来完成。

表1. 生产的价值实体 (a_i)（百万小时）




	生产部门
	不变资本 (c_i)
	可变资本 (v_i)
	剩余价值 (s_i)
	产品价值 (a_i)





	I
	225
	90
	60
	375



	II
	100
	120
	80
	300



	III
	50
	90
	60
	200



	总计
	375
	300
	200
	875





(s_i/v_i = 2/3), (a_i = c_i + v_i + s_i)。由表中的数字可以确定一般利润率 (r) 为25%。假设 (z = 1/2)，那么 (x = 16/25)，(y = 8/15)。

表2. 生产价格 (P_i)（百万美元）




	生产部门
	(c_i x)
	(v_i y)
	(p_i)
	(P_i)





	I
	144
	48
	48
	240



	II
	64
	64
	32
	160



	III
	32
	48
	20
	100



	总计
	240
	160
	100
	500





(p_i = r(c_i x + v_i y)) 代表平均利润。(P_i = (c_i x + v_i y) + p_i)，即生产价格。(c_i x) 和 (v_i y) 分别代表各部门按生产价格计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因此，它们的总和 ((c_i x + v_i y)) 即为成本价格。

表3. 获得的价值实体 (a_i)（百万小时）




	生产部门
	(c_i)
	(v_i)
	(s_i)
	(a_i)





	I
	225
	90
	96
	411



	II
	100
	120
	64
	284



	III
	50
	90
	40
	180



	总计
	375
	300
	200
	875





(s_i = p_i \div z = \sum s_i \times p_i / \sum p_i), (a_i = c_i + v_i + s_i)。


注释与参考文献

注释


[1]: 宇野严格区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与形式。经济生活的一般规范由经济生活的实质必须始终遵守的规则组成。它们也可以被视为所有社会所共有的经济生活特征，而不是商品经济的历史形式所特有的。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一般规范只能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来把握，而不能通过单纯的经验观察来归纳那些对我们而言似乎是所有社会所共有的东西。亦见关根（Sekine）的解释（Uno, 1980, 171）。 ↩





[2]: 这一观点在争论过程中得到了反复确认。参见山口（1987, 144–5）、三轮（1988, 34–5）、小林（1981, 17–23）、伊藤（1988, 133–6）、小幡（1984b, 49–51）、镰仓（1970, 294–311）。亦见春田（1974）。小幡特别指出，具备相同的货币工资率这一条件是必要的。马渡（1970）认为，由于缺乏该条件，即使在没有剩余劳动的情况下，宇野也未能在“体现等量劳动时间的商品交换”的意义上成功论证“商品按价值交换”。 ↩





[3]: 笔者认为属于铃木派的学者如下：铃木（1960/62）、大内（1964）、降旗（1965）、岩田（1967）、樱井（1968）、日高（1983）。 ↩





[4]: 关于铃木派的详细特征及其批评意见，参见高须贺（1979, 114–19）和长谷（1981）。 ↩





[5]: 亦见小幡（1984a,b）。 ↩





[6]: 长谷（1981, 12）坚持认为，在生产论中，存在着资本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率而进行的竞争。 ↩





[7]: 置盐（1977, 26）设想了在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中，为了追求收入率（即收入除以活劳动）而进行的竞争。 ↩





[8]: 这两篇文章收录为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





[9]: 关根劳动价值论的一个特点在于他强调“社会必要劳动”，这不仅指单件产品在技术上必需的最小劳动量，还指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对全部产品在数量上必需的最小劳动量。亦见渡边（1975a, 57–8）。 ↩





[10]: 笔者恰好在此假定了“被现代经济学家称为‘黄金时代’路径的均衡增长路径”（Morishima, 1973, 68）。应当注意的是，森岛试图使用“黄金时代或冯·诺依曼产出向量”，用价值来定义（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利润率（1973, 70）。亦见高须贺（1979, 131–7）。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最大限度的扩大再生产。他这样写道：“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节约啊，节约啊，也就是把尽可能大的部分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重新转化为资本！”（Marx, 1971a, 558）。“只要他[资本家]的动作只是资本的职能……他自己的私人消费就是对积累的掠夺”（1971a, 555）。 ↩





[11]: 如果现在将固定资本和周转时间抽象掉，投入资本就等同于成本价格。 ↩




5.1 引言

星野富一

[1] 经济危机与商业周期的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最为青睐的课题之一。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以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然而，令人颇感惊讶的是，在宇野弘藏（Kozo Uno）取得其不朽成就之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未能令人满意地阐明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和商业周期的机制。在最抽象的层面上，宇野的危机理论探讨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揭示资本积累实际过程中危机的根本原因，这是在利润理论的语境下进行的。二是揭示解释危机爆发的具体机制，这是在信用理论的语境下进行的。宇野试图证明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是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与商业周期的逻辑必然性。他的危机理论还为我们在历史层面探讨危机和商业周期提供了重要的洞见，[2] 尽管抽象理论绝不能直接应用于具体的历史分析，除非通过中层理论（即宇野的阶段论）的中介。[3]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马克思和宇野提出的经济危机理论的意义与局限性，来研究危机的根本原因。在第二节中，作为本研究的预备，我将概述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形成，重点关注《资本论》。在第三节中，我将遵循宇野的观点，通过指出马克思的“商品过剩论”忽视了市场机制的运行，对其进行批评。我还将表明，尽管消费不足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失衡并不是危机的根本原因，但这些部门之间的失衡能够引发投机，由此导致的价格上涨构成了纯粹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第四节中，我将考察马克思的“资本过剩论”，并论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对过剩人口枯竭导致的一般利润率下降。我还将指出，马克思所称的资本“闲置”（lying idle）是导致一般利润率在繁荣顶点下降的另一个因素。在第五节中，我将表明，马克思低估了现有固定资本对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制约，而这种低估阻碍了我们认清危机的根本原因。我还将用宇野的论点来补充马克思的观点，即为了将现有固定资本的制约考虑在内，资本积累理论应当在逻辑上置于流通理论之后展开。在第六节中，我将表明，在试图证明一般利润率下降时，马克思和宇野都没有对商品价格的波动给予充分关注。随后我将提出以下论点：原则上，在繁荣的顶点，由于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以及劳动力短缺造成的生产瓶颈，商品价格会上涨。这种价格上涨可能会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然而，货币工资率的上升——连同劳动力短缺（或充分就业）的其他症状，如资本的“闲置”和“规模经济”的失效——将不允许一般利润率继续上升。最后，在第七节中，我将对本文进行总结。


5.2 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形成

在其经济学研究的早期，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时刻（H. Ohuchi, 1966, Ch. 1）。众所周知，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计划的最后一部分题为“世界市场与危机”。对他而言，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就意味着表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这归结为所谓的崩溃理论。每当危机爆发时，马克思都期待着革命的爆发，但总是徒劳无功。然而，经过一段漫长时期的研究，马克思似乎改变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1867年，他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但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其他各卷。[4] 他逝世后，留下了为《资本论》准备的堆积如山的手稿，恩格斯将其编辑成第二卷（1885年出版）和第三卷（1894年出版）。结果表明，《资本论》的整个体系不再是他计划中“一般资本”的体现，而是“理想平均数”中的资本体系（Marx, 1971b, 170; 参见 Mawatari, 1973a, 19）。一些重要主题，如资本间的竞争、信用制度、地租，以及危机或商业周期，这些曾经被排除在“一般资本”体系之外的内容，被引入到了《资本论》的体系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1971a, 10）中的最终目标是阐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对马克思而言，“这一规律”不仅仅指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走向衰亡的历史事实，它还指引发周期性危机和商业周期的资本机制。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1971b, 353）也经常表达一些保留意见，例如“现代工业运行的周期——沉寂状态、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沉寂状态等，这些都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尽管如此，他在《资本论》的三卷中反复提及危机和商业周期。马克思（1971a, Chaps. 3 and 25; 1967, Parts II and III; 1971b, Chap. 15 and Chaps. 30–32）阐明了商业周期和危机的许多重要方面，例如危机的抽象可能性、两种不同的资本积累模式及其与劳动力需求的关系、固定资本的存在与周期性危机之间的关系、危机的根本原因，以及危机与信用制度的功能等。

根据Aozai（1978, 109–14, 117）的观点，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事实只有按如下方式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纯粹的危机理论被引入了《资本论》，而对危机的历史具体分析则被留在了其体系之外。因此，正如H. Oh’uchi（1966, 37；参见 Itoh 1980, Ch. 4）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植根于纯粹资本主义的框架之中。它是其内部结构分析和资本自主运动规律分析的一部分，因此，它与所谓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划清了界限。

然而必须指出，尽管《资本论》不再是“一般资本”体系，而是包含了基本危机理论的“理想平均数”体系，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仍然存在不少理论缺陷。毫无疑问，该理论深受“一般资本”框架的影响。例如，正如宇野（Uno, 1953, 189）所指出的，马克思未能在《资本论》中系统地阐述危机和商业周期理论，至少没有以一种能让所有人一目了然的方式进行阐述。正如许多宇野学派学者（Unoists）（Uno, 1953; Ito, 1973; Mawatari, 1973a; Kurita, 1992）所主张的那样，这一事实必然源于《资本论》中竞争理论和信用理论的发展不够充分。因此，我的任务是遵循宇野的观点，通过批判性地借鉴我们在《资本论》中看到的基本危机理论，来重构商业周期的纯粹理论。[5]


5.3 商品过剩论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主要观点。关于危机原因最重要的论述见于《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然而，这一章是最复杂且最具争议的章节之一。马克思列举了导致危机的四个不同因素，但它们似乎互不相关，甚至相互矛盾。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商品过剩论”和“资本过剩论”。让我们首先考察商品过剩论。

马克思将工人的消费不足和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视为危机的合理原因。他在以下这段著名的论述中解释了这两个因素：


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这最后一种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条件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条件把社会广大群众的消费限制在只能在或多或少狭窄的界限内变动的一个最低限度。不仅如此，这种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受到扩大资本和按扩大的规模生产剩余价值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始终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破产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及其调节条件越来越采取一种独立于生产者之外的自然规律的形式，变得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来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



(马克思, 1971b, 239–40)。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章中也给出了同样的观点。假设撇开价格波动、信用制度和投机不谈，马克思断言：


那么，危机的发生就只能解释为经济中各个生产部门比例失调的结果，以及资本家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比例失调的结果。但就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说，投入生产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他们只有在能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在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却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马克思, 1971b, 472–3)。

因此，马克思强调这两个因素——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和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是危机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两种情况作为商品过剩论的有效性必须受到质疑。

5.3.1 消费不足型危机理论

让我们首先考察消费不足论，它是商品过剩论的一个变体。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都深受此类危机理论的影响（见 Itoh, 1980, 第五章）。可以肯定的是，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清楚地解释为什么消费不足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即使确实如此，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可以在不引发危机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现在假设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由于工人阶级消费不足而出现商品生产过剩，那么投资于该部类的资本和劳动就会转移到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价格的波动和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差异将带来这种资本和劳动的转移。结果，社会总劳动将重新分配于这些部门之间。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可以被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市场机制所克服。因此，消费不足本身并不会阻碍资本积累。此外，即使消费不足引发了危机，它也无法解释周期性危机。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反而是，危机恰恰发生在由于实际工资上涨而导致工人消费扩大之时。

事实上，马克思自己后来也批评了消费不足论，指出了它的谬误如下：


说危机是由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或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不足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资本主义制度除了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之外，不知道其他的消费形式，只有 sub forma pauperis（以贫民形式）的消费或骗子的消费是例外。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主，即消费者（因为商品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而购买的）。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种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证的幌子，说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分得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分得较大的一部分，即只要他们的工资提高，这种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需指出，危机总是恰好由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的：在这个时期，工资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从供消费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分得较大的份额。从这些具有健全和“简单”(!) 常识的拥护者的观点来看，这样一个时期反而应当消除危机。因此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只允许工人阶级暂时享受这种相对繁荣，而且总是把它作为危机即将到来的预兆。



(马克思, 1967, 414–15)。

这一论述见于《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该篇探讨了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之后，马克思可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工人的消费不足并不一定阻碍资本积累的推进，因为对商品的总需求是由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和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共同组成的。当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减少时，投资于生产这些资料的一部分资本和劳动就会从该部类转移出来，进入提供生产资料的另一个部类。

5.3.2 比例失调型危机理论

不可否认，马克思批评了这种消费不足论，他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论。例如，在第二卷第二十章中，他提到了“固定资本的维持”。按照他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之一是，固定资本损耗部分的货币形式的补偿和固定资本实物形式的补偿，在价值量上相互保持平衡；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就会发生危机：“尽管是在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上，还是会发生危机——生产过剩的危机”（马克思, 1967, 472；亦见 472–3）。此外，在下一章中，他在解释社会再生产的条件时说，“因为在这里发生的是单方面的买……所以要保持平衡，就必须假设单方面的买的价值额和单方面的卖的价值额一致。”他进一步断言，这些条件会转化为“如此之多的危机可能性”。为什么这些条件得不到保障？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性质下，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性”（马克思, 1967, 498–9）。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状态的。

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将他们的危机理论建立在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之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vsky）是比例失调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972，第二篇，第一章）断言，除了资本主义无政府性质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分配比例失调之外，资本积累不存在其他障碍。顺便提一下，他几乎完全否认劳动力的短缺会对企业家构成威胁，因为即使在繁荣的顶峰时期，产业后备军也不会消失。

然而，资本主义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没有规律。比例失调论者最大的弱点在于，他们低估了能够调节价格和纠正供求平衡的市场机制。诚然，如果严重推迟对不平衡的调整，是有可能发生危机的。但是，这种混乱并不必然周期性地发生，也不必然普遍发生在一个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除非是在以下两种情况中。


	当相对过剩人口趋于枯竭时，尤其是在繁荣阶段的末期，纠正不平衡或比例失调的延迟就会出现。我将在下面的 C 小节中讨论这种情况。

	重工业中存在大量预付固定资本，很可能会阻碍不平衡被迅速纠正。



但正如宇野（Uno）所指引的那样，此类情况应在更具体的分析层面上进行探讨——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理论中，或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分析中进行探讨，而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5.3.3 宇野对商品过剩论的批评

正如我刚刚指出的，无论是消费不足论者还是比例失调论者，都没能成功证明危机的周期性。毫无疑问，宇野是商品过剩论最强有力的批评者，他强调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例如，他在其主要著作之一《恐慌论》（Kyoko-Ron, Economic Crisis Theory）中论述如下：


在资本主义这种商品经济中，资本家们一方面确保着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又根据现行价格就应该生产何种商品（即具有社会需求的特定使用价值的商品）做出私人决策，并将其进行相互交换。因此，交换过程不太可能顺利进行。在任何既定的一组价格下，某些商品供过于求，而另一些则供不应求。然而，这种不平衡会通过价格波动得到纠正。供求平衡当然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价格下跌的商品产量将萎缩，而价格上涨的商品产量将增长。因为资本投资于各个生产部门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所以这种机制是作为商品经济的必然性而确立的。尽管资本主义的总体再生产过程确实非常复杂，但我们必须明白，虽然加剧供求不平衡的因素在一方面增加了，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纠正这种不平衡的平衡机制。因此，如果在解释危机的可能性时，我们片面地过分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盲目和无政府的这一事实，我们就会无视这种同一生产方式的另一面，从而无法认清其真实本质。资本主义比人们有时认为的更具弹性。



(宇野, 1953, 60–1)。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无政府的、盲目的生产”，那么在各个部门之间就会不断出现比例失调。这是事实。然而，随着市场机制的运作，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比例失调必然导致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剧烈动荡（Sekine, 1986, 270）。资本和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转移，伴随着商品价格的变动，将支持这一机制的运作。如果不是由于这个关键的机制，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将陷入慢性萧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久也会不复存在。

此外，正如宇野（1980；亦见 Sekine, 1984）所强调的那样，再生产图式理论并不打算用于危机研究。根据他的观点，再生产图式理论的目的是表明，像在所有社会中一样，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资本主义下是如何再生产的，以及在保证劳动力充足供应的情况下，再生产的超历史条件是如何维持的。尽管如此，遵循马克思的做法，将再生产图式理论应用于危机理论，传统上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的流行做法。这是基于他们未能理解再生产图式理论的意义。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972）和格罗斯曼（Grossmann, 1932）的观点是“对再生产图式错误解释和滥用”的最典型例子（宇野, 1980, 69；亦见 Sekine, 1984, 484）。关于这一点，阿尔布里顿（Albritton, 1986, 58）提请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再生产图式出现在《资本论》第二卷的末尾，而不是第三卷的末尾”。正如他所主张的那样，原因在于“马克思从未认为这种图式有可能囊括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正如宇野所主张的，再生产图式理论的主旨是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通过价值规律的运作，实现历史上其他社会同样实现的同样的再生产社会条件。宇野解释这一点如下：


在所有社会中，年度再生产的连续性取决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向两大生产部门的分配，这种分配必须符合每个部门的产品被社会所需要的强度程度。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通过借助价格变动来发挥作用的价值规律来满足这一标准。



(宇野, 1980, 55)。

虽然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但该规律所实现的结果则是超历史的。因此，宇野将再生产的社会条件称为“价值规律的绝对基础”（宇野, 1980, 54）。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对他而言，再生产图式理论并不打算揭示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这种谬误部分源于《资本论》中对再生产理论的不完善处理。

姑且承认以上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拒绝将任何形式的比例失调视为与危机爆发不相关的因素呢？宇野的回答是肯定的。[6] 正是在这一点上，恕我不能苟同。

在生产过程中存在预付固定资本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在短期内通过资本和劳动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的直接转移来实现供求平衡。我们必须寻找市场机制运作的一个更加具体的过程。在简单再生产下，只有当现有的固定资本必须被更新时，失衡才能被纠正。然而，在扩大再生产下，只要劳动力供应充足，这种纠正机制就能更容易地发挥作用。因为它可以无需资本和劳动在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直接转移就能实现。既然在供过于求的行业中，利润率低于一般利润率，那么它们的增长就会比经济体的其余部分慢得多。同样，在供不应求的行业中，利润率必然高于一般利润率，因此它们的增长必定比经济体的其余部分快得多。

然而，这种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建立并维持平衡的机制，只有在劳动力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才起作用。如果相对过剩人口由于资本积累的快速推进而枯竭（在繁荣的顶峰时期必然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机制将被阻断。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将持续存在，至少在繁荣的顶峰时期会维持一段极短的时间。正如下文我将指出的那样，这种比例失调此时会引发普遍的投机热潮。因此，即使比例失调本身并非危机的根本原因，它在资本过剩理论的框架内也可算作一个重要要素。[7]


5.4 资本过剩理论

现在让我们转向马克思的资本过剩理论。马克思将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视为危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利润率是如何下降的呢？马克思列举了两类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一种是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起的下降，另一种是由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急剧上涨引起的下降。这两种类型的下降必须相互区分，因为它们在逻辑上互不相关。当然，马克思很清楚这一点。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同一章中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这种处理方式因此变得相当具有误导性。

5.4.1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与危机

让我们先来看看《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的标题，即“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这给我们一种印象，即在这一章中，他意在将危机描述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内部矛盾的表现。此外，马克思（1971b, 237）在第三卷第十五章第一节的一段中指出，由伴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积累所引起的“利润率下降”，会滋生“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伴随过剩人口的过剩资本”。

不仅正统学派，宇野（1980, 87）、置盐（1976, Ch. 4）和关根（1986, Part III, Ch. 7）也支持马克思的这一规律。[8] 然而，基于以下原因，我对这一规律是否确实成立表示怀疑。即使生产力的进步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和资本周转频率的增加也可能抵消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趋势。斯威齐（1967, Ch. 6）正是从这个角度否定了这一规律。日本的许多宇野学派学者也拒绝接受这一规律。[9] 此外，我怀疑假设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必然伴随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是否恰当。生产力的进步可能会降低生产资料的价值。因此，即使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技术比率上升，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也不一定增加。换言之，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并不必然伴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10]

此外，姑且不论所谓规律是否成立，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趋势只不过是一种历史趋势，这种趋势是在超过商业周期长度的一段时间内观察到的。因此，它不可能是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第十五章的标题不应是“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而应遵循宇野和关根（Uno, 1953, 220–1 and 1980, 94–5; Sekine, 1986, Part III, Chap. 7）的观点，改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展开”。

5.4.2 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

(a) 马克思的资本绝对过剩理论是他的另一类危机理论。在同一章的第三节“过剩资本和过剩人口”中，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的进步将带来过剩资本和过剩人口。马克思谈到了资本的生产过剩，并指出“资本的生产过剩总是包含着商品的生产过剩”（Marx, 1971b, 246）。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的生产过剩不是被视为商品生产过剩的结果，而是其原因。因此，“资本的生产过剩”是理解危机具有理论必然性的一个关键概念。为了澄清这一点，马克思（1971b, 245–6）通过假设“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来开始他的论证。这意味着价值增殖不仅“在这一个或那一个或几个重要的生产领域”变得不可能，而是绝对地“在其全部范围内”，即在“所有的生产领域”变得不可能。

更具体地说，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意味着“增加的资本 𝐶+𝛥𝐶 生产的利润，不会比资本 𝐶 在增加 𝛥𝐶 之前所生产的利润更多，甚至更少”（Marx, 1971b, 246）。例如，假设曾经100单位的总资本产生10单位的利润，而现在增加后为120单位的总资本产生10单位或更少的利润。只要资本的边际部分获得正利润（𝛥𝑆>0），在不考虑信用体系的情况下，资本积累就可以进一步进行（Sekine, 1984, 551）。然而，在这种情况下，20单位的边际资本产生的是零利润或负利润。如果边际利润为零或负值（𝛥𝑆≤0），资本积累对资本家来说就变得毫无意义，而一般利润率也会反映这一事实而骤降。我现在必须解释这种下降发生的确切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导致一般利润率下降的真正原因。这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而是因为资本过度积累引起了货币工资率的骤然上升。随着后者耗尽劳动力供给，一般利润率会骤然下降（1971b, 246–7）。顺便可以指出以下几点。假设工资上涨会在短期内（例如在繁荣的顶峰时期）立刻导致机器替代劳动力，是不切实际的。[11]

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其特点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必然导致其供给的增加，因为它不是资本的产物，而仅仅是在工人阶级的家庭生活中再生产出来的。因此，劳动力的短缺会对资本积累造成极其严重的障碍。资本过剩反映了比普通商品之间的失衡“更根本的不平衡”（Sekine, 1984, 555）；正如宇野（1953, 123）所强调的那样，前者这种不平衡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克服的。因此，出现了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这并非仅仅源于商品形式。因此，马克思的这种“资本过剩理论”是论证纯粹资本主义中危机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关键。

现在让我们逐步跟随他在第三卷第十五章第三节中的理论逻辑。在这里，马克思聚焦于伴随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而出现的极其特殊的“资本闲置”现象。

(b) 如果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会发生什么？马克思（1971b, 247）自己回答如下：


实际上，这会表现为：一部分资本将完全或部分地闲置（因为它在增殖自身价值之前必须排挤掉一部分活跃的资本），而另一部分资本则由于未投入使用或仅部分投入使用的资本的压力，将在较低的利润率下生产价值。



然而，“资本闲置”这种状态具体意味着什么？马克思在提到资本的“闲置”时，心里想的具体是什么似乎很难知晓。几乎没有哪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甚至连宇野在内，似乎成功阐明了马克思这个词的含义。此外，大多数宇野学派学者都跟随宇野，对马克思的这一解释持相当批评的态度。宇野对马克思的主要批评点是，如果资本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即使是一部分资本在危机爆发前也无法“闲置”（1953, 223–5）。虽然我曾经在这一点上同意宇野的看法（Hoshino, 1977, 33–4），但我现在持有不同的观点。我认为，一旦相对过剩人口的储备枯竭，一部分资本甚至在危机爆发前就会被迫“闲置”。我对该观点的解释如下。[12]

马克思论证的出发点是存在充分就业。换言之，马克思（1971b, 246）假设了这样一个极限：“资本……同劳动人口相比增长到了这样的比例，以致这种人口提供的绝对劳动时间或相对剩余劳动时间，都不能再扩大了（在对劳动的需求非常强烈，以致工资有上涨趋势的情况下，这后一点无论如何也是办不到的）。”如果在实现充分就业之后资本积累仍在继续，资本家将会争夺劳动力，甚至试图从其他部门或企业挖走工人。结果，货币工资率必然会迅速上升。然而，一般利润率则会成反比地下降。这就是宇野对此情况的陈述。

然而，那些在从他人处挖走工人的努力中失败的资本家会怎样呢？即使资本家有强烈的积累欲望，他们的一部分资本也会被迫闲置。由于劳动力短缺，一些原有的或新安装的固定资本将无法再运转。换句话说，在繁荣阶段资本有机构成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进行资本积累的前提下，社会总产出将无法再扩张。此外，正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或斗争将决定哪一部分资本会被闲置，[13] 正如马克思所言：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定有一部分原有资本被闲置不用；就其作为资本发挥作用和生产价值而言，它不得不放弃其作为资本的特性。竞争斗争将决定哪一部分资本会受到特殊的打击。只要事情顺利，竞争就会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实行一种行动上的兄弟关系，正如我们在一般利润率平均化的情况下所看到的那样，每个人都按照各自投资的规模来分享共同的战利品。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享利润，而是分担损失时，每个人都试图将自己的份额降到最低，并将其推给别人。作为阶级本身，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损失。至于个别资本家必须承担多少损失，即他必须在多大程度上分担损失，则取决于力量和狡诈，于是竞争就变成了敌对兄弟之间的斗争。于是，每个个别资本家的利益与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对立便暴露出来，正如同以前这些利益的一致性在实践中通过竞争发挥作用一样（1971b, 248；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因此，一部分资本不可避免地必须“闲置”。因此，由于这种“资本闲置”以及货币工资率的上升，一般利润率将进一步下降。马克思（1971b, 247）是这样描述这种情况的：“利润率不会在资本生产过剩导致的竞争影响下下降。情况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的生产过剩源于相同的条件，竞争斗争才会开始。”这样，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将超越极限，并成为危机的根本原因。

(c) 马克思还阐明了经济如何从停滞中复苏。他列举了以下可以扭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因素（Marx, 1971b, 248–50）：(i) 在危机和萧条阶段资本在价值或实体上的“破坏”和“贬值”；(ii) 裁减一部分工人阶级以及“将工资降至平均水平以下”；(iii) “通过新机器、新的和改良的工作方法、新的组合，使总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其一般价值，即提高一定量劳动的生产力，降低可变资本相对不变资本的比例，从而释放出部分劳动者”；(iv) “不变资本各要素的贬值”。马克思指出，在“价格下跌和竞争斗争”的压力下，萧条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生产方法的创新（Marx, 1971b, 250）。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引入新生产方法的动机是为了获取超额剩余价值。

宇野（1953, 79–81, 135–46）一定高度赞赏马克思对此问题的看法。在他看来，资本过剩意味着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价值关系对于价值增殖已变得难以为继，而萧条阶段将一直持续到劳资关系被革新为止。此外，上述因素（iii）是这一革新的决定性因素（1953, Chaps. 2 and 3）。

“于是，周期又将重新开始它的进程”（Marx 1971b, 250）。从目前我们对马克思资本过剩理论的考察来看，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尽管马克思没有在细节上完成他的危机理论，但他在本节中给出了商业周期的宏观轮廓。纯粹理论层面的危机与商业周期理论，应当遵循宇野的观点，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的基础之上。

尽管如此，仍不太清楚马克思是否确实认识到“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并在商业周期进程中周期性地出现，因为马克思似乎假定资本有机构成在不断提高。

宇野（1953, 222–3；另见 伊藤, 1988, 295）批评马克思，称马克思（1971b, 250）论证资本绝对生产过剩是在“极端条件下”进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劳动力短缺这一资本积累的重要障碍将被不断地克服，资本将无限期地积累下去。那么，危机的根本原因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一缺陷可追溯到他在第一卷中关于资本积累理论的逻辑困难。


5.5 资本主义人口规律与危机

在资本积累理论中，马克思 (1971a, 第25章) 阐明了两种不同的资本积累模式：伴随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积累和伴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积累。[14] 此外，他提出了资本主义人口规律，这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自然规律截然不同。然而，一方面，马克思高估了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下的积累（即“深化”积累）的可能性，而相对忽视了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下的积累（即“广化”积累）。他认为资本积累通常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而推进：资本的积累“在它的构成发生渐进的质的变化的情况下，在它的不变组成部分不断增加，而以牺牲其可变组成部分为代价的情况下”进行 (1971a, 628–9)。另一方面，他片面地从相对过剩人口渐进形成的立场来看待资本主义人口规律，却轻视了对这些人口的吸收。[15] 这最终导致了马克思所谓的工人阶级绝对或相对贫困化论题。当然，后一个问题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正如宇野 (1962, 311–13) 所言，马克思理论中的这些问题源于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低估了现有固定资本所造成的一个重要制约，这种制约阻碍了生产方法的不断创新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马克思 (1971a, 627–8) 给出了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两个原因。一是资本集中“扩大并加速了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这种变革以牺牲其可变部分为代价来增加其不变部分”；他声称，股份公司对此非常有用。另一个原因如下：


在正常的积累过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特别适合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以及一般工业改良的工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也到了从头到脚进行更新的时刻，这时它会褪去旧壳，像其他资本一样以更加完善的技术形态获得重生 (马克思 1971a, 628)。



然而，即使资本集中和追加资本对新发明的引入加速了“深化”积累，固定资本一旦建成，就不可能立即被新的固定资本所取代。除非固定资本已经完全损耗，否则是不可能进行替换的。除了追加资本的部分之外，如果不牺牲现有的固定资本，“深化”积累就无法逐步推进。因此，“广化”积累仍然是积累的一个基本方面。结果，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随着“广化”积累而扩大。当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追加资本可能有助于引入“新发明和新发现”。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追加资本产生了对劳动力的新需求，尽管它们“按其相对量来说，吸引的工人越来越少” (马克思, 1971a, 628)。

宇野 (1971a, 313–14) 考察了马克思为何忽视现有固定资本对资本有机构成原本应当不断提高的制约作用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于 《资本论》 的逻辑结构：“资本的积累”理论在第一卷中得到了发展，其先于第二卷中的“资本的流通过程”理论，而后者包含了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章节。宇野没有采用这种范畴顺序，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系结构，将整个体系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篇是“流通论”，第二篇是“生产论”，第三篇是“分配论”。第二篇又分为三章：第一章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章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章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第三章包含两个理论：“资本的积累”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即所谓的“再生产图式理论”）。因此，宇野的 《原理》 在体系框架内部清晰地展示了现有固定资本对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制约作用。

此外，考虑到这种制约，宇野在原则上将马克思所谓的两种资本积累模式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交替关系：繁荣阶段的“广化”积累和萧条阶段的“深化”积累。在“广化”阶段，劳动力逐渐被吸收到工业部门，相对过剩人口的蓄水池最终枯竭；相反，在“深化”阶段，劳动力从工业部门被排出，过剩人口的蓄水池随之膨胀。此外，有机构成的提高表现为资本家为在萧条中生存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这种提高补充了过剩人口的蓄水池。因此，宇野描绘了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所谓的“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在广化阶段的顶峰周期性地出现。宇野 (1953；另见 Sekine, 1984；Albritton, 1986, 54–8；Itoh, 1980 和 1988) 由此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在他的 《原理》 中获得了稳固的基础。

然而，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中还存在另一个缺陷。当他试图证明由货币工资率上升引起的一般利润率的突然下降时，他完全没有关注商品价格的上涨。这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因为利润量不是由货币工资率决定的，而是由实际工资率决定的，而实际工资率又是由货币工资率和消费品价格共同决定的；否则，他就是在假设商品价格等于其价值价格。然而，从理论上讲，正如后文将展示的那样，商品价格在繁荣阶段会上涨。除非把商品价格的上涨考虑在内，否则就不能说在实际的资本积累过程中证明了资本绝对生产过剩的必然性。尽管宇野注意到了这一困难，但他并没有解决它。在下一节中，我将考察宇野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并尝试提出我自己的解决方案。


5.6 货币工资率上升与价格上升的对比

(a)

正如 Mawatari (1973, 36–7) 所论证的，马克思仅从成本方面考察工资，而几乎完全忽视了需求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Uno (1953, 57–8, 91–7) 确实提到了繁荣阶段商品价格的投机性上涨，并承认价格的急剧上涨很可能会掩盖一般利润率的下降。然而，他坚持认为这并没有反映出资本与劳动之间真实的价值关系，而只是一种虚幻的关系。因此，根据 Uno (1953, 93) 的说法，“除了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情况外，商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必然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因为价格上涨本身会带来供给的增加，从而使供需之间的平衡得以恢复”。他进一步指出如下：


事实上，在繁荣阶段，商业资本的活动……对再生产过程的正常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扭曲。因为通过投机性地推高某些价格，它们掩盖了再生产系统真实的价格关系。因此，即使某些商品的未售出库存不断增加，其价格仍在继续上涨。因此，为了从理论上阐明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最好将商业资本的活动搁置一旁，这就是我们在本书中所坚持的立场。然而，为了详细描述繁荣、危机和萧条的周期性阶段，商业资本连同商人资本确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打算对此予以关注，尽管它们的作用扭曲了一般价格趋势，从而使我们忽视了更根本的关系（1953, 57–8）。



然而，我不同意 Uno 的观点，我认为无论是价格上涨还是商业资本的投机活动，都不是“使我们忽视根本关系的因素”，而是有充分根据地根植于繁荣阶段的再生产过程中的。因此，即使在探讨纯粹的危机理论时，我也不认为“商业资本应被排除在[危机]理论之外”（参见 Takei, 1985, 52–3）。

(b)

让我们来考察为什么在繁荣阶段商品价格会随着货币工资率的上升而上升。

在繁荣阶段，随着资本积累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的推进，正如前面已经阐明的那样，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会增加，从而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枯竭。结果，货币工资率将急剧上升。然而，在这一阶段商品价格通常也会上涨。

一般而言，正是资金形成与支出之间的差异引起了价格的波动。在此，资金形成意味着商品的销售或供给，而资金支出则意味着对商品的购买或需求。从萧条末期到繁荣阶段，商品价格将缓慢上涨，因为资金的支出超过了资金的形成，原因在于（i）萧条末期为了生产方法创新而进行的普遍重置投资，以及（ii）繁荣阶段的新投资。[16] 因此，信用体系本身并不是这一阶段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尽管它可能只是加速了这种上涨。[17]

此外，随着相对过剩人口的供给开始枯竭，商品价格将在繁荣的顶峰时期开始急剧上涨。因为，劳动力的短缺将提高货币工资率，同时也会造成生产上的瓶颈。货币工资率的上升确实提高了资本的生产成本，但这也增加了工人阶级对消费品的需求，因为他们现在有能力在消费品上花费更多的钱。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充分就业在供给侧的效应；由于劳动力稀缺，商品的社会总产量已无法再顺利扩张。换句话说，商品的供给往往滞后于需求的增加。因此，虽然货币工资率的上升增加了对消费品的需求，但由于劳动力的短缺，产量已无法像以前那样快速扩张。此外，延长劳动时间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对劳动力需求不断上升的时候。

正如马克思 (1971b, 246) 所指出的，“这部分人口所提供的绝对劳动时间，或者相对剩余劳动时间，都不能再进一步扩大了（在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强烈，以致出现工资上涨趋势的情况下，后者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行的）”。结果，商品价格将迅速上涨。此外，商业资本对这些商品的投机性囤积也会活跃起来，因为这种价格上涨会使人相信利润率在不久的将来会上升。因此，在这一阶段，价格上涨将更加迅速。

(c)

如果我们将这种价格上涨和投机活动考虑在内，我们必须注意到此时出现了另一个难题：如何论证在繁荣阶段一般利润率会突然下降。[18] 然而，无论利润率是否会因为劳动力短缺而急剧下降，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以下原因，在繁荣阶段提高利润率的机制将不再起作用。

第一，单位商品的固定成本倾向于增加，因为在繁荣阶段，尽管每个资本家的总固定成本由于对固定资本的新投资而增加，但由于相对过剩人口的枯竭，商品的生产无法像以前那样快速扩张。换句话说，所谓的“规模经济”将逐渐丧失。第二，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就业人口的分配比例，对第一部类而言将不再变得更高，因为劳动力短缺使得第一部类的资本家越来越难以扩大就业。这意味着实际工资率将不再继续下降。第三，在繁荣的顶峰时期，特定资本的总周转时间将会延长，因为一方面，由于商品的投机性囤积，流通时间变长了；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短缺，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购买时间也变长了。最后，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由于充分就业，一部分资本将被迫闲置。由于难以获得新增劳动力，一些资本家可能无法启动新安装的固定资本，或者旧的固定资本可能被迫全部或部分停工。

这四个因素意味着，即使无法证明利润率会出现急剧而突然的下降，利润率至少也会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5.7 结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上，马克思的两种危机理论长期以来引起了相当大的混乱和许多毫无结果的争论。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直被马克思的“商品过剩论”所迷惑。他们无疑被这样一种观点所吸引，即劳动阶级的消费不足和由资本主义无政府特征引起的失衡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此外，这一观点也符合他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比之下，“资本过剩论”在他们看来似乎是“非社会主义的”或在其他方面不能令人满意。例如，以该理论为基础组织工人运动对他们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该理论暗示工资上涨会导致危机，并且如果他们放弃要求提高工资率，资本主义的主要弊端就能得到补救。他们似乎忘记了，剩余价值就是从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中扣除劳动力价值。

宇野（Uno）的危机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最根本的成就之一，因为它终结了这些误解。宇野基于我们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看到的“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了“纯化”。一方面，他通过强调价格机制的重要性揭露了商品过剩论的谬误，并在资本过剩论的基础上对危机和经济周期给出了一致且系统的解释。他认识到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主要矛盾，将马克思所谓的两种资本积累模式按时间顺序排列，即在经济周期中轮流交替出现，并强调了“资本间的竞争”的作用，这种竞争既在繁荣顶点加剧了资本过剩，又在萧条阶段迫使各个资本用新的固定资本替换多多少少已经折旧的固定资本。因此，宇野克服了马克思两种经济危机理论之间的对立。

然而，我必须承认，他的理论留下了一些尚未解决的理论难题。这些难题大部分存在于马克思最初的危机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宇野忽视了商品价格波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尽管他注意到了在繁荣顶点时价格的上涨，但他认为与工资的上涨相比，这在理论上的重要性较小，他的理由是，由于价格机制有助于恢复供求平衡，除劳动力价格上涨之外的其他商品价格上涨将保持在一定限度内。

然而，在论证一般利润率下降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商品价格的上涨，因为决定利润率的不是货币工资率，而是实际工资率，而且商品价格必然会上涨，这不仅是因为一方面对消费品的需求增加以及商品的投机性囤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生产出现了瓶颈。价格上涨将或多或少地阻止某些部门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这一事实可能会误导我们，使我们以为资本过剩尚未出现，而实际上它已经存在。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繁荣阶段的资本积累受到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限制。我还关注由劳动力短缺引起的一系列症状，如 (i) 单位产出的固定成本上升，(ii) 实际工资率下降趋势的逆转，(iii) 资本周转时间变长，以及 (iv) 一部分资本的“闲置”。我将这些症状称为“充分就业综合征”。当货币工资率上升时，这些症状必然会成为减少利润的因素。因此，一般利润率将停滞不前。

我一直把一个重要问题留到现在才提及——即危机的周期性爆发问题。宇野将信用制度视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他断言，在繁荣顶点时，虽然一般利润率下降，但利率会急剧上升，由于两者之间的冲突，危机将会爆发。然而，宇野未能成功论证中央银行的信用创造是如何在最需要它的繁荣顶点走向崩溃的。为了论证危机和经济周期的逻辑必然性，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在我看来，“充分就业综合征”也将收紧货币市场并推高利率。然而，这个主题必须留待以后再做讨论。


注释与参考文献

注释


[1]: 我深切感谢约克大学的关根友彦（Tomohiko Sekine）教授和罗伯特·阿尔布里顿（Robert Albritton）教授，在1991年4月至1992年3月我作为访问学者在加拿大约克大学逗留期间给予的热心指导，以及他们对我本文初稿提出的诸多有益意见。由于这是我用英文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我也对他们提供的编辑协助表示感谢。当然，可能仍然存在的任何错误均由我本人负责。谨以此文祝贺关根教授六十华诞。 ↩





[2]: 许多宇野学派学者（Unoists）从宇野（Uno）的危机理论视角入手分析滞胀，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功。我认为这印证了宇野的危机理论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时的有效性。参见 M. 伊藤（M. Itoh, 1980）、T. 大内（T. Oh'uchi, 1983）和马渡（Mawatari, 1977, 1979）。 ↩





[3]: 尽管宇野首先提出了“阶段论”（stage theory）的必要性，以此作为纯粹经济理论与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分析之间的中介，但他本人并未将其完全发展成熟。他的著作《经济政策论》（Keizaiseisaku-Ron，即 The Types of Economic Policies under Capitalism）探讨的阶段论问题范围相当狭窄，特别侧重于经济政策。然而，该书通过阐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中（正如其在领先国家的领先工业中所运作的那样）占主导地位的典型资本形式，为阶段论奠定了基础（Uno, 1971）。该书的英译本正在筹备中。关于阶段论更具体且完全系统化的发展，请参见阿尔布里顿雄心勃勃的著作（Albritton, 1991）。该书的日译本将于1994年出版。 ↩





[4]: 斯威齐（Sweezy, 1942, 134）断言，“如果马克思能活到完成他对竞争和信用的分析，他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彻底而系统的危机论述”。然而，考虑到《资本论》（Capital）中存在的诸多逻辑困难，我无法如此乐观。无论如何，“如果”在历史上并无多大意义。 ↩





[5]: 关根（Sekine, 1984 and 1986）和伊藤（Itoh, 1980 and 1987）是在日本之外为纯粹资本主义语境下危机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两位主要宇野学派学者。 ↩





[6]: H. 大内（H. Oh'uchi, 1977）果断拒绝接受不均衡在危机的爆发中会起任何作用的观点。我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是，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不均衡可以与资本过剩共存。另见本文注释7。 ↩





[7]: H. 马场（H. Baba, 1973 and 1972）是对过剩资本理论进行逻辑扩展的先驱之一，他们主张工业部门之间的不均衡构成了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另见马渡（Mawatari, 1973b）、户原（Tohara, 1972）、山口（Yamaguchi, 1984）、杉浦（Sugiura, 1975）、小林（Kobayashi, 1979）、伊藤（Itoh, 1973）、星野（Hoshino, 1977）和松田（Matsuda, 1990）。一旦承认劳动力短缺必然在逻辑上导致不均衡的出现，在危机的原因中就不应忽视它（不均衡）。然而，我并不打算断言，除非工业部门之间首先出现不均衡，否则危机绝对不会爆发。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关根（Sekine, 1986, 268）的观点，他说： ↩




> 事实上，即使不存在任何重大的产业间比例失调或不均衡，当积累的“外延扩大”阶段进行得足够深入时，资本过剩也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每十年重演一次的资本过剩之外，不可能有周期性危机的其他根本原因。





[8]: 虽然我不同意关根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可以被证明是有效的这一结论，但由于我数学能力有限，我遗憾地说，他对这一定律的数学解释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





[9]: M. 坂口（M. Sakaguchi, 1960）也许是宇野学派中第一个明确批评这一定律的人。后来铃木（Suzuki, 1962）、日高（Hidaka, 1983）和山口（Yamaguchi, 1985）也表示赞同，并将该定律从他们的原理论体系（system of Principles），即他们的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中排除。我赞同他们对这一定律的处理方式，因为我确信这一定律既无法被证明，我也看不出它对一般理论有何意义。





[10]: 奥山（Okuyama, 1989, 174–5）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





[11]: 关根（Sekine, 1986, 254–5）严厉批评了马克思（1965, 638）和斯威齐（1967, 108–9）关于工资上涨会立刻导致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断言，他使用了如下比喻：




> 但是，如果斯威齐先生拥有一辆只开了几年的美国大型汽车，而突然面临汽车燃料成本上涨的问题，他会为了惩罚石油公司，即“抑制其狂妄的要求（pretensions）”，而立刻报废这辆价值不菲的汽车并购买一辆新的丰田或本田吗？即使他个人有足够的财力和毅力这样做，他能指望其他处于相同状况的人大批效仿，将所有大型汽车的价值降至几乎为零，并在社会上立刻造成汽车燃料的相对过剩吗？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经济上也没有多大意义。

他总结道：

> 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将其宝贵财富投资于固定资本的资本家，在其充分折旧之前是不会将其报废的，即使他们集体（？）同意惩罚狂妄的工人。这就是为什么面对不断上涨的工资，随着资本积累的“外延扩大（widening）”阶段继续进行，资本过剩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原因。





[12]: 据我所知，铃木菊男（Kikuo Suzuki, 1966, 124–34）和高须贺义博（Yoshihiro Takasuka, 1985, 200–1）或多或少成功地解释了马克思的本意。我在此的解释得益于他们。





[13]: 尽管我承认马克思关于部分资本不可避免地“闲置（lying idle）”的论述是合理的，但我也同意宇野对马克思的批评，即直到危机爆发时，资本的广泛“闲置”才会出现。我进一步同意宇野对马克思的另一个批评，即后者似乎通过援引垄断资本的行为来解释资本之间分担损失的“竞争斗争”，具体如下： ↩




> 在旧有职能资本家手中的一部分 𝛥𝐶 ，会被允许或多或少地处于闲置状态，以防止他们原有的资本贬值，并避免其在生产领域中的地盘被缩小。或者他们会使用它，哪怕遭受暂时亏损，以便将让追加资本闲置的必要性转嫁到新加入者和一般的竞争对手身上（1962, 247）。

正如宇野（1953, 223–5）批判性指出的那样，假设竞争性资本家会让部分资本闲置“以防止他们原有的资本贬值并缩小其在生产领域中的地盘”是不合理的。只有当他们在生产领域占据垄断地位时，这种行为才是合理的。竞争性资本家宁愿尽可能多地将他们的资本投入生产中，即使是徒劳的。





[14]: 遵循关根（Sekine, 1986a, 541）的做法，我也将使用“外延扩大（widening）”积累和“内涵深化（deepening）”积累等术语，它们分别与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积累同义。 ↩





[15]: 我不敢说马克思完全忽视了对劳动力的吸收。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注意到了这方面，他如是说： ↩




> 现代工业特有的过程，即一个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紧张、危机和停滞等时期构成的十年周期（中间被较小的波动所打断），取决于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的吸收以及再形成。反过来，工业周期的不同阶段又会不断补充过剩人口，并成为其再生产的最积极动力之一（Marx 1965, 632-3）。

然而，如果这一观点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中被牢固确立，他就不会提出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或相对贫困化的所谓论断。





[16]: 这些思考得益于马渡（Mawatari, 1973c, 61–2）。 ↩





[17]: 关于这一点，星野（Hoshino, 1977 and 1980）同意小林（Kobayashi, 1976 and 1979）的观点。小林的观点是，如果没有信用，供求之间的差异原则上就不会产生。 ↩





[18]: 川合（Kawai, 1957）和古川（Furukawa, 1959）是日本最早批评宇野关于价格与工资关系处理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




6 货币使用的社会情境

[1] 丸山真人

本文旨在提出一个新的参考框架，该框架可能有助于研究经验可观察的（而非理论上定义的）社会中的货币使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都主要从商品经济的视角来研究货币。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货币主要作为交换媒介发挥作用，并假设货币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市场和贸易的存在。换言之，当他们提出货币使用的问题时，他们预先假定货币、市场和贸易的“交换三位一体”（catallactic triad）是理所当然成立的。

然而，这种市场经济的货币研究路径受到了经济人类学的挑战。后者声称，“交换三位一体”并没有在所有形式的经济生活中自动发展起来。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968）最鲜明地采用了实体主义路径来进行经济研究，他声称人类在生计中的互动通常以适应社会经济整合形式的方式发生，而这些形式可能是由非市场结构所支撑的。

在经济被嵌入其中的经验可观察社会里，货币往往独立于贸易和市场而出现。即使存在贸易和市场，它们与货币使用相联系的方式也因社会而异。例如，在18世纪的达荷美，贝币的使用仅限于王国内部的地方市场，并未延伸至与外部人的对外贸易中。雅浦岛的石币至今仍被用于结清原住民之间的共同体义务，但从未用于与其他人的贸易。这些货币显然不同于通常的交换媒介，正如舒尔茨（Schurtz, 1898, 6）所言，后者“在部落之间流通，最终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商品”。

因此，本文首先利用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Marx, 1971a），探讨是什么使得市场经济的货币研究路径与众不同。其次，本文阐释了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货币的各项职能。最后，本文论证了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不同类型的货币被使用的实践方式。

6.1 价值形式理论

当商品交换（相对于使用价值交换）发生时，就已经预设了市场的存在，在市场中，交易者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出现。他们将自己的商品带到市场，目的是将其交换为他们想要的其他商品。商品所有者不受任何可能在社会上将他们与他人绑定在一起的民族文化关系的束缚。他们被假定为在市场交易中追求自身利益的孤立个体，进行纯粹的经济行为。

一个人类互动完全通过市场来进行的“社会”将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除非劳动力被完全商品化。当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时，工人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生活资料。他们成为完全孤立的个体，其意义在于他们没有亲戚或朋友可以与之互惠人情和义务，特别是通过提供和接受商品或服务的方式。在市场社会中，人类仅作为商品所有者而存在。相比之下，在劳动力未被商品化的非市场社会中，人们只有在有剩余产品需要处置时，才会成为商品所有者。他们来到一个特定的市场，在那里与外邦人交换剩余产品。

商品具有两个方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指的是商品满足其消费者物质需求的那一方面。交换价值则是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该商品价值的一种表达。商品总是预设了其所有者的存在，而商品所有者对其使用价值并不感兴趣。他只对它的价值感兴趣，而这种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出来。前现代人们之间互赠的礼物和贵重物品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共同体纽带，而商品所有者之间相互交换的商品则使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疏远且冷漠。

因此，建立在商品交换基础上的社会需要一套商业规则，这与基于共同体互动的规则截然不同。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在揭示商品交换的本质方面极具启发性。在以下对该理论的阐释中，我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宇野（Uno, 1980）和关根（Sekine, 1984）对马克思原意的重述。[2]

6.1.1 简单的价值形式

当商品所有者走向市场，打算将其商品交换为他人拥有的另一种商品时，他必须用其他商品所有者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意图。这种语言必须使用商品的两个要素：价值和使用价值。假设商品A的所有者想要另一种商品B。于是他宣布，一定数量的A值他所期望数量的B。这一宣告被商品A的所有者作为一项交换提议提出，其大意是：一定数量的A可以换取特定数量的B，并且他准备将自己的商品交出给任何同意该交换条件的人。

马克思（1971a, 139）将此交换提议表述为“x量商品A = y量商品B”，其中x和y分别为商品A和商品B的数量，并将其称为简单的（或第一种）价值形式。他进一步指出，A处于相对价值形式（意味着它待售），而B处于等价形式（意味着它被渴求）。简单的价值形式有时也被称为“偶然的”，因为我们发现A的所有者对B感兴趣纯粹是出于偶然。

6.1.2 扩大的价值形式

商品A的所有者通常不仅想要商品B，还想要其他各种商品，因此他的价值表达扩大如下：

[

x \text{ 商品A} = y \text{ 商品B},\quad

x \text{ 商品A} = y \text{ 商品C},\quad

x \text{ 商品A} = y \text{ 商品D},\quad

\rho \text{ 商品A} = q \text{ 商品N}.

]

马克思将这种排列称为扩大的（或第二种）价值形式（1971a, 154–155）。它列出了商品A的所有者提出的所有交换提议。然而，为了使这些提议中的任何一个被接受，从而使任何交换能够实际发生，必须存在另一个人，其交换提议碰巧与A所有者的某一项提议完全相反。在这个阶段，我们尚不确定市场上是否真的会发生任何交换。因此，我们必须转向另一种价值形式，它暗示了一般商品交换的可能性。马克思将这种价值形式称为一般（或第三种）价值形式（1971a, 157）。

6.1.3 一般价值形式

一般价值的表达如下：

[

\begin{aligned}

\text{1单位商品A} &= x \text{ 商品U}\

\text{1单位商品B} &= y \text{ 商品U}\

\text{1单位商品C} &= z \text{ 商品U}\

\text{1单位商品N} &= \rho \text{ 商品U}

\end{aligned}

]

在这种形式中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自身不拥有商品U的商品所有者都想要得到它。然而，他们想得到它并非因为其原始的（物质）使用价值，而仅仅是为了其新获得的（社会）使用价值，即作为市场上的普遍购买力。商品U原始的使用价值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他们寻求拥有它，仅仅是因为他们想用U来购买其他商品。换言之，他们想要U，严格来说是将其作为购买其他商品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形式下，每种商品只有一单位被提供出售，或者说被置于相对价值形式中。每个商品所有者都希望每单位自己的商品能换回尽可能多的U。

马克思声称，只需反转扩大的价值形式，即通过将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商品与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进行位置互换，就能获得一般价值形式。他并未解释这种反转在经济学上如何得到证成。事实上，这种程序似乎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商品所有者总是可以提供自己的商品用于出售，即将其置于相对价值形式，但他不能需求自己的商品，即将其置于等价形式。因此，我们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论证引入一般价值形式的合理性。

在每个商品所有者的扩大价值形式中，出现了一整套等价商品清单。很有可能某些商品作为等价物被许多商品所有者所渴求，而其他商品则不然。最频繁作为等价物出现的商品是那些被更广泛需求的商品，因此能相对容易地出售以换取其他商品。实际上，此类商品可以充当购买其他商品的媒介。随着商品所有者获取这些商品并非为了消费，而是作为间接贸易的手段以实现其最终目的，一种单一的商品往往会脱颖而出，成为一般等价物。一旦市场确立了商品U为一般等价物，对其的需求在数量上便不再受限。所有的商品所有者都希望能用他们的商品换取尽可能多的U。

6.1.4 价值的货币形式

一般等价物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从不占据相对价值形式的位置。它从不出售，但总是被需求，即它始终占据着等价形式的位置。至此，它便成为了货币。价值形式理论表明了商品交换是如何在它们自身之中必然地确立起一种商品货币的。[3]


第6章（续）

6.2 货币的职能

价值形式理论已经证明了商品货币的必然性，它具有以下职能：（1）价值尺度，（2）流通手段，以及（3）购买力储藏（贮藏手段、支付手段等）。这些职能可以在逻辑上进行解释，也就是说，无需涉及社会中人类互动的任何特定形式。

6.2.1 价值尺度

在简单的价值形式“20码亚麻布 = 1件上衣”中，亚麻布所有者通过提供20码亚麻布来换取他喜欢的上衣，以此表达其商品的价值。然而，这是一个交换提议，一种主观声明，其中提供20码是试探性的。如果市场对他的提议没有反应，他可能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亚麻布来换取这件上衣。或者，如果有太多的上衣所有者愿意接受他的提议，亚麻布所有者就必须决定，哪一位愿意用最少数量的亚麻布来交换他想要的上衣。无论如何，他都必须根据市场状况修正他的价值表达。

这同样适用于一般价值形式：1单位亚麻布 = p个商品U。在这种情况下，亚麻布所有者也是在试探性地用货币对亚麻布的供给价格进行报价。只有当许多货币所有者对这一提议作出反应，并实际以该价格用货币购买亚麻布时，亚麻布的价值才被衡量。换言之，当卖方报出的供给价格与市场上货币所有者愿意购买的需求价格相一致时，亚麻布的价值才被衡量。货币之所以能作为价值尺度，是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总是占据等价形式），也就是说，它严格来说是购买手段，而不是必须提供出售的普通商品。

6.2.2 流通手段

货币之所以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商品，并不是因为其物质使用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社会购买力。正是这一特权事实使货币能够充当交换手段。

在市场上，大量商品交换在不同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连续发生。例如，一位裁缝卖掉他的上衣并获得了货币。他用获得的货币买了一双鞋。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让鞋匠卖掉了鞋子，并把货币给了鞋匠。这笔货币又被进一步用来买书，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商品交换的链条无休止地扩展。与此同时，货币始终充当商品流通的媒介。

虽然对货币的需求不是因为其物质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媒介交换的社会使用价值，但它最初仍然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物质使用价值。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会从整个商品类别中被选为一般等价物。因此，可以说，一种没有物质使用价值可言的东西（如纸币）不能作为流通手段，除非它作为货币的使用是由法令（即来自市场外部）规定的。法定纸币只有在其发行者（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地方政府）受到商品所有者的信任时才能流通。例如，在交换本地商品的地方市场中，可以使用地方当局发行的纸币。但其流通范围可能仅限于当地区域。在远距离贸易中，当来自不同社区的商人交易来源遥远的商品时，就需要商品货币。

6.2.3 贮藏手段

货币也可以作为价值储藏退出市场，并作为商业财富积累起来，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一种能够成为任何个人私有财产的外部对象”（马克思，1971a，229-30）。由于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人们可以选择是在当前市场使用它，还是在未来的另一个市场使用它。在后一种情况下，货币被储藏（贮藏）在市场之外，等待着它重返另一个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货币与纸币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商品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可以作为私有财产持有，并能成为“绝对社会形式的财富”（马克思，1971a，229）。相反，依靠法令流通的纸币一旦离开商品流通领域，就会失去其购买力。我在这里所说的纸币，当然是指依法令流通的纸币，不包括银行发行的信用货币。稍后我将对后者进行评论。

6.2.4 支付手段

货币作为价值储藏的一种特殊变体是支付手段，它注销了先前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可以产生于市场交易，也可以产生于非市场交易。如果它产生于市场交易，那就是互不相识、只是偶然接触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会作为个人恩惠向他人提供信用。相反，正如马克思正确指出的那样，“当同样的交易在同样的人之间不断重复时，销售的条件就会根据生产的条件来调节”（1971a，232）。

假设一个纺纱工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来制造一定数量的纱线。如果纺纱工随机去向不同的农夫购买原棉，他必须有足够的货币来进行购买。然而，如果他经常从同一个农夫那里购买棉花，并且被该农夫认定为一个优秀的制造商，那么农夫就会信任他，并将其视为重要客户。那么，这个农夫就会准备给他三个月的信用期，前提是即使在信用期内没有收到纺纱工的现金，农夫也有足够的货币来维持他的业务。在这种情况下，纺纱工将在三个月后向农夫支付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从而注销这一债权债务关系。与流通手段不同，支付手段并不媒介商品交换的过程。相反，它“通过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形式独立出现，从而结束了[这一过程]”（1971a，234）。

上述债权债务关系以这样一种社会为前提：在这种社会中，市场交换被接受为社会经济整合的一种普通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生产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销售（即作为商品），而不是为了自己消费。作为商品生产者，他们必须依赖市场来购买维持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商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人们仅在其中出售剩余产品的市场，仍只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补充。但在一个由商品生产者组成的社会中，市场在组织经济生活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商品的赊销（尤其是原材料的赊销）往往会成为常规。因此，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增加了。后者是从活跃交易中分离出来并被“贮藏”起来的货币，目的是注销过去结成的债务。

6.2.5 信用货币

当一个商人赊购另一个商人的商品时，前者会开具期票或汇票。它规定债务人必须在规定日期向债权人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在某种程度上，汇票可以在商人之间流通。例如，棉花贸易的发展不仅在农夫和纺纱工之间，而且在纺纱工和织布工之间，以及织布工和裁缝之间创造了相互依存关系。因为农夫将棉花卖给纺纱工，纺纱工将纱线卖给织布工，织布工又将布料卖给裁缝。

在这样的交易链中，一个商人可以在同一时间段内同时成为同一金额的债务人和债权人。例如，纺纱工可以给织布工三个月的信用期并收到后者的期票，然后他可以通过适当的背书将期票转让给农夫。期票是信用货币的原始形式。随着商品的赊销，它只在一群能够建立信用交易链的人之间流通。但是，如果两个生产者之间没有使用价值上的联系，他们就不能发展信用交易，也不能用期票代替现金支付。例如，制瓶商可能会接受酿酒商的期票，但可能永远不会接受纺纱工的期票。[4]

处理属于不同行业的商品的批发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期票流通的限制。一家大型贸易公司可以处理与棉花贸易相关的商品，也可以处理与制瓶相关的商品。批发商也可以用自己的商业票据替换其客户的期票。例如，贸易公司在向制瓶商购买瓶子时可以向其开具期票，而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不需使用现金的情况下，公司可以用这笔现金向农夫购买纺纱工的期票。在这种情况下，制瓶商正在间接地为纺纱工提供融资，而贸易公司的期票则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媒介作用。

由信誉良好的批发商开具的期票会被商品生产者更广泛地接受为流通手段的替代品。但它仍然是一种商业票据，因此必须在信用期满之日兑现。商业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是没有到期日的特殊期票。无论它们何时回到发行银行，发行银行都会见票即付。但由于它们没有到期日，只要持有它们的商人不打算将其兑换成现金，它们就可以一直流通。

发行银行通过实践了解到，它只需要持有部分现金准备金就可以满足常规的兑换需求。银行系统的现金准备金实际上构成了社会的支付手段，在此基础上可以创造出规模大得多的信用货币（银行券）。由现金准备金支持的信用货币充当着商品的流通手段。

6.3 经验可观察社会中的货币用途

在上一节中，我们回顾了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的性质。商品货币是从商品交换中自动产生的。这种货币可以被称为“全能货币”或更确切地称为“多用途货币”。然而，在某些限定条件下，我们上面提到的两种纸币可以被视为特殊用途货币。由政治当局发行的纸币只能在该当局管辖范围内作为流通手段发挥作用，而不能超出其边界。信用货币（银行券或活期存款）的流通也局限于发行银行在商人中建立了良好声誉的范围内。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在理论上，即从逻辑的观点来探讨货币用途的问题。然而在本节中，我打算从经验的观点来考察货币用途的问题。

6.3.1 现代社会中的货币用途

现代世界中的大多数社会都专门使用中央银行券作为通货。这些银行券结合了法定货币和信用货币的双重属性。中央银行是国家机构，其发行的银行券作为法定货币在国内流通。这些银行券不可兑换为商品货币。中央银行通过买卖国家债券和国库券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包括纸币的供应量）。因此，现代国家的通货部分是信用货币，部分是法定货币，其本身起着不可兑换的多用途货币的作用。

在国际金本位制崩溃后，这种现代通货的演变是一个政治事件，不能仅仅用商品交换的逻辑在理论上加以解释。像F. A. 哈耶克（1976）这样高度市场导向的经济学家仍然主张货币应该非国家化，并应允许私人商业银行自由发行其银行券。作为一名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即使在政治与经济如此深度交织的今天，他也想必希望将两者分离开来。

6.3.2 非市场社会中的货币用途

非市场社会是指没有市场体系的社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社会没有市场。相反，它可能有许多用于使用价值或劳动产品的市场。但它没有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有组织市场。根据波兰尼的观点，这三种“虚构商品”的市场是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先决条件。

在非市场社会中，货币主要作为特殊用途货币出现。有些货币仅在地方市场上被用作食品和其他直接必需品的交换手段。这些货币通常由经济价值很小的物品（如贝壳）代表。在本质上，它们类似于商品生产社会中的纸币。然而，对于国际或区域间贸易，则使用商品货币（如黄金）。至于用于结清社会义务（无论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义务）的支付手段，则使用另一种类型（通常不易携带）的货币。它必须具有某种社会价值，但肯定不必是商品货币。任何在社会中因传统、经济或非经济原因受到重视的物品，都可以被用作支付手段。

6.3.3 地方货币

在上面的第6.3.2节中，我们讨论了可能由地方当局发行的法定纸币。这种纸币可以在当局的影响范围内（即在当地社区）流通。在这样的社区中，当地发行货币的使用者不必是商品生产者，而是“维持生计的人民”。当地人之间的商品和服务交换可以包括礼物和恩惠的互惠。在这样的社区里，地方货币可以作为互惠的手段。这里之所以选择“互惠”一词而不是“交换”，是因为它强调社区人民之间的直接互动，而不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保持距离的客观交易。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地方货币不仅可以由社区当局发行，也可以由社区人民自己发行。后者的一个好例子是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LETS（Local Exchange/Employment and Trading System，地方交换/就业和交易系统的首字母缩写）的“绿色美元”（Ekins, 1986）。绿色美元的功能就好像是一种可以用支票提取的存款通货。当LETS的成员购买其他成员的产品或服务时，就会发行这种货币。通常的存款通货与绿色美元之间的区别在于，与前者不同，后者不可兑换成现金。绿色美元始终保留在LETS内部。它在LETS成员的账户之间流通，但绝不会流失到他们的社区之外。

地方货币的使用并不与国家或国际货币的使用相矛盾。它起到了使市场多样化的作用，并刺激了当地人民的经济活动。[5]

6.4 结论

沃尔特·C·尼尔（Walter C. Neale, 1976）写道：“在思考货币时，最好用复数形式来思考——即思考多种货币。此外最好不要抽象地思考货币，不要认为它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具有某种普遍的作用，而是思考每一种货币如何契合使用该货币的社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本文通过提出市场经济货币概念的片面性，试图证实这一命题。本文特别试图阐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从纯粹市场社会中商品所有者的角度，无法在逻辑上解释特殊用途货币的社会经济背景。

注释


[1]: 本文献给我的导师之一托马斯·T·关根（Thomas T. Sekine）教授。他鼓励我进行涉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我还要感谢罗伯特·阿尔布里顿（Robert Albritton）教授和科林·A·M·邓肯（Colin A. M. Duncan）教授对本手稿早期版本提出的宝贵意见。这些意见已在当前版本中被采纳。 ↩





[2]: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强调，劳动价值论对于理解交换价值至关重要。马克思本人指出，交换价值反映了体现在商品中的“抽象一般劳动”，而其使用价值则是由“具体有用劳动”创造的。这种论证仅仅重复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观点。马克思在论证劳动价值论时实际所做的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一般商品交换的基础之上。然而，在这一论证中，马克思并没有充分强调他的另一个重要观察：即商品交换始于不同共同体相遇的地方。宇野弘藏（Uno, 1980）将劳动价值论与商品交换理论分开，以突显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意义。然而，高度重视价值形式理论并不意味着否认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宇野认为，当劳动力完全商品化、因而所有生活必需品都必须由雇佣工人买回时，交换价值就获得了其客观基础。正是商品化劳动力的价值为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意义提供了关键。关于价值形式理论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关系，参见Sekine (1984)、Itoh (1980) 和 Albritton (1986)。本文对价值形式理论的阐述主要遵循Sekine的处理方法（1984, 128ff）。 ↩





[3]: 马克思写道：“等价形式同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特殊商品就成为货币商品，或者担任货币的职能”（1971a，162）。然而，在逻辑上很难确定哪种商品最终会成为货币商品。选择黄金作为商品货币例子，其原因是由历史给定的。“在这些商品中……有一种商品在历史上夺得了这个特权地位，这就是黄金”（1971a，162）。此外，“直接的普遍可交换性的形式，换句话说，一般等价形式，现在通过社会习惯，终于同商品黄金的特殊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1971a，162）。 ↩





[4]: 有关贸易和商业信用的更多细节，参见 Sekine（1986, 399ff）。 ↩





[5]: 在解释地方货币的可行性时，我写道：“地方货币的使用可以激活当地人民符合其本土文化的社区生活”（Maruyama, 1988, 74）。 ↩




7.2 资本辩证法导论

7 辩证法与经济理论

约翰·R·贝尔（John R. Bell）

商品经济逻辑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并非必然出现。虽然当一个全社会范围的资本主义市场主导经济生活时，这种逻辑必然盛行，但这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发展，它不仅将物质产品，而且将作为生产力最终源泉的人类劳动力转化为商品。

除非直接生产者首先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并且传统的经济关系逐渐被商品经济关系所侵蚀，否则这一切绝不可能发生。这一过程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缓慢发生，原则上本来是可以被逆转或中止的。但随着18世纪末英国的工业革命，资本最终能够将其所需的劳动力商品化，同时将使用价值的生产作为商品来管理，并确保获得土地及其资源。资本主义市场随之能够调节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价格、利润和工资水平，使得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主要阶级获得所需的收入和物品，以确保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因此，社会再生产不再由早期社会所特征化的直接的统治与服从的人际关系来保证，而是由匿名的、非个人的和物化的市场来保证。

试图确定全社会范围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使其能够在国家日益采取自由英国那样的不干预经济和社会政策时，依然成功地再生产物质经济生活（包括两大阶级的物质需求），这并非一项微不足道或简单的任务。我认为，这正是马克思在三卷《资本论》中为自己设定的任务。马克思的直觉是，资本主义的幸存表明，竞争性市场必须按照一种严密的逻辑运行。不幸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成对这一逻辑的研究之前就去世了。

当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自由资本主义——历史上出现过的最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占据统治地位。这使得马克思试图理解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或逻辑）的任务，比诸如亚当·斯密等早期资本理论家要容易得多。人们可能会认为，从我们今天的视角试图理解自由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将是一项比马克思当时更困难的任务，因为那个社会已经成为了历史。从19世纪末开始，在后来被称为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开始脱离由竞争性市场对经济的调节，因为采用新的、更重型且更昂贵的技术来生产钢铁产品，导致了大型寡头垄断公司的崛起以及日益增加的国家干预。这逆转了资本主义早期的历史，早期历史的特征是朝着由市场自动调节经济生活的方向发展。

即使这种社会仍然存在，我们也很难在实验室里研究它，而在自然科学中研究某些对象时这有时是可能的。然而，如果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商品经济逻辑的支配，那么原则上我们就应该能够在思维中重建这种逻辑，前提是我们能够找到激活该逻辑的正确起点，并让该逻辑自我展开，直至达到自我设定的闭合。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宇野弘藏（Kozo Uno）正是这么做的。他认为马克思确实找到了正确的起点，以揭示支配自由资本主义下全社会市场运行的内在逻辑。然而他认识到，马克思并没有始终严格遵循那套使理论家能够在思维中再现资本运动规律的逻辑论述。事实上，马克思在试图于思维中复制、追溯或再现资本用来调节社会物质经济生活的方法时，犯了许多方法论上的错误。通过比马克思本人更严格地坚持马克思所采用的辩证方法论，宇野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完成并修正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或逻辑）的解释。宇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980）已由关根友彦（Thomas T. Sekine）翻译成英文。关根友彦本人也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他将马克思蹒跚运用、而宇野更连贯地运用的辩证方法论予以明确，从而证明了宇野对资本主义逻辑的阐释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又一种片面解释，而是对资本主义“它是什么”的一个完整规定（定义）。关根还为资本主义理论引入了重要的数学和方法论上的改进。关根的贡献最好在其主要著作《资本的辩证法》（1984，1986）的背景下加以审视。

宇野/关根的辩证理论使我们能够理解，在缺乏国家重大经济干预的情况下，全社会商品市场是如何能够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的，包括再生产资本/劳动社会关系所必需的物质要件。与封建主义或任何其他经济体系相比，资本主义的什么特征使得对其运行进行客观解释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首先，资本主义系统地将经济关系物化或客体化为非个人的、匿名的商品关系。只要工人和资本家容忍全社会的物质商品和商品化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并且不要求过多小竞争性企业无法生产的沉重或复杂的使用价值，全社会竞争性市场就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能够得到再生产，而无需国家或社区进行重大的经济政策干预。因此，市场通过其商品经济逻辑而非人类能动性，管理着经济生活的大部分。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要确定这种逻辑究竟是什么是非常困难的。首先，从未有哪个资本主义社会被这种逻辑如此完全地主导过，以至于直接的经验/历史调查能够让人极其清晰地揭示该系统的逻辑。即使在最具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始终存在对市场的一些集体抵抗，从而阻碍其运行。此外，资本主义社会所需的使用价值越重、越复杂，资本自主管理物质经济生活就越困难。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生产钢铁产品（如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程度上，资本的运动规律在运行中往往会受到阻碍。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来说，偶然的一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前两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需求使用价值是轻便的使用价值，例如重商主义阶段的羊毛制品和自由主义阶段的棉制品。

资本主义独特的商品经济运行规律，与在所有切实可行的社会中都必须盛行的物质经济生活的一般规范，是非常难以区分的，尤其是在一个国家日益减少参与经济政策制定、并允许市场调节物质经济生活的社会中。商品经济与物质经济的交融，不仅使普通公民感到困惑，也使新古典经济学家感到困惑。在缺乏对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逻辑的清晰把握的情况下，该社会的公民可能会接受自由主义教条，认为自己作为经济主体是无条件自由的；或者，由于他们无法将特定于资本主义的、在历史上转瞬即逝的经济规律，与必须在所有切实可行的历史社会中盛行的经济生活一般规范区分开来，他们可能会同样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是任何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且永恒不变的特征。[1]

最后，人们还可能将支配成熟资本主义的逻辑与资本主义达到这种成熟的历史过程相混淆或合并。一种资本主义理论不能在解释成熟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同时，去解释该系统的历史兴衰；成熟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在某些前提条件得到满足之后才能开始运行，从而使资本主要能够通过商品经济手段进行自我再生产。应该显而易见的是，为确保资本主义主要通过其自身的商品经济逻辑进行再生产所必须具备的所有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制度刚刚开始出现时，是不可能全部具备的；事实上，当该系统处于垂死挣扎状态，且市场的商品经济逻辑正在失去对所有社会共有的劳动与生产过程的掌控时，这些前提条件也是不具备的。因此，追溯使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市场成为组织经济生活之可行方式的前提条件的演进或退化，与解释在这些前提条件具备时资本的逻辑如何设法确保经济生活的再生产，是截然不同的两项任务。因此，没有理由将资本的逻辑视为一种纯化的历史。这种逻辑侧重于资本主义必须具备的必要特征（只要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而希望解释该系统兴衰的历史学家，不仅必须熟悉任何切实可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必然具备的特征。他/她还必须能够解释：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哪些偶然的历史发展允许资本的逻辑组织了经济生活更大或更小的部分，以及后来哪些偶然的历史发展破坏了该系统的生存能力。[2]

我已经说过，宇野/关根的资本逻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运动规律的客观知识。我必须对这一说法加以限定，再次提醒读者，只有在竞争性市场确实调节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的情况下，这才是真实的。宇野理论并没有断言资本凭借其所有的狡猾，曾经拥有抵抗和克服工人阶级或任何其他阶级及群体试图推翻该系统的所有企图的力量。宇野理论承认，在国家干预、寡头企业集中、阶级斗争和使用价值抵抗干扰全社会竞争性资本主义市场运行的程度上，对该系统如何运作进行客观的解释将是不可能的。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在竞争性市场不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上，该社会的资本主义色彩就会减弱——至少在资本主义的多数朋友和敌人都理解该词的意义上是如此。因此，一个竞争性市场已经失去对经济生活大部分领域掌控的社会，将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

没有任何社会曾允许竞争性市场主导其全部经济生活，但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不可否认的是，在英国等主要工业国家中，存在着一种由市场日益调节经济生活的趋势。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在历史上从未完全实现过，这一事实不应阻止我们使用关于基于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宇野理论，去同时揭示那种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局限性，并揭露那些在历史上真正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在这些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都允许市场调节其经济活动的程度上）。

因为即使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资本的逻辑也始终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制约，宇野和关根认识到有必要在理论上构建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中所有的生产都被组织为通过商品化劳动力和商品化物质投入来进行的商品生产——以便极其清晰地审视这些规律。该理论假设国家不干涉商品、劳动力或资本的自由流动，也不推行积极的经济政策。它还假设在经济体系的每一个角落都盛行竞争，而非寡头或垄断。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幸存下来，且国家在商品经济中的经济政策干预逐渐减少（直到19世纪末），这一事实表明，这种经济通过这样一种逻辑进行自我管理，哪怕由于对市场运行存在无所不在但程度不同的抵抗，这种逻辑在历史上仅仅作为一种趋势在起作用。

宇野的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不应与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家所青睐的理想类型相混淆，因为它不是从无数相互冲突的趋势中，片面且主观地仅仅挑选出理论家武断认为最重要的那些趋势或特征来构建的。相比之下，宇野/关根理论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任何本质内容留作悬念而不加解释。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物化的社会，在缺乏重大的社区或国家计划的情况下，它有力量通过其自身商品经济逻辑的运行来进行自我再生产。理论家有可能在理论中重新激活资本主义这种迄今作为客观现实存在的自我调节力量。当理论家执行这一操作时，他/她最终会追溯资本着手组织经济生活的路径或步骤，从而让资本完整地揭示其运行规律。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其他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能做出这样的断言。[3]

7.2 资本的辩证法导论

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逻辑在黑格尔意义上是辩证的。对于辩证法而言，真理即是全体。说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就是说我们了解关于资本主义的“全部真理”（即其内在逻辑），并且对于作为主体/客体（即理论客体[4]）的该系统，我们没有保留任何未经证实的假设或猜想。如果我们真的对该系统的内在运动规律（即它被“设定”为如何运行）获得了完备的知识，那么我们对作为研究客体的资本主义的理论解释，将等同于作为主体的资本的逻辑自我阐释。因此，只有当我们的研究客体（即存在于历史中的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将其自身展现为受目的论逻辑支配的、自给自足且自我决定的实体的内在倾向时，在思维中将纯粹资本主义社会构建为一个辩证系统才具备合理性，也才成为可能。

为了全面把握一个主题，辩证法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步骤步步推进。在这个语境中，具体不应被视为现实的或经验的具体。在该理论的抽象起点，主体/客体及其概念化仍完全未被规定且是空洞的，因为主体/客体无法通过直接概念而在其全部的综合具体性中被把握。只有当理论得到充分发展时，主体/客体才会变得“具体-综合”，意即它在所有规定性上得到了充分规定。辩证法总是以充分规定的总体作为其主题前提，但并不一次性展示其所有具体特征（规定性）。相反，最初空洞和抽象的整体会逐渐被越来越详细的规定性所丰富，直到其所有的逻辑组成部分（或必然的内在联系）都被揭示出来。每引入一个新的规定性，抽象（综合）的层次就会发生改变。在每一个抽象（综合）层次，辩证法都会识别出一个“矛盾”，该矛盾的综合就等同于总体的新的规定性，从而能够向一个更加综合的层次推进，直到最后，辩证循环达到其闭合点。

在这一点上，不再有矛盾来推动逻辑向前发展，因为实际上主题已经不需要进一步的规定。换言之，辩证法返回到了其论述的起点，同时拥有了填补该概念最初空洞性和抽象性所必需的所有“具体”细节。因此，辩证的具体性并不意味着“经验的”，而是“综合的”具体性。辩证法以一个完全综合的总体告终，黑格尔将其称为“绝对理念”。正是在这一点上，主题完全且因此绝对地揭示了其所有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无疑会坚持认为，物质世界不可能包含一个辩证的（即自我揭示和自我决定的）客体。然而，事实上至少存在一个这样的客体，那就是资本主义。在由马克思和宇野所发展的唯物辩证法中，资本扮演的角色非常类似于《逻辑学》（1969）中“绝对理念”所占据的角色。资本主义的逻辑倾向于将自身综合成一个闭合的辩证系统，理论家只有通过在思维中再现历史资本主义内在的自我综合过程，才能理解这一系统。实际上，这种内在逻辑绝不可能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被武断地构建出来，然后强加给外部世界。所有这类的尝试都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片面的定义，这些定义在逻辑上绝不是完整的。如果一个自然或历史的研究客体不是辩证地自我管理的，那么将该客体视为一个逻辑综合总体的决定，就只能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青睐的历史“辩证法”绝不优于恩格斯或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另一方面，资本的辩证法是真正的辩证法，因为一旦社会允许资本将其关键的使用价值作为商品进行生产，物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就有潜力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我决定的、自我扩张的和自我揭示的辩证总体。

说资本主义是自给自足的，就是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内部一致的总体，由一组必然的内在联系统一在一起。在这篇简短论文的背景下，我们将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的所有范畴都是内在相关的或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资本主义内部包含了确保其自身再生产的手段，所以它在所有经济体系中是独一无二的。在这方面，由于资本主义被允许将经济关系物化为商品关系，它不必像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依赖超经济的、政治的干预来保证其持续存在。在其全盛时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仅展示了再生产自身的能力，而且展示了通过破坏传统经济关系而扩张并管理越来越大比例的物质经济生活的能力。一个完全物化的（或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其中所有的生产都是商品生产，并且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投入（包括劳动力）都被商品化了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经济生活将完全由价值（和资本）的自我扩张所支配，而资本之间的竞争将确保该系统必然具有扩张性。尽管由于使用价值和人类在途中设置的集体障碍，历史资本主义从未达到这种纯度，但在19世纪末期之前，它越来越展现出这种自我扩张的能力。

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它也变得越来越具有自我揭示性，至少在以下意义上是如此：随着对技术和物质经济生活的商品经济管理越来越少地需要超市场干预来保证社会再生产，市场及其逻辑在运行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和力量，同时超市场的纠葛也变得更少。然而，正如已经观察到的，由于使用价值和人类对其运行的抵抗，这种逻辑从未组织所有的经济生活。此外，即使没有这种抵抗和干涉，在资本主义下，经济生活的市场经济层面和物质经济层面仍继续表现出相互叠加的特征。因此，尽管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所提到的透明度已经足够真实，资本主义理论家的任务仍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我想重申，在辩证论证中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并非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从抽象-一般向经验的具体运动。它是一种从不充分规定的范畴或概念，向更充分确定的范畴或概念的运动。因此，在资本的辩证法中，论证始于直接代表资本主义的商品形式，即先于任何进一步中介（即规定性或确定性）的形式。然后，辩证法一步步向更为综合的范畴运动，直至达到生息资本的形式，这表明资本又转化回了商品，从而结束其“螺旋式”运动。[5]既然现实的具体与思维中的具体存在着分离的存在形式，政治经济学中的范畴顺序就不必与历史中事件的顺序相对应。辩证法不是把它的研究客体的具体性作为一段历史来再现，而是根据客体实际存在时什么是逻辑上优先的来再现它。在开启辩证法的《流通论》中，理论的发展与历史事件的顺序高度平行，但在后来的《生产论》和《分配论》中，辩证法的逻辑顺序经常与历史顺序相反。同样地，尽管“货币”是比“协作”更抽象和更简单的范畴，并且尽管货币在历史上出现得相当早，但也存在过基于协作发展出一种复杂的劳动分工、却没有发展出货币的社会。因此，理论上更为具体的范畴，在历史上可能先于更为抽象的范畴存在。

我们也可以论证说，货币只有在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特征的普遍商品生产中才达到其充分发展。[6]根据马克思的说法（1973年版，第103页）：“这个极简单的范畴……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下才在历史上表现出它的全部强度”。因此，虽然货币确实可能在历史极早时期就以雏形“存在”，但它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才成为一种充分发展的经济形式。同样的考量也适用于“劳动”这一范畴。既然人类一直在劳动，劳动完全可以成为顺应历史顺序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点。然而，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劳动本身”（即作为抽象劳动或一般劳动）的概念，只有随着建立在劳动力商品化及极度发达的分工基础上的、充分发展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才会出现。

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


对任何特定种类的劳动漠不关心，以一个十分发达的现实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没有任何一种劳动再占主导地位。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某种特定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这种劳动本身的抽象，并不仅仅是具体劳动总体在思维中的产物。对特定劳动漠不关心，对应着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其中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一种劳动转移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所谓的。在这里，不仅是劳动这个范畴，而且现实中的劳动都已经成为创造一般财富的手段，它不再作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的东西与特定个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1973年版，第103-104页）。



因此，劳动可能与人类本身一样古老，但在现代“抽象劳动”概念能够得到客观或科学确立之前，必须要有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发展以及“对特定劳动漠不关心”。换言之，尽管生产活动在所有社会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正是资本这种营利的形式，将生产性劳动简化到了与当时盛行的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最大程度，并在此过程中，确立了劳动价值论既作为科学概念，又作为商品经济组织原则的地位。


7.3 流通篇与存在论

现在让我们探讨资本辩证法与黑格尔范畴辩证法之间存在的密切对应关系。黑格尔的《逻辑学》由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三篇组成。同样，宇野（Uno）的《经济原论》和关根（Sekine）的《资本辩证法》也分为流通篇、生产篇和分配篇。关根将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与黑格尔绝对理性的逻辑之间的平行关系图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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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lbritton, 1986, 第187页。

关根和邓恩（Dunne）已经探讨了这两种辩证法中的许多平行之处[7]。我广泛地参考了他们的著作，以便对资本辩证法（DC）的论证进行简短的总结，并对它与黑格尔《逻辑学》（HL）的平行关系进行简略且必然带有印象主义色彩的初步讨论。由于我只打算提供资本辩证法的概览，同时为了说明的目的而强调其与《逻辑学》结构的平行关系，因此我冒昧地对某些平行关系的论述远比其他部分更为详尽，并且我不奢望对这种对应关系提供详尽无遗或面面俱到的说明。如果我能成功激起读者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我就认为我已经实现了我的目标。

资本辩证法和《逻辑学》都从代表其研究对象的最抽象、最空洞和最隐含的范畴开始。在《逻辑学》中，该范畴是绝对理性的“纯有”；在资本辩证法中，它是“价值”，即资本主义存在的最抽象表现。价值作为资本的最简单定义，遵循“过渡的逻辑”，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例如，在流通篇中，从商品形式过渡到货币形式，最后过渡到资本形式。同样，在《逻辑学》中，作为最普遍、最抽象和最空洞范畴的“存在”，在存在论中过渡到“无”，然后过渡到“变易”。在上述两种情况中，第一篇都是在不涉及实体内容或内部规定的情况下，研究主体/客体的存在方式（或运作原则）。

尽管资本辩证法没有立即将其明示，但该理论始终预设了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使用价值都是由资本为了一个全社会范围的、竞争性的市场而生产出来的，这些资本雇佣了商品化的劳动力，并在该市场中购买作为商品的物质投入。因此，第一篇中出现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流通形式隐含地是资本主义范畴，不应与它们的前资本主义前身相混淆，即使后者确实可能与前者共享某些属性。正如在《逻辑学》中，“纯有”首先作为初始概念或起点出现，后来才被证明是对绝对理念的最初一瞥；同样，“价值”范畴最初被作为商品的定义性特征引入，后来才被理解为在其直接存在中的资本主义本身。

实际上，资本主义最初表现为在市场上出售的庞大商品堆积。商品的价值代表了它相对于所有其他商品的社会价值。这种可比性必然源于除其使用价值的物理和异质属性之外的其他东西。然而，在资本辩证法的这一抽象层面上，我们只需要认识到商品“社会”存在的首要地位，而无需进一步阐述该社会属性的具体性质。因此，作为价值，商品构成了社会抽象-一般商业财富这一同质体的一个部分；而作为使用价值，它则是社会物质财富这一异质总体中一个特殊的、孤立的、个别的样本。当一种商品抑制其自身的使用价值，以便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中表达其价值时，它就采取了交换价值的形式。

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呼应了《逻辑学》中纯粹的、抽象的、无特征的“存在”与“无”之间的矛盾。资本辩证法中“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三元组为价值形式理论奠定了基础，与之对应的是《逻辑学》中“存在、无和变易”的三元组，它为定在（Dasein）的逻辑铺平了道路。

商品所有者（卖方）必须被视为隐含的商人（资本家）。他选择一定量另一商品的使用价值（他为了个人/生产消费而需要该商品），以表达他自己商品的价值。但他对商品的价值表达或定价并不意味着商品的实际交换。这两种商品——他自己的待售商品和他想要的商品——如果没有我们理论上尚未推导出来的货币的媒介，是无法交换的。我们在这里只关注一种“交换提议”，在这种提议中，待售商品物理上存在，但想要的商品只是观念上的，也就是说，它只存在于提出交换的人的头脑中。

例如，如果A是待售商品，B是想要的商品，A的卖方可以用他需要或想要的商品B的使用价值来表达商品A的价值，方式如下：

[

x \text{ 量的 A} = y \text{ 量的 B}.

]

这被称为基本的或简单的价值形式。在这个交换提议中，A（待售商品）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位置，而B（想要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的位置。尽管有等号，但两种商品的关系是不对称的。这个等式不能反转，因为没有发生实际的物物交换，而且A的交换提议并不意味着B的反向交换提议的存在。提议用A交换B，就是否定A自身的使用价值，并采用“他物”商品（在这个例子中是B）的使用价值作为其价值的反映者。在“定在”的逻辑中，黑格尔辩证法同样根据“他物”来规定、决定或限定最初的纯有。事实上，说“x量的A值y量的B”，就等于说“x量的A不值y量的B，或不值y量的B”。这是通过用一个有限物限定A来规定A的价值。然而，在黑格尔那里，有限的界限是“可改变的”。换言之，A的价值同样可以表达为：

[

x \text{ 量的 A} = z \text{ 量的 C},

]

[

x \text{ 量的 A} = u \text{ 量的 D},

]

[

x \text{ 量的 A} = v \text{ 量的 E}.

]

这个列表被称为扩大的价值形式。虽然它比简单的价值形式具有更广泛的价值社会表达，但这种形式（其中A的价值由许多有限界限“可改变地”表达）会退化为黑格尔所说的恶的无限性。我们可以设想无限多的交换提议，其中每一个都是A的价值表达，但没有一个是最终的或决定性的。

在黑格尔体系中，连贯性仅存于一个同时作为主体和客体的有限物构成的内部相关系统中。在这样的系统中，任何一个特定的有限物都由所有其他有限物的总体所决定，但同时又决定所有其他有限物。这是有限物的系统（而不是仅仅是枚举或串联），或者是真无限，其中每个有限物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即决定者和被决定者。黑格尔体系的逻辑再次指明了实现更充分表达价值（即商品在交易者共同体中的社会关系）的途径。如果一个商品交易系统要成为黑格尔真无限的例子，那么衡量任何特定商品价值的标准不能是商品所有者自己主观选择的某种其他商品，而必须由拥有体现其综合需求的一般等价物的所有其他交易者的综合需求非个人地、客观地决定。这样一来，任何商品所有者都将成为被动的卖方，其商品的价值由非个人的市场力量决定，正如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有限物的总体或真无限决定任何特定的有限物一样。走向真无限的第一步，是交易共同体克服扩大价值形式的局限性和任意性。每个商品所有者将不再根据主观选择的等价物（作为有限的界限）提出其私人的交换提议。相反，所有商品所有者都将被迫根据一种普遍渴望的使用价值提出其交换提议，该使用价值由此获得了社会价值反映者或一般等价物的地位。

因为在（比如）商品所有者A的扩大价值形式中发现的等价物商品的所有者，同样也会根据一系列类似的等价物来评估他们的商品，所以必然会出现一种或几种在交易系统的价值表达中最普遍渴望的商品。起初，一种或几种商品因其使用价值属性而被商品所有者普遍渴望用于个人消费而得到认可。一旦商品所有者认识到许多人都在同一种（或几种）等价物的价值中投射他们商品的价值，他们就开始不主要为其个人使用而需求这种共同选择的等价物，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种等价物将使他们能够获得任何他们想要的商品，而不仅仅是那些其所有者也想要他们商品的商品。因此，他们在交换提议中只列出一种或几种具有直接且普遍可交换的抽象社会或商业属性的商品，并努力获取尽可能多的上述等价物。在一个交易共同体内存在几个商品交换系统必然是一种短暂现象。必然有一种商品会从普遍渴望的商品行列中脱颖而出，成为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是这样一种特殊商品：它能被所有商品所有者直接且普遍交换的“抽象-社会”使用价值，战胜了它以某种方式用于消费的自然使用价值。

毫无疑问，某一种商品将具有使其成为交易者更具吸引力的选择，从而被用作社会选择的一般等价物的物理属性；然而，逻辑无法决定一个特定共同体会选择哪种商品。一般等价物的发展标志着价值表达中对使用价值限制的扬弃，因为商品所有者不再需要根据他们消费所渴望的等价物使用价值来主观或私人地表达其商品的价值。他们通过完全根据已经获得社会认可并因此体现了普遍且直接可交换性的商品来表达价值，从而间接地实现他们的欲望。所有商品所有者现在都通过这种一般等价物来表达彼此商品的价值或社会价值。现在，在相互联系的交易共同体中，每种商品在社会上都与所有其他商品联系在一起。当所有所有者都根据一定量的一般等价物来表达其特定商品的价值时，一般价值形式就产生了。

当黄金或某种其他贵金属开始充当价值的排他性反映者时，价值的货币形式就产生了。贵金属之所以适合这项任务，是因为它可以被分割和熔合而不失去其同质性。金属货币使商品的各种价值能够找到物理表达。每个商品所有者都用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来表达其商品的单位价值。然后，可以根据渴望获得的黄金总量，主观地评估给定商品的总供给。以此种方式需要的黄金量就成了它的供给价格。当所有商品都这样定价时，价值的价格形式就出现了。

作为商品的供给者，商人主要是被动地等待产品购买者的卖方。然而，所有商品所有者都必须在过去出售过他们的商品，从而拥有金属货币。因此，作为货币所有者，商人也代表了对他们自己商品的市场需求。现在，他们个人的货币需求也可以汇总起来，以表达对社会所有商品供给的非个人社会需求。

只有作为供给和需求对抗力量的具体统一体，商品交换系统才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否定性完全落在市场自我决定的总体之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商品和商品卖方的特定的、个别的存在已经消失。相反，它们失去了“自存性”的特征。只有整体是自存的，并且只有作为整体的一个成员，有限存在才能被不自相矛盾地定义。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将“一”的“多样性和外在性”消解为同质的“唯一的一”的吸引力，对应于需求的社会整合力，后者使商业活动服从于交易共同体的需要。正如黑格尔的排斥和吸引这两个过程虽然不同，却构成了自为存在单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样，卖方也形成了一个更加整合、更具凝聚力的统一商人交易系统：作为卖方，他们代表供给力量；而作为金属货币所有者，他们同时代表需求力量。这个系统得到了更具体的统一，因为每种商品不仅与一般等价物发生抽象的联系，而且与特定数量的黄金发生联系。此外，量以货币的形式，现在开始使先前建立的定性的商业关系从属，就像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一样。在黑格尔那里，定在以定量的形式复苏；而在这里，交易共同体通过全社会市场的运作被重新整合为一个更加具体统一的商业系统，商品所有者现在更明确地作为商人与该市场发生关系。

货币的使用价值不是其感性物质性的产物，而是源于其一般可交换性的抽象社会属性。将某一种特定的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或货币单独分离出来，产生了一个客观的全社会的价值标准，可以在一个整合的系统中将所有商品等同起来。现在，所有商品都用货币购买和出售，所有价值都可以通过货币进行比较。

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使商品交换（(C-M-C)）成为可能，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市场，在其中交换相互连接，从而任何一种商品的出售都涉及另一种商品的购买。然而，在这一点上，价值联系的社会世界受制于交换者的使用价值欲望，他们出售自己不想消费的商品，以获取他们想要消费的商品。当他们得到想要的东西时，交换就停止了。因此，价值的运动在(C-M-C)循环中受到使用价值消费的限制。

然而，货币与普通商品不同，它搁置了使用价值的物质偶然性。虽然媒介商品交换的活跃货币不能忽视使用价值，但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闲置货币却不受这种使用价值的限制。当闲置货币被用于购买商品，不是为了单纯的消费，而是为了转售获利时，资本的最初形式就出现了：资本作为价值自我增殖的运动。

通过(M-C-M)公式（即购买商品是为了再次出售），货币从市场中退出，不是为了储蓄以备储蓄者消费所需的某件物品，而是为了购买商品以便转售获利。随着这一发展，价值可以在不受(C-M-C)使用价值限制的情况下自我扩张，从而将自身转化为资本的原始形式。当然，除非第二个(M)大于第一个(M)，否则这种交换形式根本不会发生。商业资本在一个统一的、未中断的套利操作中穿上和脱下商品（质）和货币（量）的形式。正如在黑格尔的逻辑中，质和量在“度的过程”中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方式相互过渡（《逻辑学》，1975年，第111页），只要其营利原则得以保持，资本的底层运作同样对流通的商品种类保持漠不关心。

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说只是在外部由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流通形式来表现的，这些形式可以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存在。这些是通常伴随着商品贸易的形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些形式总是出现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共同体之间。商业活动总是通过贸易的媒介而产生，在贸易中，商人通过套利或“贱买贵卖”来获取利润。然而，这项活动在历史和逻辑上都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贸易，以及作为利用闲置货币“贱买贵卖”形式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的许多社会中就已存在，并在这些社会中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运作。

正如在黑格尔纯粹思维的存在领域中一样，交易系统仅仅隐性地或形式上是一个自我决定的系统，因为它的物质基质游离于其自身的运动之外。在流通形式的领域中，并没有提及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然而，交易系统的运作方式为劳动与生产过程（它构成所有社会的物质基础）的物化提供了基础。

如果资本的运作总是由针对特定商品的“贱买贵卖”构成，那么资本仍将受制于使用价值的限制。只有当资本能够生产出任何符合其营利目的的商品时，它才变得真正对所有使用价值“漠不关心”。但为了获得黑格尔意义上的这种自我决定原则，商品世界必须证明其有能力生产任何商品（质），从而对它被要求生产何种使用价值实现完全的“无差别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商业资本必须必然地被产业资本所取代，产业资本有能力通过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把劳动与生产过程——所有社会共通的本质——包摄在自己的支配之下。

为了使自主的流通形式能够“包摄”生产过程，它们还必须能够使生产中最基本的要素——劳动，服从资本自身的行为规则。换言之，只有当劳动力（生产性劳动的来源）成为一种商品，并采取这种商品经济形式所特有的行为方式时，劳动（和生产）过程才能被整合到资本的营利系统中。作为商品购买的劳动力现在成为价值增殖的源泉。在宇野/关根的辩证法中，这是从流通篇过渡到生产篇的转折点。只有在生产的背景下，才能阐明价值的实体。其在流通篇中的现实和逻辑前提已经必然地被预设了。


7.4 生产篇与本质论

在《资本辩证法》中，使从“流通论”向“生产论”过渡成为可能的论证发展，平行于黑格尔《逻辑学》中从“存在论”向“本质论”的过渡；在后者中，“质、量、度”的辩证法以对质或规定性的“绝对无差别”而告终 (Sekine, 1984, 206–9)。在这两种情况中，“存在形式”的多样性都被证明是必须显现的潜在本质的“外观”或现象。此外，在两者之中，第二种理论都考察了主题的内在结构，并展示了主体/客体的内在内容被其存在方式所统摄并在其中反映出来的方式。

具体而言，“生产论”证明了流通形式必然产生于资本的生产过程，作为资本产品所采取的“现象形式”。例如，商品和货币不能再是资本借以进行其营利操作的外部既定物，而必须是资本自身生产过程的产物。换言之，它们是被中介的形式，因此不能从资本自身运动的外部被引入。

黑格尔“本质论”三个部分中的第一部分题为“作为自身内反思的本质”。本质最初被视为存在的永恒不变的基质，因此存在代表了非本质的东西或纯粹的“假象”，但是，当本质成为实存，或者换言之，当本质反映在存在中时，本质潜在的统一性便分裂为作为两极对立物彼此对峙的两个部分。因此，存在以这样一种方式以本质为根据，即本质自身已经变成了自相矛盾的。在宇野/关根（Uno/Sekine）经济理论的对应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当产业资本的形式实现“绝对无差别”时，就会发生平行的发展，因为它能够生产任何作为商品（即作为价值）的使用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反复出现的矛盾，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与在任何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使用价值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对劳动与生产过程的阐述中，黑格尔的“同一、差别与根据”三段式重复了三次，并且每次的第二项“差别”都经历“区别、二重性与对立”的阶段向前发展。首先，一般的使用价值生产被视为一个同一体，然而，在其中，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可以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要素。两者的统一构成了劳动与生产过程。

为了确立资本主义的本质，“生产论”必然引入生产性劳动作为最简单的概念，这一概念“尽管在所有时代都有效”，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才“不仅作为一种范畴，而且在现实中”变得抽象。[8] 生产性劳动最初被视为一个同一体。这个同一体结果是二重的，由具体有用的方面和抽象人类的方面组成。从二重的生产性劳动概念中，产生了劳动支出或劳动时间的概念，它最初也同样被视为一个同一体。然而，这个同一体是分为两部分的，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组成。分为两部分的生产性劳动概念蕴含着一种对立，即如果不减少其中一部分，就无法增加另一部分。

然而，所有社会所共有的劳动与生产过程，是一个没有自驱力的社会技术组织；必须有一种历史上特定的管理原则来运作这个不活跃的组织。“根据尚未由其自身的客观原则所决定” (Hegel, 1975, 179)。从所有经济组织形式共有的劳动与生产过程的观点来看，资本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资本主义要求生产必须在资本的营利形式下进行：资本主义的存在意味着所有社会共有的劳动与生产过程——或者说根据——被资本特有的商品经济原则（价值规律）所激活和统一。通过这种方式被激活或“被奠定根据”后，劳动与生产过程不仅成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而且成为价值形成和增殖的过程。因此，资本家不再仅仅是商人，而是产业家（即生产的执行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劳动力的购买者和使用者）。

因此，价值规律的作用——或者说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关键取决于劳动力向商品的转化；正是这一点将根据转化为实存。从实存的观点来看，劳动力作为商品在不同的资本主义操作中生产出不同的剩余产品。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简化了劳动过程，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几乎没有成本。劳动力也被标准化，并被还原为一种无差别的、非熟练的工作能力。作为一种成本范畴的工资形式此时发展起来，因为其生产不再依赖于特定的劳动力、而仅仅依赖于标准化劳动力的资本家，会轻易地购买劳动力：市场并不把劳动力与其他的生产要素区分开来。随着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劳动与生产过程被统摄于价值增殖过程之下，资本获得了完全的根据，并因此能够将价值增殖的源泉包含在其自身之内。

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劳动力向商品的转化，并不是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过渡或推演逻辑中得出的。只有这种在过去被回忆起并被内化（erinnert）的转化的历史事实，才引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

商品经济原则与经济生活的普遍规范之间的一致性，是通过一种遵循或映射黑格尔“反思”逻辑的逻辑来证明的。反思或依赖的逻辑表明了研究对象如何将其存在的根据或基础包含在自身内部，从而实现自我决定。资本作为流通形式的 𝑀−𝐶−𝑀 不是自我决定的，因为在社会中不可能每个人都低买高卖。只有在“生产论”中，当 𝑀−𝐶−𝑀 转化为 𝑀−𝐶(𝐿𝑝,𝑀𝑝)…𝑃…𝐶−𝑀 时，才明确指出所购买的商品（C）由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组成，两者适当地结合以产生能获利出售的商品（C）。

黑格尔的“根据、现象与现实”三段式，被转化为资本辩证法的以下命题：（1）资本主义生产在工人对立于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巩固自身；（2）产业资本必须不间断地流通，同时避免一切不必要的资源浪费；（3）资本主义社会在扩大的规模上自我再生产，以适当的比例供应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并在资本积累的外延扩大和内涵深化阶段之间交替进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资本同时再生产了商品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当一般的使用价值生产与特定的资本主义价值（包括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相容性在（i）资本的生产过程、（ii）流通过程以及（iii）再生产过程中得到证明时，资本主义的本质或内在结构就袒露无遗了。

资本辩证法首先表明，资本这种对使用价值毫不关心的价值增殖的商品经济形式，至少在原则上可以成功地包含资本主义社会所需的任何使用价值的生产。作为价值的商品生产还未能准备好应对流通中特定类型使用价值所带来的制约。它必须首先证明其确保提供一般使用价值的能力，因为这构成了所有社会经济生活的物质基础。因此，在“生产论”中，资本家主要被视为单一的同质商品——劳动力——的购买者和使用者。他们尚未根据其使用不同工业技术专门生产的使用价值而被区分开来。在理论发展的这个阶段，必须假定所有资本家的资本有机构成是相同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抽象的语境下，价值规律才能决定每种商品的实际社会成本。

一旦使用价值作为价值被资本主义地生产出来，它们就必须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只有被嵌入到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商品的生产才能确保其连续性和效率。这就要求资本承担各种流通费用，这些费用虽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中断是必要的，但并不形成或保存价值。如果资源要尽可能多地直接投入到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就必须将这些费用降至最低。

一个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其他资本的流通过程为前提，使得所有独立资本单位的运动构成了一个整合的社会总资本运动，它系统地生产和流通所有商品。正是这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构成了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因此，必须将这一总体作为一个社会总过程来研究。

作为黑格尔绝对者的社会总资本的现实性，毫无疑问就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或自我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要成为现实的，首先当然必须证明它是可能的。如果资本主义是现实的，是因为它被证明是许多可能性之一，那么它的存在就被说是“形式的必然”或“偶然的”。如果资本主义被证明是现实的，是因为它满足了使其在自身或原则上成为可能性的所有条件，那么资本主义就被说成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或“相对的必然性”。然而，如果资本主义的存在被证明是自我决定的，使得其现实性和可能性不再可分，并且如果资本主义不仅依赖于其条件，而且还为自身生产出这些存在条件，那么资本主义就被说成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或“无条件的现实性”。

现实性的形式阶段可以被解释为意味着资本被资本自身所再生产，这依附于劳动力向商品的转化这一偶然条件。因为只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劳动力可作为商品获得，可变资本的再生产就得到了保证；通过这种基础的再生产，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也能被再生产出来，随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得以再生产。在现实性的现实阶段，它表明资本以商品形式进行的物品再生产，满足了资本主义实现自身的所有条件。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像任何其他可存续的社会一样，生产其生存所需的所有物品。再生产图式确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

当必然的事物变得自我独立或以自我为条件时，它就在黑格尔辩证法中实现了无条件的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积累的实际过程是无条件的。资本不再依赖于偶然性；一旦它发展出相对过剩人口规律，资本自身就会使劳动力能够作为商品被获得。因此，价值规律不再受任何外部限制。

使用价值的再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相容性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独立性，这与黑格尔的“本质论”如出一辙，后者在经历了内在反思、现象与现实的辩证法之后，以“无条件的自我独立性”或“绝对的现实性”范畴告终，从而保证了绝对者的自足性。一旦确立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三种理论，即与黑格尔的“概念论”相平行的“分配论”。


7.5 分配论与概念论

在这两种辩证法中，一旦研究对象的存在方式与其自身实质内容的一致性得到保证，第三部分理论就展示了研究对象自身能够发展出什么。在每种辩证法的第三论中，“发展”（或自我实现）的逻辑使得研究对象能够在理想环境中展开其运行机制，从而得以将其自身完全显现出来。因此，在以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宇野/关根（Uno/Sekine）辩证法中，分配论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发展出自己的市场，从而以符合资本自身既定目标的方式，将社会所需求的所有各种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生产出来。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只有当绝对者确立自身为现实性，且无需借助异己原则来展开自身时，才能引入概念（Notion）。此时，概念论可以遵循发展或自我阐述的逻辑，在其透明性中（即以“它为何如此，是因为它本身如此”的方式）描述研究主题。既然主题的“内部”与“外部”已然明了，剩下的就只是展示它们的和解。概念，在其最发达的形式即理念（Idea）中，是具体的或能动的普遍者；与经验科学中抽象的普遍者不同，它从自身内部产生并决定了那些看似先于它的特殊者（通过“意志的实践”）。换言之，具体普遍者或绝对理念的自我分化使其能够将内含于其中的东西显明出来，正如发育成熟的植物潜伏在其单个细胞中一样（Dunne, 1977, p. 6）。存在（某物、他物、量、数、本质）和本质（根据、现象、现实性、交互作用）的所有范畴，现在都被视为理念的自我分化，而非自主的思维形式。同样，在分配论中，存在之“外部”（流通）与本质之“内部”（生产）的统一表明，资本通过建立一般利润率来维持其自身的统一性。

到目前为止，资本的辩证法已经描绘了处于抽象运作中的资本概念，这先于它分化为各个特殊的生产领域。在生产论中，价值的形成与增殖仅受一般使用价值的制约，而不受特定类型使用价值的制约。相比之下，在分配论中，资本终于准备好将自身分化为各种异质形态以生产不同的使用价值，同时依然保持在前两论中所确立的流通与生产的统一。具体而言，这涉及到资本主义市场的展开。当产业资本为了分配剩余价值而发展出自己的市场时，它将商品作为使用价值进行生产，同时继续恪守其价值增殖的最初原则。在由此调和商品生产的两个方面——作为价值和作为使用价值——时，利润率充当了资本的主观概念。因为当资本以最符合其自身合理性的方式致力于剩余价值的分配时，资本将商品作为价值进行生产早已作为一项客观事实被确立下来。在目前的分配论中，使用价值不再是产业资本的异己元素；当资本发展出自己的市场时，它们已经成为其必要的组成部分。支配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这种发展辩证法呼应了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三段式。当剩余价值分配的一般原则去适应或顺应使用价值生产的多样性时，该一般原则必须得到保留。因此，产业资本在生产所有使用价值时是“普遍的”，在生产不同的使用价值时是“特殊的”，而在形成一个生产各种使用价值的统一整体时则是“个别的”。

资本不仅分化为具有不同有机构成的各个工业部门——这些不同的有机构成是由不同的使用价值考量决定的，而这反过来又决定了不同的生产技术——而且还分化为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因此，在这一语境下，解决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涉及到将市场所需使用价值的多样性（这必然涉及不同的生产方法）与资本对将商品作为价值进行生产的冷漠态度相调和。然而，这种分化通过平均利润规律得到了统一，资本借助这一规律确保剩余价值按照垫付资本的货币价值量成比例地进行分配，同时，资本的现实性或自决性则由其人口规律来作保障。

现在，黑格尔的“主观概念、客观概念与理念”三段式可以被转化为资本辩证法的以下命题：


	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专业化产业资本单位，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决定均衡价格，从而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在彼此之间瓜分剩余价值。[9]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作为地租让渡给土地私有权，这不仅是为了向所有资本单位保证机会均等的原则，也是为了确保资本一般性地能够获得土地。

	为了节省非生产性的流通成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了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闲置资金以实现价值增殖的机制，但随之而来的平均利润向利息和企业主利润的分割，将资本的关系外化了，以至于在原则上，甚至连资本本身都能被转化为商品。



需要强调的是，若缺乏关于流通论和生产论（这两部分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先决知识，利润、地租和利息这些经济形式就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和去神秘化。如果在缺乏由这两论所提供知识的情况下，利润率就会显得仅仅是一种对社会的生产基础漠不关心的商业形式，因为市场会自动抹去特定生产方式的任何痕迹，并在交易者之间确立起普遍的平等关系。

若没有对这些理论的事先理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地租会制造出一种假象，仿佛是一件物品（土地）生产了价值；而利息这种最具拜物教色彩的形式，则制造出了另一种假象，仿佛资本能够独立于生产过程而自动创造价值。分配论证明，这些被拜物教化的形式，仅仅是一个自足且自决的内在逻辑的外在表现。在分配论中，资本的这种内在逻辑显现了自身，这并非是指它倾向于变得透明，而是指理论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现在已经有可能将其外在表现与其内在逻辑联系起来了。

黑格尔的客观性论与资本辩证法中的地租理论密切对应。在黑格尔看来，“概念将自身规定为客观性”的过程“在性质上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是同一的”。黑格尔的另一项观察，“作为绝对精神的上帝，只能通过他的活动、他的作品来被认识”[10]，可以用资本辩证法的语言转译如下：如果资本主义市场中剩余价值的分配仅仅从资本的视角来理解（如利润理论所作的那样），那么它就仍旧是主观概念，既未被“实现”，也未被“客体化”。因此，作为利润的剩余价值分配不可能永远是产业资本严格的内部事务。

没有土地，就不可能发生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生产，资本也不能无视土地私有权，因为后者确保了直接生产者与其天然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因此，必须在其涉及到一个对资本而言是异己要素（即土地所有权）的活动或运作中，去理解分配原则。资本必须调整其分配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确保其平均利润规律得到保留，以便适应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参与。

在超额利润转化为级差地租I的过程中，土地所有权仅仅代表了土地的级差丰度，而资本主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是外在无涉的。资本将土地所有权视为一个外部实体，必须向其转移永久且无法消化的超额利润作为地租。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一功能，与黑格尔的“机械论”颇为相似；它完全保持着抽象和机械的性质。资本与土地所有权建立的第二重关系，呼应了黑格尔的“化学论”关系。此刻的土地所有权以资本主义行动为前提，并进而加以利用。它不仅迫使资本生产出最大化的超额利润，还阻碍了长期投资。资本与土地所有权达成的第三重也是最后一重关系，呼应了黑格尔的“目的论”。土地所有权不再代表自然来对抗资本，而是证明自身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当土地所有权直接参与到资本主义市场的定价中，从而收取绝对地租甚至有时是垄断地租时，这一点立刻显现无疑，但资本的狡黠之处在于，它通过保证土地所有权随着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而日益富裕，成功地约束了其贪欲。

由于使用价值的生产涉及到土地——这种被土地所有权所垄断的天然生产资料——资本为了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将其部分剩余价值以地租的形式让渡给土地所有权。向土地所有者让渡地租，使得资本能够发展出一种新的自我形象，即生息财富的自我形象。通过以这种方式承认地租的各种形式，资本实际上也就接受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在某些情况下，不拥有价值物的人也可以合法地享有剩余价值的份额。尽管这种异己的理念最初是强加给资本的，但资本心甘情愿地将其应用于自身，从而将自身从一切使用价值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通过为产业资本节省流通成本，同样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分配。因此，就像土地所有权一样，它们也通过（哪怕只是间接地）对剩余价值生产做出的贡献，从而赢得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当这种分配方式被普遍化，使得资本赚取利息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土地赚取地租的方式时，就产生了生息资本这一纯粹物化的形式，它升华了产业资本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正如黑格尔关于“主观性、客观性与理念”的辩证法能够将绝对理念的概念发展为“思考自身的理念”一样，资本的概念凭借生息财富的形式，也能够以“资本的绝对理念”回到其在流通领域的原点。

在流通领域，商人资本的形式仅仅是概念的一种原始形式，因为它不是一个自我中介的过程；在生产论中，资本变成了一个自我增殖的过程，因此成为了资本概念更充分的表达。但是，只有在分配论中，资本才以一种允许各个特定资本通过竞争来建立起统辖商品经济所有领域（工业、农业、商业和银行业）之一般利润率的方式，将自身具体化。当统辖流通和生产所有形式的资本概念，一路经过利润、地租和利息的范畴，直到它自身成为一种完全摆脱了任何物质内容（其使用价值纯粹是自我增殖）的商品时，辩证法也就此终结。能够自动生息的资本是无法停止流通的，因为停止流通就意味着放弃本可以赚取的利息。

伴随着这一结果，资本的辩证法体系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整体。资本主义之前所有的规定性都在这一结果中被扬弃，这同时也把我们带回到对资本主义研究的起点。商品，以一种与绝对理念颇为相似的方式，通过将其所有的前置范畴展示为其永恒运作的自我分化，带领我们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圆周。因此，“商品”是最简单的逻辑范畴或抽象普遍者，它预示了资本的发生；但它也是最综合的逻辑范畴或具体普遍者，资本在其中找到了它的最终表达。

构成资本内在逻辑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已被完全揭示出来，没有留下任何未知的物自体。它将自身展现为一个自我生成、自我完结和自我揭示的总体，有着一个必然的开端、必然的展开和必然的闭合。因此，资本辩证法是资本既作为客体又作为主体进行自我解释的逻辑。资本辩证法揭示了资本在总体（toto）上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它展现了资本主义中所有（在资本主义意义上）合理的和客观的事物之全貌。


7.6 结论

资本辩证法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资本拥有其自身的逻辑，而经济学家可以直接复制这种逻辑。然而，这种逻辑也再现了黑格尔逻辑中与形而上学相一致的许多特征。

关根（Sekine）已经证明，在资本辩证法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之间存在着几乎完美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学与经济理论相一致。资本辩证法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理论家可以允许资本的纯化和物化在理论中自我完成，从而得出如同黑格尔的哲学共相一般排除了偶然性的纯粹概念。黑格尔和宇野（Uno）使用了相同的整体把握的辩证方法，只不过主客体不同。如果说黑格尔的主客体是“理性”（或神圣智慧），那么宇野/关根辩证法的主客体就是“资本”。

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拒绝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同样真实的是，马克思在准备《资本论》时重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并发现它对他关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非常有用。下面的段落表明了马克思在黑格尔那里究竟拒绝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仍然发现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理解资本主义是有用的。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


……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而且……我不需要以任何方式将后者“分割”。我所出发的，是劳动产品在当代社会中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它……首先分析它显现的形式。在这里我发现……它在其自然形式上，是一个有用之物……即一个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对后者的进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换价值只是一种“现象”形式，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独立表现方式，然后我继续分析后者。



(Capital, 1971a, 108)

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把思维过程……转化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即现实世界的造物主（demiurgos），而现实世界只是理念的外部现象形式”（Marx, 1971a, 19）。此外，马克思认为：


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现实理解为自我集中……自我展开且自行展开的思维的产物，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途径，只是思维掌握[现实中的]具体、并在头脑中将其作为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这决不是具体[或现实]本身生成的过程。



(1973, 101)

作为一名优秀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认识到，商品经济作为一种物质的和社会现实的存在，并不是仅仅为了让价值作为资本的绝对理念去展开其逻辑或揭示其内在本质而存在的。如果认为确实如此，那就是屈服于一种类似于误导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幻觉。虽然在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中，马克思不能接受“现实是思维的产物”这一幻觉，但他确实认识到，为了理解或把握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一个将社会关系物化为商品关系的经济体系——有必要在思维中再现“构成[该]社会内部结构的范畴[以及规律或逻辑]”。换言之，他承认以黑格尔式的或辩证的方法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这意味着要“通过其内部发生过程”来“演化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同形式”（Marx, 1973, 101, 108），从而得出对该对象的综合的或具体的知识。

宇野和关根继续了马克思逝世时未竟的事业。他们将资本辩证法发展为一门关于资本主义的严密的唯物主义科学。事实上，他们对辩证法的发展不仅比马克思的更为严密，而且实际上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更具一贯性。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壮举，是因为在他们的唯物辩证法中与“价值”相对立的“使用价值”概念具有一种实质，而这正是黑格尔用来与“有”（being）相对立的“无”（nothing）所缺乏的。

依照关根的观点，只有当正题对反题的克服在最初并不是一个预先注定的结论时，辩证法才是有意义的。黑格尔的《逻辑学》以代表绝对精神之存在的“有”和代表绝对精神之缺失的“无”作为起点。但是，如果物质世界是绝对精神按照理性创造的，那么绝对精神的非存在或缺失又意味着什么呢？相比之下，在资本辩证法中，价值——资本主义的构形要素或“有”——与使用价值相对立，后者代表了缺乏商品经济特性的经济生活的物质要素。价值意味着社会中商品经济组织原则的存在，而使用价值则代表了在资本主义之前、期间和之后都必须进行下去的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

随着价值（资本主义）的最终废止，使用价值（人类社会）依然存在；而随着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废除，将一无所有（祂的任何造物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在黑格尔那里，“有”实际上从未被“无”所约束，前者对后者的胜利在分析之前就已经是预先决定了的。换言之，绝对精神的缺失似乎除了彻底的虚无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但是，如果真是这样，“有”对“无”的克服就缺乏任何现实的实质。一种通过克服由真实的使用价值抵抗所造成的反复出现的矛盾而取得进展的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范畴辩证法，而且是一种基于资本主义自我纯化或物化趋势、以及历史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对这些趋势的使用价值抵抗的科学唯物主义辩证法。

诚然，在自然科学中不矛盾律是根本的，但资本辩证法为基于辩证矛盾的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客观基础。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颠倒的、物化的现实，它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面貌重塑世界。资本主义自身带有一种趋向于实现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倾向，这使得我们在思想中构想这样一个社会，并将其必然的内在联系理论化为一种辩证法成为可能。

资本辩证法的客观性源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的逻辑“自足性”（self-containedness），而不仅仅源于某种模糊界定的社会制度曾在历史上存在了一段有限时间这一粗浅事实。辩证法并不因为其作为一个组织原则而不是一个可直接观察、经验上可见的现象，就显得不够真实。因为这种逻辑在任何历史社会中都必须始终与不同程度的人类和使用价值的抵抗相抗衡，所以资本主义的规律仅仅以趋势的形式起作用。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构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阶段论（stage theory），以此作为纯理论与历史资本主义经验研究之间的中介。阶段论必须解释，在资本主义成长、成熟和衰退的历史中，哪些事件是资本逻辑运作的必然结果，哪些事件是对该逻辑偶然出现的人类和使用价值抵抗的后果。宇野弘藏（Kozo Uno）和宇野学派的其他成员已经发展了这样一种阶段论，但对该主题的探讨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最后提请一点注意。我一直试图展示马克思/宇野的资本逻辑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逻辑之间的对应关系。然而，资本辩证法的科学性、客观性和有效性，绝非源自或依赖于它与黑格尔图式的对应。它是源自该理论自身重现这一逻辑的能力——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当商品经济被允许调节社会越来越大份额的物质经济生活时，这种逻辑日益倾向于支配当时的经济生活。


注释与参考文献

注释


[1]: 关于在纯粹资本主义辩证理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规律与经济生活的一般准则之间关系的有趣探讨，我强烈推荐关根（Sekine）的文章《经济理论与资本主义》（"Economic Theory and Capitalism"），载于《约克政治经济学研究》（York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第一卷（1982年）。 ↩





[2]: 关根的《资本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Capital，1984年）以一篇长篇导言开篇。在该导言的后半部分（第60–86页），关根讨论了理论上的资本主义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还为资本主义纯粹理论和阶段理论两者的必要性进行了辩护，并对逻辑-历史方法进行了极具杀伤力的批判。 ↩





[3]: 在前一脚注提及的《资本的辩证法》导言中，关根谨慎地将研究资本主义的辩证方法与作为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理论区分开来（《资本的辩证法》第一卷，第18–49页）。 ↩





[4]: 本文中的“主题”（subject matter）、“研究对象”（object of study）、“主客体”（subject-object）和“理论对象”（theoretical object）这些表达方式在相同意义上交替使用。 ↩





[5]: 我对黑格尔与宇野/关根（Uno/Sekine）辩证法基本特征的论述，深受关根在《资本的辩证法》导言中的论述（1984年，第26–59页）、罗伯特·奥尔布里顿（Robert Albritton）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日本重构》（A Japanese Reconstruction of Marxist Theory，1986年）第7章中的探讨，以及最后帕特里克·邓恩（Patrick Dunne）在其未发表手稿《参照<资本的辩证法>中商品形式理论的黑格尔质量学说》（"Hegel's Doctrine of Quality in reference to the Theory of the Commodity-Form in the Dialectic of Capital"）中探讨的巨大影响。 ↩





[6]: 宇野、关根和奥尔布里顿讨论了资本主义纯粹理论中的范畴序列和历史中的范畴序列（奥尔布里顿，1986年，第一部分；关根，1983年，第70–77页；以及贯穿宇野文本的论述，宇野，1980年）。关于这一主题及相关主题的一篇优秀的简短介绍，见于关根发表在《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的一篇文章，《宇野理论：日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Uno-Riron: A Japanese Contribution to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1975年），第847–877页。 ↩





[7]: 关于流通论（Doctrine of Circulation）与存在论（Doctrine of Being）之间的相似性，我主要依赖邓恩（1977年）的论述；而在论述生产论与本质论（Doctrines of Production and Essence）、分配论与概念论（Doctrines of Distribution and the Notion）之间的对应关系时，我则依赖关根的《资本的辩证法》第一卷（1984年）和第二卷（1986年）。需要指出的是，为了确立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对应关系，我参考了华莱士（Wallace）翻译的《逻辑学》（Logic，1975年）。 ↩





[8]: 邓恩（1977年），第6页；关根，1984年，第257页、第264–267页；《黑格尔逻辑学》（Hegel's Logic），第389页、第479页。 ↩





[9]: 商品在资本家之间以偏离价值的价格进行交换，这是因为单个商品的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无论是用货币还是用劳动来衡量都是不同的。价格与价值的偏离是资本主义市场内在逻辑的表现，该逻辑通过私人的货殖（chrematistics）来安排社会生产。价值不能仅仅因为我们现在也可以谈论价格而被抛弃或忽视。价值继续将在历史上具有暂时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商品或市场交换，与所有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非资本主义社会）都必须进行的物质使用价值的经济生产联系起来。如果市场的形式运作与经济生活的实质方面之间没有区别，那么将它们联系起来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只有在那时，价值才会变得多余或不必要，正如一些斯拉法（Sraffa）的追随者所声称的那样。 ↩





[10]: 关根，1986年，第285–288页；关根，1984年，第55页。 ↩




8.1 过度决定是一个解决方案吗？

兰德尔·特拉达


“试想一下，性别规范的积淀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即所谓‘自然性别’或‘真正的女人’，以及任何数量的普遍且具有强制力的社会虚构；正是这种积淀，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一套身体风格，这些风格以物化的形式，表现为身体被自然地配置为相互处于二元关系的诸种性别。”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



近期理论主张的批判力度——这些主张呼吁认识到稳定而具有权威性的“我”的破裂，并要求对其在话语中的生成进行谱系学探究——在一般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这种影响则更为……犹豫不决，这也许是因为有人声称，一旦这种新颖的理论被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殿堂，人们就会被迫进入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但只要审视马克思主义辩论的内部历史就会发现，远在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发布其去中心化法令之前，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早就将工人阶级主体性提上了议程。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们则在致力于解决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无数问题，该辩证法曾忽视了家庭生产和性别认同的领域。因此平心而论，近来的后现代主义批判，对于一些已经对其概念装置的适用性进行日益深刻自我反思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非什么新鲜事。

然而，被称为理论上的“后现代”转向的核心在于人们日益意识到，这些“补充物”——女性劳动、种族、环境、性取向——起到了巩固和维持那些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等批判范式的关键二元对立的作用。有观点认为，努力建立一个建立在共同阶级过程基础上的共同体，是阻挠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等排他性社会实践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这个庞然大物的深层结构揭示了一种经济逻辑，它在其单一性中具有决定性且令人恐惧。它支撑并以复杂的方式“决定了”上层建筑或文化代码的表面循环，这些文化代码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种高科技的狂欢式混乱，并配有一群小丑政客和赛博格银行家。[1] 在这个表面上，所有的认知映射都被永久地扭曲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都是替代品和流动。一切皆是如此，唯独那个开明的“我”明显地逃脱了所有的拷问，置身于这个由寿司、卫星和拟像组成的自由落体运动之外。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地形学还能维持下去吗？

被贴上“本质主义”马克思主义标签的核心在于，它赋予了阶级主体压倒性的权重，而这些主体的“利益”可以由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占据的位置来决定。这种建构假定了该主体的同质性，并抹杀了其带有种族和性别特征的身份认同。近期的介入研究对本质主义理论提出了批评，因为该理论通常将社会总体结构化为一种本体论的二元论。[2] 这种本体论二元论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在表面现象的短暂性与更深层潜在的理性结构之间；在必然运动规律的内部领域与偶然性和历史意外的外部之间；以及在某种形式的多重因果关系之间——这种因果关系一方面规定了偶然的、局势性的因果因素，另一方面又规定了一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核心因素或不可变要素。

因此，这种二元论阐释了一种社会总体观，其中存在着需要由理论分析来把握的深层本质。这些本质直接或间接地构建了现实，但一个理论的“正确性”取决于它在方法论上如何占有构建社会整体的那些不可变本质。这样一来，解释就沦为在两个不相称的本体论领域之间——即必然性的深层结构与表面偶然的流动之间——实现充分的理论综合。[3]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即被置于一个封闭且有中心的社会总体内的主体性——导致了隐含着对某些形式的主体性、因果因素和内在必然规律的内在特权化的表述。其结果是，社会关系只有在参照其潜在本质（这种本质为它们提供了最终的确定性）时才能被理解 (Bertramsen 1991, 8)。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种“最终的确定性”构成了一个建立性的中心，它在将社会总体结构化的同时，自身却逃脱了结构化的过程。当“经济”充当这个建立性的中心时，人们就触及到了本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件。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本质化倾向的批判，都必须从质疑经济统一性的内在预设开始。经济不能被视为一个先验的统一空间，继而对社会总体的其他领域产生作用。本文将论证一种更具生产性的反本质主义分析，这种分析拒绝将经济描绘为“一个由内生逻辑主导的同质领域”，而是反过来主张它“是一个被政治斗争所撕裂和充满裂痕的异质性地形” (Daly 1991, 18)。政治往往从属于资本逻辑，其后果是，那些无法用阶级、经济规律或基础结构来解释的政治斗争和干预，被视为历史的偶然事件，它们“打断了而不是修改了资本正在展开的逻辑。其结果是，它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视为对历史发展根本规律的未经理论化的补充” (Bertramsen 1991, 17)。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方法，能够将对地方性和语境化微观斗争的分析与对压迫宏观结构的知识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包括一种对地方性保持敏感的微观分析，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并不将更大的结构性力量排斥在视野之外；例如，一种能够将“资本逻辑”作为这样一个宏观结构提供出来，同时又不贬低“差异”，并保持反基础主义认识论的理论。

近来马克思主义在多重因果关系方面所作的尝试，例如欧内斯特·曼德尔重要且具有分量的著作，之所以容易陷入本质主义，仅仅是因为它们并没有置换掉其试图最终逃离的本体论二元论。为了举例说明本体论二元论是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话语的，我们将简要考察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研究。[4]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第一章中，曼德尔清楚地概述了他的理论立场，该立场旨在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发展趋势及必然崩溃”的多重原因 (Mandel 1978, 34)。曼德尔在此对多重因果关系的强调，使他跻身于众多试图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引入复杂性并避免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列。

曼德尔指出，资本的必然规律可以解释从经济扩张到停滞的转变，换言之，可以预测资本的危机趋势。但最重要的是，一旦开启了一个扩张性长波，此前一直被曼德尔置于幕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就会被推到前台，并被锁定在特定位置。另一方面，只有资本主义的基本运动规律才会触发每一波段的萧条阶段；从长波扩张到长波收缩的过渡是一个遵循“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内在逻辑”的必然过程。

他对“多重因果关系”的强调仅限于从停滞到扩张的时期。曼德尔认为，最重要的是，新一轮长波扩张的启动“不能单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推导出来” (Mandel 1980, 21)。经济的好转是偶然的，是由“非经济因素”（黄金的发现、重大创新或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胜利）导致的，这些因素激活了对抗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反作用力。

通过坚持每个经济长波都由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所维持，他大幅削减了允许人类能动性和偶然性介入的理论空间。相反，他坚持认为


……否认一旦新的长波启动，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即系统的运动规律）必然会主导事物的进一步发展趋势，就等于否认这些运动规律在任何现实意义上能够发挥作用 (1980, 21)。



这段话的意旨在于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方式重申经济的特权地位，并确立其在社会总体层级结构中先验的因果效力。通过以这种方式赋予资本逻辑以特权，曼德尔试图规训来自任何其他话语的异端邪说——这些话语试图破坏经济所依托的同质性空间，并揭示可以被称为其政治建构过程的东西。但如果这一规训举动还不够，曼德尔接着严厉斥责了任何据称会使经济逻辑变得不合逻辑的“非经济”决定因素。


如果一个人相信，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外部非经济力量，并非每五六十年才发生一次，而是持续不断的，那么他就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马克思的整个经济分析 (Mandel 1980, 29)。



总之，曼德尔构建了一种允许考虑外生因素的理论，但最终将这些因素还原为仅限于那些有助于对抗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因素。一旦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开启了长波的扩张阶段，它们就会被置于一边，曼德尔便转而依赖于资本内在运动规律的抽象概念。最终，历史的发展被解释为资本内在规律的作用结果 (Norton 1988)。

必然性-偶然性二元论在曼德尔理论中的运作相当直白。对曼德尔来说，历史是必然性力量和偶然性力量的结合。如果必然性将系统推入危机，它就会失去对这场危机事件的支配权，而偶然性随后就会被带到舞台的前沿中心。但是留给偶然性运作的理论空间十分有限。只有当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将系统推向危机时，曼德尔才将这标记为人类能动性和偶然社会力量介入的时刻。

必然性力量与偶然性力量之间的分裂，使得曼德尔的理论能够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干净利落的分离：一方面是不容侵犯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即对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另一方面是被容纳在特定空间内的人类能动性，即历史的偶然力量。曼德尔的能动性概念从属于资本内在规律的运作。一旦资本重新步入正轨，它就会在人类干预之外呈现出自己的意志，直到大约在下一个五十年周期中再次崩塌。

这里的本体论二元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存在两个明确划定的边界；理论面临的问题是划定各自的管辖范围，并保持前一领域（必然性）的内部一致性，以抵御后一领域（偶然性）可能带来的破坏稳定性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第一个术语即必然性逻辑的首要地位得到了保障，免受来自“外部”的任何系统性威胁。“外部”影响必然性领域完整逻辑的唯一途径，是当这一逻辑陷入自身的自我矛盾之时。换言之，为了维持一种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可能性，曼德尔将能动性、偶然性和斗争限制在次要的角色上，它们的介入仅仅是对贯穿历史运行的更具统摄性的资本逻辑的补充。

对这一问题的通常修正是赋予必然/偶然二元论的第二个术语以特权；即把为了使逻辑发挥作用而被排斥出去的偶然性，重新解读到必然性逻辑之中。其结果是，结构性连接和必然性的所有可能性都变成了以能动性为条件的。赋予第二个术语以特权只会引来一种唯意志论的解决方案。例如，阶级斗争被直接解读进必然性逻辑中，动辄使其追求客观性的意志发生变形。[5] 因此，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辩论都集中在这一本体论断裂的动态上，对立的阵营互相否定对方的主张，理由是对方没有对能动性或结构给予充分的重视。此外，争论还围绕着应该将哪些要素归入二元对立的哪一边展开。由于使必然性-偶然性二元论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这些争论其实都是围绕着两条边界的延伸/回缩及其各自的内容而展开的 (DeMartino 1993)。这场争论的顶峰体现于E.P.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攻击——阿尔都塞试图通过清除《资本论》中的人本主义元素来将其置于更科学的基石上，这激使汤普森试图在历史中复活行动者、意识和意志，并重新唤起人们熟悉的人本主义特权：即有意识的人类能动性的中心地位。此后的争论便一直局限于二元论的理论域内，很少有试图打破这种格局的尝试。

8.1 过度决定作为一种解决方案？

本节将简要探讨雷斯尼克和沃尔夫（Resnick and Wolff）提出的一种不同解决方案的尝试，即不去反转，而是彻底置换这种二元论。他们最初的著作已被证明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成为“经济与社会分析协会”（AESA）工作组的基础。[6]

雷斯尼克和沃尔夫试图逃避构建本质主义话语的二元论，其基础是过度决定的认识论。一种过度决定论的认识论以下列方式反驳了上述必然性/偶然性二元论的两种主张。过度决定并不主张存在本质的原因；事实上，它认为现实是由多元的过程动态构成的，这种动态总是不断地跨界并融入社会相互交叉的领域中，以至于人们只能谈论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相对过程，而不能谈论确定的固定区域。社会所有边界的模糊化，源于对社会总体之过度决定性质的概念化，如此一来，每一个原因同时也是一个结果，反之亦然。


过度决定彻底改变了因果关系的观念。试图通过寻找最能或最多解释A的本质B和/或C和/或D来解释A的原因，变得徒劳无功……相反，过度决定始于一种预设，即事件A是由社会总体中所有其他事件所散发出的无数影响造成的。原则上……对A之起因的完整或最终解释是不可能的 (Resnick and Wolff 1988, 53)。



汇集并构建所有知识对象的多个过度决定过程的复杂组合得出了一个结论：理论永远无法提供一种“关于其本质原因的真实、充分、全面和完整的说明”。因此，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在这个关于社会现实的过度决定说明中理论的谦卑地位，那么任何对现象中结构并决定了“表面现象”的结构性原因的深入分析，就都是值得怀疑的。

总之，他们针对本质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解散硬性边界，并拒绝基于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区分对理论要素进行分类的尝试，来反驳其所依附的本体论二元论。过度决定认识论拒绝本质、层级、决定性的原因和结果；取而代之的是，它构想了一种策略，侧重于持续的流动和部分的解释，这些解释不寻求宏大的“真理”，而仅仅是关于某一特定过程（例如阶级过程）如何在受许多其他过程过度决定的特定局部位置上助于提供解释的“故事”。其结果是，社会分析不再是人们是否能够更接近社会“真理”之绝对性质的问题，而是放弃了这种“拜物教”，转而关注这个特定的过度决定叙事——例如，家庭中的阶级过程——如何能够与同样关注社会过度决定性质的其他激进叙事建立联系 (Fraad, Resnick and Wolff 1989)。如此一来，雷斯尼克和沃尔夫就摆脱了制造社会宏大叙事的指责，因为他们进入社会的特定切入点——即阶级的切入点——旨在促成其他民主斗争和激进叙事，从而影响那些话语并受到与那些话语过度决定关系的影响。没有什么是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影响不到的。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斗争，都在此过程中脱胎换骨。因此，在放弃了任何依赖于真实本质之知识的绝对真理主张之后，雷斯尼克和沃尔夫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为反资本主义斗争贡献一种特殊的知识：关于社会无数个场所中特定阶级过程的知识。

这种理论视角已经针对当代政治产生了一些极其丰硕的激进分析。他们强调阶级是剩余劳动的生产、占有和分配的过程，而不是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特定位置、具有决定性利益的人或人群的客观身份。阶级被视为一个过程，行动者在社会上的许多不同场所参与其中。例如，他们将家庭视为社会的一个场所，其中发生着独特的封建类型的阶级过程。最重要的是，通过将阶级过程认定为不是决定性的原因，而是包括性别、经济和政治等其他许多过程的局部且过度决定的结果，他们成功地提供了一种复杂的、反本质主义的分析，剖析了当代美国核心家庭结构中的压迫问题。在他们的分析中，他们承诺纳入了诸多内容，包括围绕性别认同意义的斗争，阻止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报酬的保守政治议程，阻碍女性获得避孕和堕胎机会的法律和非正式做法，重塑围绕女性与自身身体及自我形象观念之稳定意义的文化过程，以及关于婚姻、家务任务和亲子抚养的传统性别观念。


肯定女性劣势地位的性别过程并不必然或自动地将女性贬谪到家庭和家务劳动中。后者本身必须构成一个在社会层面上被贬值的领域，才能将性别上被贬值的女性分配到那里。其他文化过程必须将家庭生产和育儿评定为次要的、声望较低的、生产力低下的工作。只有这样，封建性基础阶级过程才有条件与赋予女性的劣势地位相结合，从而将她们委派为执行封建剩余劳动的角色 (Fraad, Resnick and Wolff 1989, 27)。



在这里，他们谨慎地提及其他过程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过程共同创造了在某一特定场所——在这是家庭中——结合起来的物质关系、意义和能动性的密集网络，并将女性置于一种剥削关系之中。

尽管这种理论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过度决定认识论依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与解释的可能性有关。通过以过度决定的名义置换必然性-偶然性二元论，那些以检验因果过程为前提的具体分析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一种指控，即该学派并没有逃脱其声称正在削弱其他理论解释力的正是那种本质主义。

首先，为了对抗将社会划分为必然性和偶然性两个领域的本质主义理论，过度决定学派通过宣称不可能定位任何决定性的原因和结果，打破了这一问题域。他们彻底废除了因果分析，这就引出了那个关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古老问题。难道为了废除决定论分析，就必须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模糊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一个人所能做的仅仅是撰写关于某个对象的部分分析，并否认声称某些过程可能比其他过程对该对象的存在更具决定性作用的任何可能性吗？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是建构关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度决定的社会总体的知识” (Resnick and Wolff 1987, 97)。但是，AESA学派为自己设定的这项任务，已经被证明是极其困难的。该学派在试图“解释”某个事件时，其大部分努力必定违背了过度决定本身的约束，因为为了甚至部分地研究某事物，那个过度决定的、不断变化的复杂过程群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被“冻结”，而过度决定本身也必须被悬置，“从而让某种因果关系能够被建构出来”并由分析者加以研究 (DeMartino 1992, 29)。在分析进行到一半时任意断言某事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因为它是被“过度决定”的，就等于否定了理论工程本身——该工程就是要提供解释（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因果关系，而是为什么一个人会这样看待而不是那样看待它的原因）——并能够合理地为这一立场进行辩护。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不想被一个又一个过程的历时性浪潮卷走，就必须去尝试共时性分析。

其次，正如德马蒂诺（DeMartino）敏锐指出的那样，过度决定问题的症结在于，它着手进行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它自身也没有逃脱其用来评判其他理论忠实度的那些反本质主义约束 (DeMartino 1992, 32)。雷斯尼克和沃尔夫强烈反对理论“内”（in）或“关于”理论（of）的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 (Resnick and Wolff 1987, 96)。他们明确地将经验主义——其假定存在一种能够通过敏锐观察而在理论上被把握的单一现实——和将概念还原为现实本质的理性主义，都贴上了两种本质主义认识论的标签。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过度决定是对象的在话语之外的属性，而理论必须随后对其进行映射，这就违背了他们自己研究纲领的基本原则，该原则本应避开任何通往“真实”的这种直接途径。因此，雷斯尼克和沃尔夫本人也没有逃脱认识论上的本质主义。在他们的分析尝试中，他们将过度决定视为话语外对象的客观属性，然后试图在反本质主义社会理论中去“反映”或捕捉它。如果要让反本质主义理论被认为足以符合其研究对象，就必须从“过度决定是反本质主义理论必须反映的话语外对象之属性”这一主张出发，然而这已经违背了他们的严厉准则，即理论仅仅是对一个永远处于过度决定过程的局部分析。那么，在他们的著作中，过度决定作为一种必须在理论中被复制的社会现实之客观属性，恰恰类似于被雷斯尼克和沃尔夫斥为本质主义的上述两种认识论的结构。雷斯尼克和沃尔夫陷入了他们自己在其他理论中能够熟练识别并加以批判的同样的本质主义陷阱。


8.2 话语理论作为对本质主义二元论的纠正

本质主义的话语是以一种本体论二元论为前提的，德里达主义者会像秃鹫扑向新鲜猎物一样扑向这种二元论。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必然性的一极试图将社会固定为一个稳定的差异系统。因此，理论的任务是指出隐藏在表面之下、由稳定对象组成的话语外领域，这些对象尽管隐藏在表面之下，却为社会生活确立了一种决定性的模式——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模式。正如瑟伯恩（Therborn）所写：


……科学是对特定对象的系统研究：该对象具有决定性模式或规律性的特征；一门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的出现，涉及到发现一种特定的社会决定性模式，而分析这种模式的运作便成了科学的任务（Therborn 1976, 101）。



当理论被恰当使用时，它旨在进行一种分析，以捕捉这一层面的对象及其之间的逻辑与必然关系，从而确定“实在”的效力。

诸如雷斯尼克（Resnick）和沃尔夫（Wolff），以及拉克劳（Laclau）和墨菲（Mouffe）等理论家试图对这种本质主义话语提出质疑，他们借用了后现代的一种老生常谈，主张“一切客观性的话语性质”。拉克劳和墨菲试图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霸权”这一概念在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话语中不断扩展，是为了接合逻辑与历史之间——或者说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面对历史的丰富性与偶然性，他们认为，将资本的内在运动直接解读为日常生活的斗争与对抗，使得所有的分析努力都变得极具问题。他们认为身份不能被还原为生产关系中的位置，资本的运动规律也不能被还原为具体的历史，据此，他们追溯了霸权概念的发展，将其视为一种试图弥合内在必然性的逻辑展开与政治偶然性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的尝试。

因此，对拉克劳和墨菲而言，把社会构想为一个有中心的、封闭的总体，并可还原为一种潜在的理性逻辑，这就排除了那些以严格受经济主义逻辑规定之外的形态出现的激进可能性。在“社会是不可能的”这一主张的旗帜下，他们认为社会只能由社会中不同力量的政治策略构建并不断重构，这些力量都在努力破坏其他不同的纲领，同时试图实施自己的“社会逻辑”。


如果社会具有某种终极的客观性，那么社会实践，哪怕是最具创新性的实践，在本质上也是重复性的：它们将仅仅是对……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事物的重演……但是，如果偶然性渗透到所有身份之中，并因此限制了所有的客观性，在那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可以构成“起源”的客观性……在这种意义上，“接合”是构成实在的最初的本体论层面（Laclau, 1990, 184）。



客观性并不是理论家“发现”的东西，而是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努力，将社会无休止的不稳定性固定并重新接合在一个由稳定的能指或节点（nodal points）组成的系统周围，从而构建出来的。

雷斯尼克与沃尔夫，以及拉克劳与墨菲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拉克劳和墨菲（1985）从这样一个初始前提展开论证，即话语试图将社会的偶然性固定在一个稳定的、具有霸权地位的意义与意指模式周围；而雷斯尼克和沃尔夫则根本不主张任何稳定性，甚至是潜在的稳定性；正如我们所见，所有的对象都存在于一种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的状态中。如前所述，这意味着对雷斯尼克和沃尔夫而言，社会分析的可能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通过强调社会的过程属性，他们淡化了那些适于社会分析的稳定模式和沉淀下来的社会实践。

同样，拉克劳和墨菲试图摆脱构建本质主义话语的本体论二元论，他们完全依赖于社会的话语建构，并依赖于社会“不可能”将自身建构为一个开放给客观研究的稳定系统这一论点。他们没有预设一个由稳定对象和逻辑关系组成的决定性层面，而是主张社会每一个层面都具有终极的偶然性；正如拉克劳指出的，“向更深地层的运动并没有揭示更高形式的客观性，而是揭示了日益彻底的偶然性”（Laclau, 1990, 182–3）。拉克劳、墨菲与AESA学派的区别在于，前者承认社会可以围绕话语的“节点”稳定下来，而后者则拒绝理论对象能在一个被霸权巩固的模式中稳定下来的任何可能性。

那么，拉克劳和墨菲在从他们的分析中彻底驱除本质主义话语的所有痕迹时，付出了什么代价？阅读他们艰涩的文字，人们可能会质疑其可理解性。然而，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以及其他许多人提出了更具实质性的反对意见，他们最近抓住话语分析无力承认压迫性宏观结构的存在这一点进行批评，而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最重要的，是资本的宏观结构。正如伯特兰森（Bertramsen）所指出：


话语分析往往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显然由具有不同稳定（或沉淀）程度的不同层次构成。这意味着必须认识到，断言一切在原则上都具有可变性，并不能确定实际的社会关系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化特征是否都同样能在同等程度上被改变（Bertramsen, 1991, 163）。



这一要点揭示出，反本质主义分析冒着与其本质主义对手截然相反的风险：它强调所有社会客观性的话语性，将一切都还原为一种平面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切都同等地可变，并同等地向反话语实践开放。

话语理论家所忽视的是一个合理的假设：社会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分层”的对象，也许其最终的根基是偶然的，但它仍然受到不同层次的必然性制约。但是，承认社会内部存在差异性的必然性，是否迫使我们向本质主义分析让步？也许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应该是逆转，而是应当置换本质主义话语的本体论二元论，同时避免上述AESA学派以及拉克劳和墨菲的主张所带来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后现代时刻所特有的问题：（a）它无法在其话语场域内固定出一种适于社会分析的稳定性与因果效力；（b）即使它确实关注到社会的固定性原则——基于“节点”的概念，即那些设法围绕一组接合原则将话语场域霸权化的主要能指，正如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那样——人们仍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种纯粹的话语方法无法把握那些在社会的话语性中支撑着固定性的持久结构规律。换句话说，话语分析无法认识到社会被划分为具有相对较高或较低稳定性和坚固性的模式。

例如，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劳动力的出售比投票行为要“沉淀”得多。换种说法，工人围绕变革进行的斗争通常集中在资本家作为工资篮子一部分所分配的剩余价值的数量上，而不是集中在将劳动力本身出售给资本家这一行为上。这种差异是巨大的。西方工业国家的斗争集中在前者而非后者，这一事实证明了一种深深嵌入的、偏向于资本逻辑的结构必然性，尽管周期性地存在着围绕工资的斗争。这里的论点是，话语理论没有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最终将使其聚焦于一个与其强调话语“表面”不符的层面。

这引导我们认识到社会向不同层面的相对“沉淀”，以及某些结构性力量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历史嵌入性。正是宇野学派（Uno School）在将这种社会分层理论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它为分析资本逻辑提供了一个轮廓，并阐明了该逻辑如何制约在其他分析层面上建构的其他对象，以及如何参与对这些对象的多元决定。


8.3 宇野学派

毫无疑问，后现代对“语言学转向”的痴迷激怒了许多政治经济学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主流学者——在他们看来，这种转向使得社会理论化中潜在的理性黯然失色。这种观点坚持认为，后现代走向流动性的趋势——及其对语言和文本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真实”。[8]

宇野弘藏（Uno）的前瞻性见解预示了近期左翼社会科学中趋向符号学理论的许多趋势。[9]他准确地指出，就目前而言，《资本论》是一部充满还原论倾向的文本，因此他提倡一种分析层次方法的概念。事实上，这类似于一种齐心协力的努力，旨在“解构”马克思主义者迄今为止一直视为神圣的文本，这部文本在其历史意义和革命真实性方面曾被认为是不可亵渎的。

由于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即本质主义分析核心的本体论二元论，对马克思经典文本进行宇野式的“解构”被认为是必要的。宇野洞察到，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不经意间混淆了分析的层次。在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研究中，包含了对局势政治、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的严厉声讨及其伴随的“真理”主张、工人阶级斗争、经济理论以及工人阶级主体构成理论的大杂烩。[10]所有这些不同的话语都干扰了宇野所认为的构成资本理论基础的辩证逻辑。

因此，他开始“拆解”马克思所构建的这座名副其实的城堡，并在此过程中提取了文本的合理内核——也就是他的学生托马斯·关根（Thomas Sekine）后来所称的“资本的辩证法”。但是，在撕裂马克思奠定其概念的理论脉络并对其进行根本性重组之前，这种辩证法的构建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他重新排序了马克思著作的关系逻辑，从而使得，例如，物物交换和商品交换之间不再混淆，而且在商品逻辑牢固确立之前不会引入劳动实体。

宇野认识到的是，马克思所奠定的能指链需要一种不同的关系逻辑才能“讲得通”，也就是说，为了克服其文本中某些还原论的倾向。[11]在此过程中，宇野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思想相呼应，即在任何文本中，都不存在肯定项，而只有差异；同一性完全是系统内部差异的产物。因此，就他与《资本论》的关系而言，宇野的介入打破了陷入矛盾且无法再解决的传统范畴逻辑序列，并将它们置于一个新的差异性序列中。他解构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陈规教条，并继续揭示：他的方法不仅清除了马克思文本中某些根本的还原论问题并使其彻底平息，而且还存在着创造性地重建马克思著作的可能性——这是后结构主义者所否认的。换言之，在他的解构努力之后，他继续奋进——越过脚下逻辑、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废墟与不连贯的碎片——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一个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该理论通过分析层次方法取代了还原论和本质主义的分析。

宇野学派将一种关于特定权力宏观结构（或者特别称之为资本的逻辑）的特定知识归功于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资本的逻辑是一种独特的辩证法，它是一个完全封闭且有中心的系统，建立在严格的必然性逻辑基础之上，并由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核心矛盾所驱动。这个系统之所以是封闭的，是因为它仅限于那些能够使该逻辑构建出一种“商品经济逻辑”的元素。这种逻辑在其完全的透明性中构建了资本的绝对同一性。本质与现象直接重合。在这个抽象层面上构建的元素没有以其他方式进行接合的空间，也没有“自由漂浮的意指”的机会；相反，这种逻辑唤起了一种绝对的叙事：由资本讲述的资本的故事。

这听起来可能很像是对必然性-偶然性二元论的一种复杂重构。宇野学派试图通过随后采用的分析层次方法来摆脱这一点。严格逻辑必然性的层面并不是关于非话语指涉物的反映论。它是一种激进的资本建构主义理论。资本并不对应于其外部任何“真实”的事物。尽管在这个抽象层面上可以假定其存在的历史条件，但不能被解读入这个层面的，是任何明确的非话语指涉物。宇野学派对分析层次的坚持表明了这一点，这意味着资本的逻辑绝非仅仅是对非话语对象（即历史或经济）的反映。


……单一的抽象逻辑可能会被各种其他力量所对抗，这些力量可能会使其发生偏转，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会在具体的层面上完全使其有效性归于无效。简言之，一种逻辑并不构成经验现实（Albritton, 1993a, 31）。



换言之，存在着各种反作用倾向——这些力量构成了辩证法纯粹内在主义的“外部”——它们不断地使之变形，在理论层面上阻止它最终达到一种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的稳定客观性。[12]

然而，宇野学派并没有因此认为一切都是过程化和过度决定的，也没有将一切都归结于话语性，相反，该学派提倡三个相对自主的分析层次，并借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实”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一种一致的认识论逐步把握的连续体，而是不连续的。[13]

这种构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方法有很多优点。它似乎能够更好地立刻把握资本的宏观结构逻辑，然而同时它既非还原论也非本质主义。人们可能会想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瑞斯尼克（Resnick）和沃尔夫（Wolff）是如何陷入试图在理论中直接反映现实的过度决定本质这一陷阱的。宇野理论认识到现实在本体论上的不连续性，在各个方面——理论的内部以及对理论本身的理解上——都致力于反本质主义，并在较低的分析层次上提请人们注意所有对象的话语性和过度决定的本质。此外，它认识到资本的逻辑在历史层面上沉积为不同的形式，从而避免了降临在AESA学派以及拉克劳和墨菲身上的那种激进关系主义。宇野的方法由于坚持一个精确对象（即资本）的宏观结构效应而取得了进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资本的辩证法）的目的是“揭示”并理解资本的完整逻辑。它不是从外部观察和评估“那里”的资本主义运作，也不是提出可能经受经验检验的各种假设……资本的逻辑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通过尝试性理论化及其经验证实交替进行的步骤来学习（Sekine, 1993: 8，重点为作者所加）。

关于资本主义的知识不是一个算法过程。这种知识是通过理论生产的过程产生的。为此，宇野学派与阿尔都塞非常相似，提出了一种阅读《资本论》的新方法。阅读这部著作就是要认识到，精确的研究对象是在话语上建构的，而不是对“外部世界”某物的简单反映。换言之，三卷本的《资本论》既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理论，也不是关于阶级斗争、经济危机或英国社会的叙事。宇野学派告诉我们，阅读《资本论》就是要与所有表现现实主义的观念决裂，这些观念预设了理论与理论外客体世界之间存在一种毫无疑问的、直接且简单的关系。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以自身的思想武器库进行干预，打击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隐喻与修辞，并用一种新的叙事——以“资本的逻辑”的物化效应取代资本所谓的良性秩序的叙事——重新接合将自由主义政治教条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关系性话语逻辑。


8.4 结论

在非常笼统地概述了宇野理论（Uno theory）的宽泛轮廓之后，作为结论，我们应当注意该理论是如何试图克服本质主义理论中固有的本体论二元论的。首先，它试图通过以下方式来克服这种二元论：（a）取代那些赋予这种二元论以凝聚力和意义的预设；（b）提供一个空间，使人们能够同时审视宏观和微观分析，而不必为了其中一个而牺牲另一个。

为了进行最后的比较，此处将简要回顾支配必然性/偶然性二元论的各种预设。该二元论建立在将社会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的基础之上：前者提供稳定的客体、内在运动和规律，而后者则是从这个先在的必然性区域中被驱逐出去的一切。AESA学派以及拉克劳（Laclau）和墨菲（Mouffe）都对这一预设提出了质疑，他们分别提出了关于社会的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理论和话语性（discursivity）理论。在这些理论项目的某些方面，宇野理论与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宇野理论同样与一切形式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决裂。它与AESA学派以及拉克劳和墨菲一样，都强调知识和“实在”（the “real”）的话语性质。然而，人们也可以在宇野理论中看出与这种向后现代转向的确定性决裂：（a）它将权力的宏观结构定位在资本逻辑之中；（b）它对社会的分层性质具有更为成熟复杂的见解。

在宇野理论中，过度决定作为客体存在的条件，并不适用于所有客体。相反，它认识到有一个客体，即资本，易于接受一种封闭的分析，由此它的过度决定关系被搁置，直到其特定的逻辑性质被揭示出来以供批判性分析。这种批判性分析揭示了资本的宏观结构，这是一种突显资本趋势的叙事，其形式不受外部偶然性的影响，将一切都包容于商品-经济逻辑之中。最重要的是，宇野理论并没有假设社会被划分为两个本体论上不相称的领域，且被一条“相互限制其影响范围的边界”（DeMartino 1992, 86）所分隔，而是彻底模糊了这些界限。必然性领域在宇野理论中是一种没有话语之外指涉的辩证逻辑，这有别于曼德尔（Mandel）将其视为现实客观特征的观念。在这一层面上建构的客体，与在较低分析层面上社会的积淀形式（sedimented forms）接合（articulated）在一起。与上述更具话语性和过度决定的分析不同，这种分析层次（levels of analysis）方法承认社会的不同层面，因此无法用一种无所不包的方法论来把握社会。中观层次的分析，即阶段论（stage theory），通过一种探索社会积淀区域的更具结构性的逻辑，来建构其客体——资本积累的特定阶段。伯特兰森（Bertramsen）探讨了这种积淀概念的性质：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其政治“起源”逐渐被遗忘，社会变得日益积淀……社会行动者在参与日常活动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反复出现的意义和行动模式……如果不受干扰，这些递归实践将导致社会日益制度化和常规化。因此，我们应当说社会已经变得积淀了。然而，一旦其积淀形式受到挑战，例如在发生异议、冲突、公民不服从的情况下，社会的政治“起源”就会被重新激活（Bertramsen 1991, 30）。



在宇野方法中，这一分析层次——阶段论——伴随着对资本逻辑的抽象知识，建构了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配置以一种调节模式凝聚在一起（即被积淀）的方式，从而锚定了一个特定的霸权规划（hegemonic project），除其他事物外，该规划为资本的积累战略提供了支持和存在条件。在研究了这些积淀效应之后，第三个分析层次，即历史分析，建构了在阶段论层面上所概述的社会各个积淀区域的发生过程。换言之，它确立了它们的“政治”起源。

综上所述，可以说宇野方法在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适度的理论进展。然而，关于其理论项目的性质，必须予以一点提醒。分析层次方法试图推翻本质主义认识论项目的一种方式，是它侧重于在理论内部建构其客体。也就是说，资本逻辑产生了一种抽象的内在运动规律；阶段论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的轮廓，说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跨度内，积累规划是如何通过社会在政治、文化和经济场所中的各种斗争而积淀下来的；而历史分析则追溯了这种特定积累战略的发生过程，并揭示了这种积淀的政治-霸权规划的政治起源。这是一种对变迁和微观政治斗争更为流动的分析。

例如，人们可以使用分析层次方法来探讨某个特定客体——比方说，将大众媒体意识形态以及政党和智库话语中所反映的后消费主义对新自由主义主体的建构理论化。在这里，该客体并不像某些研究（比如研究1973年至1993年这二十年间安大略省南部汽车制造厂工作场所的变迁）那样，同等地易于接受三个在方法论上截然不同的分析层次。前一项研究为了避免还原论分析，即避免将主体位置的质询（interpellation）仅仅视为企业资本的素材，将仅仅使用阶段论和资本逻辑来为分析建立一个非常宽泛的语境框架。后一项对制造工作场所的研究则会受益于三个分析层次之间一种不同的、或许更加“协同”的关系。总而言之，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不能以算法式的（通过先验的方法论协议）来确定，相反，人们必须依赖于分析层次与所建构客体之间关系的逼真性（verisimilitude）。

分析层次方法可以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本质主义契机之上。为此，它使得理论与其客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本文试图通过与克服本质主义理论二元论的其他努力进行比较，来把握宇野方法中的这种理论遗产。以在某种纯粹意义上不存在超越理论的客体这一主张，来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的性质提出疑问，这意味着“实在”的性质完全是不连续的。提出这一主张，就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一种后现代的契机。如果提出的主张达不到这一高度，很可能就会在正统的礁石上日渐衰退，并重弹老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再也提不出任何新的见解。

注释


[1]: 例如，根据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说法，一旦人们对资本的运动及其结构性要求有了充分的理解，社会那种变动不居和看似朝生暮死的现象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它不是某种自成一类的东西，而是进入新阶段的资本积累逻辑的效应： ↩




> 尽管目前的状况在许多方面有很大不同，但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所定义为任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根本的那些不变要素和关系仍然闪耀着光芒，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比以前更加明亮地穿透了弹性积累所特有的所有表面泡沫和转瞬即逝的现象（Harvey 1989, 188）。

灵活性、流动性、去中心化的身份，仅仅指向更高阶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受其规训：即全球规模的资本权力（117, 159）。一个有趣的理论回应可参见吉布森-格雷厄姆（Gibson-Graham，1993）。





[2]: 构建本质主义话语的“本体论二元论”一词，引起我注意的是乔治·德马蒂诺（George DeMartino）在1992年秋季“重思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 Marxism）会议上提交的一篇论文。 ↩





[3]: 德马蒂诺对这一边界争论的解释如下： ↩




分隔这些不可通约领域的边界是武断且不稳定的。最初勾勒这一边界（这被理解为……对经济科学而言是必要的）实际上必定先于这门科学本身（1992, 第6章）。





[4]: 关于曼德尔（Mandel）的这一部分，我非常感谢布鲁斯·诺顿（Bruce Norton，1988）提出的论点。 ↩





[5]: 关于这一论点的详细阐述，参见奥尔布里顿（Albritton，1986）。 ↩





[6]: 在本节中，AESA以及雷斯尼克和沃尔夫（Resnick and Wolff）的著作——尽管其中一些存在差异——将代表一种总体立场；因此，它们的名字将被互换使用。 ↩





[7]: 除了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的《科学、阶级与社会》（Science, Class and Society，1976）之外，大卫·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1989）也是这种方法的范例。 ↩





[8]: 后现代/结构分析的转向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取得了最好的成果，这与美国大学英语系所做的更为晦涩的研究不同。不同领域的女性主义者在发展这一理论焦点的某些更激进的含义方面取得了进展；例如，参见巴特勒（Butler，1990）、康奈尔（Cornell，1991），以及弗雷泽和尼科尔森（Fraser and Nicholson，1990）。 ↩





[9]: 毫无疑问，后现代理论有其弱点，特别是在法国虚无主义倾向方面。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81）和克罗克（Kroker，1991）例证了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思想中的失衡，他们试图仅仅沉迷于偶然和晦涩的“无意义”之中。同样，我们也目睹了雷斯尼克和沃尔夫以及拉克劳和墨菲分别如何屈从于“话语过载”（discursive overload）。但这绝不是拒绝后现代理论所提供的某些深刻见解的理由。事实上，后现代理论的某些方面可以强化宇野理论，而宇野理论也能遏制其部分过度倾向。 ↩





[10]: 对关于主体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有趣分析，参见阿马里利奥和卡拉里（Amariglio and Callari，1989）。 ↩





[11]: 阿马里利奥和卡拉里在对马克思文本的解释上也有类似的共鸣： ↩




> 所有话语（不仅是马克思的，也包括斯密或李嘉图的话语，或者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话语）都可以被解读为由不同的秩序构成，在这些秩序中，能指被接合到话语中以产生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不同的话语是符号的不同构成，而不是对基于经验给定的分析客体的不同解释。……因此，例如，马克思赋予其核心概念（如价值、经济、意识形态）的意义并没有固定的经验指涉。这些意义之所以被如此建构，是因为马克思面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意义，通过着手制定一套不同的优先事项，对抗了这一学派——及其政治理论的优先事项（Amariglio and Callari 1989, 42）。





[12]: 标准意义上的客观性，指的是社会存在有可能被固定在一种稳定的关系集合中，而这些关系通过适当的方法论协议向分析者显现。这并非与宇野理论（尤其是关根 /Sekine/ 所概述的理论）结合使用的“客观性”定义。就宇野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客观性而言，它并非处于科学/意识形态的连续体上，而是意指在资本辩证法的最抽象层面上所揭示的逻辑透明度。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作为绝对必然性而展现的客观性，是客观性在其他分析层面发生变形之前的透明度。因此，只要他们认为这种变形是可能的，他们对客观性的定义就不在于主体/客体的二元论中。换言之，“客观性”是一个被争夺的能指，它被重新接合，从而脱离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并被置于一种不同语言游戏的关系之中；比如像罗蒂（Rorty）的团结概念那样的东西（Rorty 1985）。 ↩





[13]: 雷斯尼克和沃尔夫依赖于过度决定的单一本体论；同样，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偶然性和否定性是所有社会现实的本体论公设。关于与这些立场不同的宇野立场的讨论，参见奥尔布里顿（Albritton，1993a）。 ↩




9.1 纯粹资本主义层面的消费

罗伯特·阿尔布里顿 (Robert Albritton)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受到了来自多种视角的批评，理由是它过分偏重生产领域，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消费领域，或者或多或少地将消费领域视为生产的被动反映。[1] 虽然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但这种片面性所存在的问题，与其说存在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不如说是存在于马克思这部著名著作被解释和运用的方式中。对于许多解释者来说，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抽象经济规律要直接、无中介地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中。[2] 因此，如果在抽象经济规律中生产领域是首要的，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在经验社会现实的层面上，生产领域也必然始终以相同的方式和程度占据首要地位。但这一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将资本的运动规律构想为一种纯粹资本主义理论，并对它们在特定具体社会环境中的影响程度和效用问题保持开放态度，那么，在具体层面上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绝不意味着会直接映射抽象理论层面的关系。只要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就可以预期生产是重要的；但在具体层面上，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具有它在抽象理论中那样纯粹的属性，因此，在具体层面上，消费领域可能以复杂的方式与生产发生联系。本文试图论证的是，如果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视为一种关于资本内在逻辑的理论或纯粹资本主义理论，那么生产显然对消费具有决定作用，而消费或多或少是被动适应的，至少在这种抽象的分析层面上是如此。[3] 此外，尽管生产在资本最深层本质中的首要地位表明，这种首要性确实是资本主义在其内在逻辑中的特征，但在更具体的分析层面上，不仅生产的首要地位可能会大大削弱，而且这些领域的概念化本身及其相互之间的接合也可能使得像“首要性”这样的范畴变得不再适用。

我撰写本文的部分动机，源于诸如鲍德里亚（Baudrillard）等思想家的流行，他们将当今服装时尚看似任意的特征作为一种范式，将商品概念化为一个符号系统，其意义仿效索绪尔的理论完全由一个差异系统所构成。[4] 鲍德里亚（1975, 121）在有关商品和消费的文化与象征维度方面提出了有趣的见解，但他这种概念化的总体效果是将经济学坍缩为文化，或者也许是将经济学和文化双双扁平化，变成了受“极权符号法则（The Totalitarian Code）”支配的符号系统。作为能指链，商品对于鲍德里亚而言似乎已经失去了其在使用价值中的根基。[5] 我想，如果有一位深受鲍德里亚影响的当代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她大概会说：“让他们吃符号吧”。

在本文中，我不打算对鲍德里亚进行系统的批判，但挑战其思想的意愿确实构成了我进行理论探讨的一种背景。[6] 我对消费领域进行理论化的方法，借鉴了日本政治经济学家宇野（Uno）和关根（Sekine）关于三个分析层次的思想。[7] 按照宇野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科学，这门科学在最抽象的层面上由资本内在逻辑理论构成，在中层理论层面上由不同发展阶段最典型的资本积累的抽象类型构成，而在最具体的层面上，则由从资本主义视角的历史变迁分析构成。[8] 这三个层次并不是通过简单的演绎或归纳相互联系的，尽管详细探讨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对三个层次中各个层次的消费领域的讨论，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如何构想层次间的关系。[9]

9.1 纯粹资本主义层面的消费

纯粹资本主义社会是站在自我调节的商品经济逻辑的视角所构想出来的社会，在这里，所有的生产都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它不是那种在赋予使用价值和人类以充分发挥空间意义上的具体社会，这是因为社会关系只有在能够被自我增殖的价值通过商品经济的方式进行管理的限度内，才会进入该理论。但是，如果所有的生产投入和产出都被完全商品化（其中关键的商品是劳动力），社会关系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受到这样的管理。完全商品化预设了在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语境中，不存在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反，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联系都是由物作为中介的：即商品、货币和资本。或者用马克思简练的隐喻表达来说，社会关系被还原为“现金交易关系（cash nexus）”。

只要经济被完全商品化，个体主体最终就会被还原为经济范畴的承担者。因此，一个特定的资本家，无论他或她对工人或环境有多么关心，都必须赚取足够的利润，否则就会破产。或者，一个特定的工人可能会辞去为某个特定资本家做的工作，但他或她最终必须为另一个资本家工作，否则就会挨饿，而竞争压力将倾向于使各个资本家提供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趋于同质化。这是因为我们假定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生产都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并且存在且仅存在三个阶级：资本、劳工和地主。国家、家庭和意识形态处于背景之中，但在这种抽象层面上，除了非常形式化的术语之外，无法对它们进行理论上的详细说明，因为它们可能涉及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使用超经济的强制力。或者换句话说，它们并没有完全受到商品经济逻辑的管理。

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性是由价值的运动构成的。或者换一种说法：社会关系被完全物化（商品化）了。价值是所有商品所共有的属性，即它们都是同质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产物。价值使得它们可以被交换，而交换是社会联系的唯一形式。作为价值，商品仅仅是狭义经济学意义上的符号，因为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标志着社会总劳动在各类商品生产中的分配。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被构想为具有质的差异属性的物质对象。正是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发起了他的批判，认为使用价值与价值一样具有社会性，因为它最终依赖于一个被社会建构为符号系统的需求体系。[10] 与此相对，我的观点是，在这种抽象层面上无法发展出广泛的需求理论。在纯粹资本主义的语境中，我们所能说的一切仅仅是：某些事物凭借其物质属性在社会上是被需要的，但我们无法详细说明哪些事物被需要或为什么被需要，除非在非常宽泛的类别中——这种类别不是由具体个体的需求决定的，而是由自我增殖的价值的需求决定的。

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它具有作为价值普遍来源的使用价值。土地作为一种商品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它具有作为一切生产基础的使用价值。生息资本形式的资本作为一种商品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它具有产生利润的使用价值。在再生产图式中，马克思对进入工人和资本家个人消费的使用价值与进入资本家生产性消费的使用价值进行了区分。[11] 为了产生利润，资本家消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为了生存，工人消费由工资购买的一篮子使用价值，而为了生活得更好，资本家则消费海量的使用价值。但在这一抽象层面上，我们无法明确具体是需要海狸皮来做大衣，还是需要牛肉来做汉堡，抑或是需要汽油来驱动汽车。

历史上和社会中特定的欲望与需求至少部分是由文化决定的，但对意义和象征主义的研究需要考虑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在纯粹资本主义中是不存在的。因此，使用价值和消费的文化维度必须在更具体的分析层面上进行研究。只要我们想要将资本的内在逻辑进行理论化，就应当将使用价值主要视为商品的物质和质的方面，商品正是凭借这一方面而被需要的。在这种语境下，使用价值的社会性基本上是空洞的，除非价值赋予其内容，如上面提到的劳动力等情况。换言之，除了那些直接由价值关系决定的宽泛类别之外，我们无从知晓哪些使用价值是社会所渴望的。因此，例如，劳动力之所以被资本家需要，是因为它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我们不知道工人们为了出行，是购买马匹、自行车、摩托车、汽车，还是公共交通月票。此外，人成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因此只能在诸如“工人”或“资本家”这样的宽泛类别中加以规定。我们无法规定性别、年龄、种族、族裔、宗教、婚姻状况、国籍或人的任何其他特征。实际上，所有人都且仅能被划分为三个社会类别：资本家、工人或地主。地主拥有所有的土地，资本家拥有所有的资本，而工人出卖他们的劳动力。需求和欲望无法被详细说明，除了可以指出：所有人都必须消费最低限度的使用价值以求生存。除此之外，我们对于资本家（无论是生产性消费还是个人消费）、工人和地主所消费的使用价值的典型范围一无所知。

因此，在被视为资本内在逻辑的价值规律中，使用价值并没有被理论化为主体、需求与客体之间的关系。[12] 实际上，这正是庞巴维克（Böhm-Bawerk, 1949）和边际效用理论家们通常构想使用价值的方式。边际效用理论的出发点通常是孤立的、有需求的个体在使用价值的自助餐厅里投下美元选票。马克思价值规律中的使用价值与这种方法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价值规律中，个体主体因为从属于作为自我增殖价值的资本而被客体化了。除了那些由价值运动直接决定的需求外，需求无法被具体规定，因此在价值规律中，没有独立需求理论的容身之地。除了必须以某种方式分配以确保必要的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可供使用之外，所生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实际范围无法被详细说明。因此，萨林斯（Sahlins, 1976, 170）所谓的“通过符号系统中的关联，为男人生产裤子，为女人生产裙子”的主张并不适用于这一抽象层面。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中，我们无法确定男人是穿裤子、穿裙子，还是什么都不穿。

基于对马克思价值规律的这种解释，就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必须将生产领域视为首要的，而将消费领域视为次要的。资本的首要目标是使利润最大化，而利润完全是在生产领域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将资本本质上理解为自我增殖的价值，那么关键是要认识到，价值只能通过使劳动和生产过程从属于自身来实现自身的增殖。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包含“为生产而生产”，以此来表达生产的这种首要地位。[13] 这是一个重要的主张，因为它与受边际效用理论影响的大多数经济理论中非常普遍的“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是基于马克思的观点，即资本进行生产仅仅着眼于利润，而且只能在事后才发现其生产的东西是否被社会需要。此外，如果我们通过一个危机周期来考察资本的运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消费必须被动地适应生产领域的扩张或收缩。在繁荣阶段，资本不断扩张，产业后备军随之减少，且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推高了工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这一阶段，工人能够扩大他们的消费。一旦危机爆发且生产收缩，工资就会下降，消费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可以准确地说，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领域对消费领域具有明确且决定性的首要地位。生产是利润创造的活跃中心，而消费则被动地适应它。此外，消费领域仍然处于相对未加以具体说明的状态，因为除了由自我增殖价值的需求所决定的宽泛类别之外，我们并不知道进入消费领域的使用价值的范围。


9.2 阶段理论层面的消费

在纯粹资本主义层面，经济生活因被纳入价值自我增殖的必然性逻辑而紧密统一，但在阶段理论层面情况并非如此。由于阶段理论是在更具体的分析层面上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能再假设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投入和产出都会完全商品化。在这一层面，经济具有其存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因此被理论化为一组相对自主的实践。例如，从历史上看，劳动力一直抗拒被商品化，结果其商品化从未是彻底的。因此，阶段理论必须关注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劳动力商品化的典型程度和广度，以及这种程度和广度是如何不仅通过经济手段，而且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手段得以维持的。

此外，在阶段理论层面，我们需要具体说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使用价值范围。因为正是通过具体说明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使用价值，才构成了将特定阶段的资本积累模式理论化的基础。因此，羊毛的包买制生产是重商主义阶段最典型的特征，产业资本的棉花工厂化生产是自由主义阶段最典型的特征，金融资本的钢铁生产是帝国主义阶段最典型的特征，而跨国资本的汽车生产则是消费主义阶段最显著的特征。[14]

在资本内在逻辑层面，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被整合为一个紧密的逻辑总体，其中生产占主导环节。在阶段理论层面，这种逻辑结构转化为相对自主的制度机制，在这些机制中，首要地位究竟在哪里已不再那么清晰。不仅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决定，而且经济本身也分化为相对自主的领域，以至于生产领域相对于流通、分配和消费领域的首要地位不再那么清晰或具有决定性。由于获取利润对资本主义处于核心地位，生产领域必然是重要的，但可以想象的是，在真正的大众消费阶段，消费本身可能与获取利润紧密结合，也就是说，为了获取利润，可能需要非常积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干预，以不断扩大消费（有效需求）。

消费领域是如何构成的，以及它与生产领域的关系，在不同阶段各不相同。由于我在中层理论层面的关注点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我的焦点仍然不是整个社会，而是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中最典型的资本积累形式。以下是对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中消费构成某些差异的概述。

在重商主义阶段，最典型的资本积累形式是羊毛包买制，包买制工人除了食物、衣物和住所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消费。[15] 此外，他们消费的大部分物品要么不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要么是由仅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生产关系生产的。由于在包买制中，家庭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因此生产劳动和消费劳动并不总是清晰明确的。当时没有太多的家务劳动要做，而且丈夫和孩子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家务，因为女性的纺纱劳动备受重视，由于技术原因，纺纱的速度通常跟不上男性织布劳动的速度。

在自由主义阶段，当基本生产单位从家庭转移到工厂时，家务劳动和消费劳动就与生产劳动明确分离了。[16] 我不想试图追溯其全部含义，但显然这种变化必然对消费的组织产生巨大影响，消费现在在时间和空间上很大程度地与生产分离开来，并且在更大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消费。

在帝国主义阶段（该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0年间在德国和美国达到了最经典的表现），我们看到了现代消费主义早期迹象的发展：实际工资有所增加，工人可购买的、除了食物、住所和衣物以外的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的种类有所增加，以及现代大众媒体和广告发展迈出了第一步。资本家试图通过发展“科学”管理和旨在收买工人忠诚的家长式计划，来遏制这一阶段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和工人的战斗性。使用价值生产最典型的形式从棉花转向了钢铁。在钢铁工业最发达的两个地区，即德国的鲁尔区和如今被称为美国“铁锈地带”的地区，大型钢铁公司通常为社区提供低成本住房并建造一定的便利设施。然而，还应当指出的是，美国的健康和安全条件极其恶劣，钢铁行业中每年约有25%的非熟练工人受伤（Brody, 1960, p. 101）。此外，钢铁工业的工人还要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年工作365天（假设没有裁员，但实际上裁员很频繁）。这种工作日程安排不会留下太多时间用于购物（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由妻子来完成）以及其他与消费相关的活动。

在消费主义阶段，作为领先工业国美国的产业工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买得起像汽车这样复杂而昂贵的使用价值。事实上，与之前的所有阶段相反，在这个阶段，消费领域开始承担起足以与生产领域相匹敌的重要性。此外，政治和意识形态都积极干预，以确保消费领域能够继续尽可能地扩张。大众广告，特别是通过电视，能够赋予商品情欲色彩，而商品化——无论是否特指资本主义的商品化——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全球所有地区。商品前所未有地成为地位的象征，购买商品的能力通过债务扩张延伸到了早期阶段闻所未闻的程度；然而，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生存需求仍然是一个难题。

这段对资本主义发展连续阶段中消费领域某些特征的极简概述，旨在表明，消费领域中发生的事情及其组织方式在不同阶段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但阶段理论基本上是共时的，它勾勒出了与特定阶段资本积累形式相关的典型抽象类型。我在阶段理论层面的目的，是探讨最典型的消费类型，以及它们是如何与经济的其他区域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非经济领域相接合的。


9.3 历史分析层面的消费领域

既然前两个更抽象的分析层面主要是共时的，那么这个层面的主要关注点就必须是对变化的研究。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研究各种不断变化的消费者主体位置的社会建构、它们如何与其他主体位置相关联，以及它们如何赋予或剥夺那些占据这些位置或被这些位置所占据的人的权力。尤为重要的是阐明需要、欲求和欲望的社会建构，因为它们将人类的精力引导至对一系列商品的觊觎和消费之中。[17] 我甚至不打算着手去描绘资本主义时代消费领域的历史演变。相反，我想指出在这个最具体的分析层面上，消费的一些维度以及研究消费时面临的一些问题。

首要且最大的问题是界定我们所说的“消费”的含义。在纯粹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它的含义非常清晰和明确，但在历史分析的层面上，它变得极具潜在的丰富性，以至于任何试图对其进行界定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几乎所有东西要么是商品，要么被当作商品对待，我们很难分清消费在哪里结束，而生活的其他领域又从哪里开始。我们消费服务。我们是否消费爱人的性服务？我们是否消费父母的养育服务？我们消费休闲，但我们是否消费一个午觉？我们是仅仅消费那些我们最终用金钱购买的东西，还是也消费那些通过其他类型的交换、交易或我们生命能量的支出而获得的东西？例如，当朋友还人情时，朋友提供的服务是被我消费了吗？或者当我们消费物质商品时，我们是否也在消费环境？我们是否“消费”了我们呼吸的空气？在当今的历史时期，“消费”一词的内涵已被极度扩展，以至于它的含义不再清晰。当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个行为都能被视为一种消费行为时，这或许说明了我们目前所处的资本主义阶段的某些特征。

假设消费主要针对的是商品或类商品的事物，并且我们或多或少知道哪些类型的事物属于商品，那么我们需要考察：


	作为商品被消费的事物范围，以及它们的商品化程度。

	它们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以及由谁生产（是否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生产）。

	它们是如何被消费的（特别是谁在从事与消费相关的何种劳动）。

	谁在进行消费，以及出于何种原因。

	消费的组织方式如何与反对剥削和支配的斗争相关联，或者更广泛地说，在消费领域中盛行着何种权力关系？



在资本主义历史的不同时期之间、全球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作为商品被消费的事物范围可能会有很大差异。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可能不消费任何商品。挨饿的穷人可能消费不到足以维持生存的东西。此外，被消费的事物类型可能截然不同：从面包到战列舰，从羊毛帽到水电大坝，从鞋子到交通系统，从简陋小屋到空间站。

物品的技术越复杂、越昂贵，政府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就越大。消费越具有集体性，政府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同样越大。此外，资本主义越发达，某种事物的消费与其他事物的消费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就越高（Hirsch, 1976, 2）。因此，例如，汽车的消费依赖于道路。最后，某些人对某些商品的享用可能会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其他人或子孙后代当前或未来的享用（Hirsch, 1976, 4）。例如，如果太多人消费汽车，由此产生的交通拥堵可能会使得一开始消费汽车的目的落空。或者，如果这一代人沉迷于破坏环境的消费，这将影响子孙后代的消费。

各种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也是一个需要考察的重要问题。在最纯粹的形式下，商品是由大量生产者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面向一个由数量不定的消费者组成的非人格化市场。那些被买卖但未完全满足这些严格标准的产品，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仍具有类商品的特征。例如，以成本加成方式为政府生产的军事产品仅具有部分类商品的特征。

商品或类商品可能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或者由自雇劳动、家务劳动、封建劳动、奴隶劳动，抑或是由自组织的集体劳动生产，在此仅提及一些较具代表性的类型。生产商品的生产关系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对其消费产生影响。构成消费劳动最大份额的家务劳动，将直接影响消费的组织方式。此外，廉价劳动通过降低商品的成本，将会扩大其市场。最后，越多的商品以资本主义方式被大规模生产，大众消费就越会成为融入资本逐利循环中的一个关键环节。[18]

商品是如何被消费的？它们是由个人、家庭，还是由更大的群体或集体，抑或是由作为整体的公众消费的？不同类型的商品，其消费方式或偏向于个体性，或偏向于集体性。交通系统（通常仅具有“类商品”特征）是被集体消费的，而牙刷则是被个体消费的。探讨与消费相关的劳动种类同样至关重要，例如购物、运输、加工或组织。一包蛋糕预拌粉可以被购买、运回家、烘焙，然后在自己组织的生日聚会上供应。这些步骤中的每一步都涉及不同种类的劳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谁进行消费以及出于何种原因进行消费的问题上。这里的“谁”不必是个体，也可以是一个群体或一个法人，如国家或公司。消费可能出于多种原因。一些原因是自我保存、自我提升、自我庆典、自我展示、自我逃避、自我毁灭，或者可能是完全任性的原因（这里的“自我”可以指一个异质性的集体主体）。我们还通过现代广告了解到，可以通过迎合人类的各种情感——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欲——来使商品具有吸引力。

消费的一个功能是通过消费某些商品而获得地位的提升。在其关于消费的一些理论构建中，鲍德里亚（Baudrillard, 1981, 68）似乎将这种地位功能扩展为一种普遍的符号系统，该系统通过分配地位来创造社会秩序。这种方法倾向于将消费普遍化和文化化，其结果是生产被降格为消费的一种附属品，并且它容易使我们无视在所有历史特殊性中消费和生产的众多且不断变化的维度。

最后，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消费的分析可能会探讨消费的组织方式如何在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的发展中发挥作用。一些理论家指出，我们都是消费者，因此，作为消费者，我们构成了一个无差别的群众（Ewen, 1976）。当消费者认同感强于工人认同感时，对群众的认同感就会大于对阶级的认同感。如此看来，消费领域似乎将成为一种保守化力量，将基于剥削的身份认同推向幕后。虽然这种说法无疑有其道理，但更深入的观察可能会揭示消费领域中起作用的激进化力量。例如，在重商主义阶段，最典型的阶级斗争形式之一是面包暴动。面包暴动往往由妇女领导，因为她们通常是购买面包的人。面包暴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发展了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性市场，这破坏了传统的对面包价格的局部控制。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工人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无疑产生了一种激进化效应。在当今时期，消费者已经围绕各种事业动员起来，这些诉求通常与特定商品造成的危害有关，或是与大型公司或专制政府滥用权力有关。有时，消费者抵制活动在向特定公司、行业甚至政权施加压力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在即将到来的严峻生态危机时代，消费者将越来越多地组织起来反对破坏生态的商品。此外，随着不平等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似乎不断加剧，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面临着其生活水平受到严重侵蚀的境况。在世界上大多数大城市中，工人已不再买得起独栋住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甚至连汽车也买不起了。


9.4 文化主义

消费领域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文化”维度，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忽视了这一维度。[19] 同时，应该强调的是，“文化”是一个出了名模糊的概念，可以被填入各种各样的内容。文化可以关乎生活方式、态度、价值观、信仰、情感表达、认知表达、符号、象征、话语、意识形态、社会化和物质实践，这只是该概念使用中几个更为突出的侧重点。“文化”将如此多样且迥异的现象归拢在一个共同的范畴之下，以至于人们最好在完全不使用“文化”这一概念的情况下去考量文化变量。当人们出于分析目的使用“文化”一词时，由于其模糊性，有必要为该概念指定某种确定的含义。澄清“文化”含义的困难意味着，将文化作为核心范畴的理论方法如果不想变得极度印象主义，就必须克服相当大的困难。

近期的一些方法代表了文化主义的极端形式，它们几乎将文化视为经济基础，而将其他一切视为上层建筑。例如，麦克拉肯（McCracken, 1990, 73）断言：“……文化通过赋予世界以意义来建构世界。”而对萨林斯（Sahlins, 1976, 184）来说，“……生产是文化逻辑的实体化。”相比之下，我在此概述的分析层次方法强调了经济因素在理解资本主义中的重要性，并使我们能够在一个层次上拥有关于资本经济逻辑的精确理论，同时在更具体的分析层次上考量这种逻辑如何与“文化”及其他变量相接合。为了对消费领域进行有效分析，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清楚资本的经济逻辑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变量的特殊性。除此之外，这意味着不要效仿鲍德里亚将商品转化为符号，因为那会导致经济学消融于文化之中。

我对那些将需求理论作为理解消费的核心的方法也有所保留。这是因为“需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它既是社会建构的，又是不稳定的。例如，为什么典型的加拿大工人“需要”一辆车？显而易见且符合常识的回答是“为了代步”。但在1900年，普通的加拿大工人并不需要汽车。汽车曾是相对罕见的奢侈品，只有富人才拥有。鉴于道路稀少且路况恶劣，它们甚至不怎么实用。这项新发明如何从1900年的奢侈品逐渐转变为20世纪50年代普通工人的日常需求，其背后的故事漫长而复杂。改进了汽车、降低了成本并使其适合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发展发挥了作用。廉价石油以及在汽车制造和运行中其他许多重要投入的获取发挥了作用。郊区化和高速公路建设等地缘政治因素发挥了作用。汽车公司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对替代性交通系统的忽视发挥了作用。债务融资的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众媒体和广告的发展发挥了作用。此外还有该商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被生产出来时的具体特征，例如计划报废、频繁的型号变更以及对地位分化的强烈强调。简而言之，将“需求”视为某种在个体主体内自发产生，或由“文化”这样模糊宽泛的事物所建构的心理变量，是毫无益处的。相反，需求的对象、需求的主体以及需求本身，都是无限延伸至过去的极度复杂的社会经济建构过程的结果。这意味着不可能存在非常通用且有用的需求理论，因为需求总是位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复杂建构。由于鲍德里亚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缺乏分析层次的观念，导致具体层面凌驾于抽象理论之上，具有了帝国主义般的霸权。由于编码符号系统对需求进行了语境建构，价值规律被击败了。

在上述参与汽车需求社会建构的因素列表中，经济因素似乎比文化因素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可能远大于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文化的考量——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考量——主要有助于解释诸如个人对汽车渴望的强度、为什么有人偏爱肌肉车而不是小型车、或者换车的频率等问题。今天加拿大普通产业工人“需要”一辆车这一基本事实，首先需要用经济因素来解释，其次才是文化因素。

文化主义方法不仅在解释如汽车需求的社会建构等现象时，未能把握经济变量的特殊分量，而且其中一些方法还因其特定的侧重点而加剧了自身的单向度性。例如，像鲍德里亚那样，从服装时尚系统中推导出一个将商品转化为众多符号之一的理论，注定会产生严重的单向度性。首先，对于世界上大多数生活在勉强维持生理生存边缘的人来说，时尚系统不可能是非常相关的。其次，在时尚系统发挥作用的地方，商品的地位功能只是其功能之一，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功能。例如，难道我们要把工人们购买汽车需求的社会建构，理解为只不过是时尚法则的任意创造吗？

上述考量的目的在于揭示在对消费的原因、动机和需求进行理论化时所面临的困难，并指出文化主义方法以及将一般需求理论置于核心地位的方法中存在的陷阱。事实上，回顾早先引用的萨林斯的话，我并不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绝大多数男性（在加拿大，大约每百名男性中有一名异装者）不消费裙子（除了在苏格兰和某些其他国家）——应该仅仅作为一个文化问题来处理；我也不认为应该将这个相当琐碎的例子加以泛化，以此来支持用一种普遍的文化主义方法来理解消费。即便是像时尚这样看似随意的现象，也可能在根本上受到经济变量的塑造和制约，如果我们把权力关系包括在内，它甚至可能更多地受到政治变量的塑造和制约。事实上，时尚完全承载着附着于各种主体立场之上的权力。


9.5 结论

日常生活商品化表层的浮华，让我们很容易对周围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表层感到既迷茫又陶醉。后现代思想中的某些思潮似乎完全陷入了这个由标签和审美化商品构成的迷魅世界。它们将商品转瞬即逝的表层转化为一种认识论信条，将仅仅关注这个充满浮华、包装、表象和即时变动世界的表层与碎片视为一种美德。

我在此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层次”版本，这与鲍德里亚将商品视为一般符号/时尚系统之元素的执念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断言资本具有一种内在逻辑，了解这种逻辑能让我们对资本的本质和运作模式产生重要洞见。我还论证了资本已经经历了性质截然不同的各个阶段，在这些阶段中，消费的本质及其组织方式都发生了显著改变。最后，我探讨了消费领域中变化的一些维度，以及在历史分析层面上研究消费时可能遇到的一些陷阱。

在纯粹资本主义的语境下，生产领域是首要的，因为那是利润的来源，也因为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压倒一切的目的。只要追求利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我们就不能忽视生产领域的重要性，尽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追求利润的组织方式使得消费在许多方面可以说变得与生产几乎同等重要，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消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维度时。鲍德里亚等人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弹，其问题在于该理论倾向于将马克思的资本运动规律直接应用于具体的历史。分析层次的方法避免了这一问题，它在一个层面上保持运动规律，同时在其他层面上谨慎地引入复杂的中介因素。因此，即使在阶段论的层面上，生产领域也不能被赋予与纯粹资本主义语境中相同意义的首要性。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生产与消费交织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可能无法确定哪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首要或更具决定性。

理解消费领域在资本的内在逻辑中是次要的、被动的，并理解其原因，可以为我们洞察许多问题提供视角。例如，生产的中心地位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到贬值。家务劳动不被重视，因为它处于消费领域，因此不能直接生产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生活事实是，经济学这门学科是关于“主业”的科学，而遭到贬值的家政学则是关于家务劳动的科学（Smith, 1989）。这种对各种形式消费劳动的贬值，无法通过简单地将消费设定为首要领域的概念反转来改变。必须改变的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且我们越是能彻底地追踪那些将我们缠绕其中的所有权力脉络，我们就能越有效地解开它们。真正的消费者主权尚未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而且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它就不太可能出现。

我在本文中声称，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可能因为过于直接地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应用于历史而忽视了消费领域，但分析层次的方法可以通过避免还原论并将必要的复杂性引入理论来克服这一问题。我相信我所概述的方法可以在马克思《资本论》巨大的解释力之上建立起来，同时有助于我们在从抽象经济规律向巨大的具体复杂性迈进的过程中，探索消费的所有维度。为了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关键是要理解资本本身——它是何物以及如何运作。当务之急是通过更充分地探索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维度，来加深我们对其的理解，而不是将经济维度消解于文化维度之中，从而丧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根基，以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留给我们的对资本主义深刻而透彻的分析。

注释与参考文献


	
鲍德里亚（Baudrillard, 1975; 1981）的著作目前是最为流行和具有影响力的。关于对鲍德里亚的有趣评论，请参见 Kroker 和 Kroker（1991）。关于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建构消费领域的努力，请参见 M. Sahlins（1976）。关于从黑格尔视角赋予消费领域更多理论权重的努力，请参见 R. Winfield（1988）。关于从增长极限的视角对消费进行既有趣又具影响力的分析，请参见 F. Hirsch（1976）；亦见 J. Kassiola（1990）。展现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消费领域重要性的两项研究成果，分别是 J. Brewer, N. McKendrick 和 J. H. Plumb（1982）以及 M. Berg（1985）。有关近期关于消费研究的综述，请参见 M. Featherstone（1991）和 G. McCracken（1990）。



	
我将这种倾向称为“逻辑-历史方法”。关于对逻辑-历史方法的深入批判，请参见 Albritton（1986）。



	
此处的表述可能让人觉得生产与消费代表了一种需要按照德里达意义上进行解构的二元对立。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二元对立并非我们逻辑的产物，而是资本逻辑的产物，因此只能通过解构资本主义本身（即通过社会主义）来对其进行解构。



	
“一个物体只有从它作为符号的心理规定性中释放出来；从它作为工具的功能规定性中释放出来；从它作为产品的商业规定性中释放出来；进而作为一种符号被解放，被时尚的形式逻辑，即差异的逻辑重新捕获时，它才成为消费品。”（Baudrillard, 1981, p. 67, 原文使用斜体）。此外，“符号不再指涉任何事物。它接近其真正的结构极限，即仅指涉其他符号。”（Baudrillard, 1975, p. 128）。



	
“被消费的不是一种物品……而是纯粹且单纯的代码元素”（Baudrillard, 1975, p. 9）。



	
对鲍德里亚进行系统性的批判将会非常困难，因为他并非一位系统性的思想家。



	
参见 Uno（1980）。另见 T. Sekine（1984; 1986）与 Albritton（1986; 1991）。



	
我在 Uno 和 Sekine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扩展，特别是在细化阶段论方面。一项重要的创新在于，Uno 将其理论化为三个阶段——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我增加了第四个阶段：消费主义。



	
关于分析层次的扩展论述，尤其是中观理论（或如我追随 Uno 和 Sekine 所称的“阶段论”），请参见 Albritton（1991）。关于与分析层次相关联的认识论的简要概述，请参见 Albritton（1992）。



	
“……需求越来越多地构建为一个抽象系统，受等价原则和普遍组合原则的调节”（Baudrillard, 1981, p. 135）。“……需求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系统需要它们”（Baudrillard, 1981, p. 82）。



	
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之间的区分，仅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层面上才是清晰且精确的，在此层面上，只有那些直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被消耗的商品，才被认为属于“生产性消费”的范畴。在更具体的分析层次上，可能会存在引起广泛争论的灰色地带。在意识到这些灰色地带的同时，在本文中当我使用“消费”一词时，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均指非生产性消费。



	
鲍德里亚（Baudrillard, 1981, pp. 63, 71）似乎认为马克思将消费理论化为主体、客体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概念化是需要被解构的。



	
马克思写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少地由对产品的直接需求来决定，而是越来越多地由个别资本家手中可用的资本量、其资本内在的自我扩张的冲动，以及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和扩张的需要来决定。”（K. Marx, Capital, Vol. II (Moscow: Progress, 1971), p. 147）。



	
关于对纺织、钢铁和汽车这一序列的有趣应用，请参见 J. R. Kurth（1979）使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分析与这一序列的各种接合相关的政治结果。



	
最典型地体现重商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于大约 1700 年至 1750 年间英国的外包制（putting-out）制造业中。大多数历史学家估计，外包制工人平均将 70% 的收入花在饮食上。



	
家务劳动通常是更广泛的消费劳动范畴中最大的一类，因为大多数消费都发生在家庭环境中。然而，也存在各种发生在家庭之外的集体消费类别，例如对各种形式的娱乐或交通系统的消费。



	
正是在这一分析层次上，鲍德里亚的一些思想变得最为有用。



	
特别是“调节理论”（Regulation Theory），其很大一部分视角都建立在“福特主义”时代大众消费的重要性之上。虽然我同意消费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额外的重要性，但我不同意调节理论对消费领域进行理论化的方式。如需详细说明，请参阅我在本论文集中的文章。



	
我对使用“文化”这个概念感到不安，因为它具有模糊且包罗万象的特征。






10.1 “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

科林·邓肯

我在此希望推进的论证，涉及将一种特殊的且我认为是新颖的理论论证方式，应用于一个毫无防备的历史研究体系之上，而该研究体系本身主要正是通过纯经验主义方法发展而来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首先讲述自己是如何形成接下来打算描述的这一想法的，即使这在起初看起来带有不恰当的自传色彩，也会有所助益。

这个过程并不短暂；自开始尝试理解宇野弘藏（Kozo Uno）的著作以来，如今已过去十一年多了。该书英文版出版一年后，我独自阅读了关根（Sekine）翻译的宇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但几乎就在我抵达多伦多开始在约克大学攻读研究生之后不久，我非常幸运地能够在关根教授的正式指导下着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时他正接近完成其巨著《资本的辩证法》[2]。由于后一部著作在某些方面可以被视为对宇野“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这一核心概念的详细评注，又由于它构成了关根教授为期一年的课程的指定教材，在那段时间里，我对理论和方法问题有了相当彻底的接触。

我此前对这些问题的接触相当传统：四年前在一门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阅读课上，指导老师是一位唯物主义科学哲学家，他对现象与实在之间普遍的哲学区分对社会解释方法论产生的影响极感兴趣。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我究竟是如何看待社会理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的，但我相当确定，在跟随关根教授学习之前，我一定有些天真地认为《资本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本关于英国经济体系真实运作方式的书，哪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展示了种种表象。

当然，在学习关根教授的《辩证法》时，我逐渐明白，具体的历史很难——而且仅在极少数地方——与政治经济学中描述的理论模型高度同构。那年伊始，关根教授建议班上的成员仔细阅读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3]（1944）。我立刻从文本中看出，在英国资本主义出现的进程中也存在着明确的政治成分，并且必须对19世纪早期予以特别密切的关注，因为正是在那时，将整个社会的所有生计方式限制在一个由定价市场组成的单一整合系统中的观念，才获得了广泛流行。然而，波兰尼并没有像关根教授那样清楚地阐明那个更深层的、隐含的且在文化上更为险恶的观点：即它由此意味着，此后所有的生计方式都将受制于一个单一的、世俗的抽象理念的要求——价值的自我增殖。

如今，尽管宇野有时在言辞中似乎认为“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是关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深层实在的理论，尽管他也似乎确信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契合”（在其实际存在的范围内）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蓄意推行政策的结果[4]，但这两种相当模糊却又让人感到熟悉的观点，都几乎无法帮助阐明宇野对历史与理论关系的构想在细节上的特殊性。我必须承认，起初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阐明（更不用说消化）宇野的独特立场对理解历史的意涵。

然而对我来说幸运的是，在约克大学的第一年，我还能够跟随关根的同事阿尔布里顿（Albritton）教授学习，那一年他首次开设了一门关于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课程。我们在那个研讨班上花了大量时间试图阐明宇野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概念，事实上，阿尔布里顿教授自那以后撰写的两本书充分证明了他对这一话题的深厚兴趣。[5]如果我冒昧地将当时所看到的阿尔布里顿教授的问题简要概括出来，那就是我们如何能从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过渡到阶段论。必须强调的是，这被视为一个理论问题；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探究的方向可以说是“向下”的。显然，宇野没来得及非常系统地阐述他对阶段论的看法（除了他关于国家政策史的有组织的评论），因此他的学生在这个领域一直进行着一定程度的摸索。然而，似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一旦阶段论被梳理出来，它将被证明对历史学家是有用的，并且肯定比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具有更直接的效用。

对我个人而言，事情就这样停滞了一段时间，因为就在约克大学第一个学年结束后的那个夏天，我又选修了一门对我思想产生影响的课程，尽管它的路径截然不同。这是一门由著名的英国社会史学家尼古拉斯·罗杰斯（Nicholas Rogers）教授讲授的关于社会史的全新方法论课程。在那个研讨班上，我接触到了对社会生活及其所有丰富具体的细节中“纷繁芜杂、喧闹不休的混乱”深感兴趣的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事实上，这最终促使我进行了一次断然的跨越，从社会与政治思想的跨学科急流中，跃上历史学的学科岛屿。如今我已经在那个岛屿上度过了五年多的时间，这让我有足够的胆量去尝试论证一种处理阶段论问题的方法，而这种方法的切入角度，可以说是与阿尔布里顿教授截然相反的。[6]

10.1 “向上”做历史

我意识到，我本可以选择将我的方法称为“自下而上”做阶段论，但这个被庸俗化了的短语太容易让人联想到仅仅是对所涉问题的某种粗糙的政治化——这种推进方式与宇野/关根理论是截然对立的。正如我将要解释的那样，政治狂热在这件事上并没有牵着我的鼻子走。相反，我的出发点是关根教授本人关于具体人类生活偶然复杂性的一个引人深思的元历史隐喻：


商品经济的逻辑只能综合建构出一个使用价值完全被包摄于价值形式之下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而非任何存在于历史中的具体资本主义社会。后者或多或少偏离了前者，偏离程度取决于现实经济生活的使用价值特征，而该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产物。[7]



由于这段话出现在解释宇野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之处的过程中，我最初认为它是在暗示一点：例如，人们很难指望一个制造出商业蒸汽船的社会，能与一个极少有此类资本密集型生产（至少在国家军械领域之外）的社会，以相同的弹性来运转。

然而，引文中提出的观点更为普遍，且确实具有非凡的解释力。它立刻引起了我的唯物主义敏感度与我的常识的共鸣，长期以来，这种常识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却一直在反抗商品社会的一个巨大谎言，即认为所有经济物品都不妨被视为具有相同的物理特征，因此，在任何时期具体需要什么物品并不会产生任何重要的区别。事实上，在关根教授众多深刻但遗憾的是偏重分析的表述中，我刚刚引用的这句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最深。对我来说，“取决于现实经济生活的使用价值特征，而该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产物”这个分句，已经具有了某种真言般的性质。我在此希望指出的是，它或许正是以一种既全面又非武断的新颖方式来书写资本主义社会史的关键。[8]


10.2 严肃对待作为部分自变量的商品化程度

我所设想的是为现代生活史奠定一个相当系统的基础[9]，该基础坚实地建立在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相关且根本的复杂问题之上：

A. 在特定社会“真实的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实际上需要哪些物品？它们是如何生产的？产量是多少？

B. 对于每一种物品，在零售和生产两方面，它在每个阶段采取商品形式的接受程度如何？也就是说，它的市场能在多大程度上实际衡量其（必然具有社会性的）价值？

C. 按照这种“可商品化程度”指标进行分类后，每种物品在各个阶段中，实际上转化为商品形式的比例是多少？

我认为，只有写出一部包含这些问题答案的社会经济史，我们才能拥有一部呈现形式正确的历史，从而能够解释资本主义下历史的特殊性。

我还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历史的范畴内，这种社会历史研究的基础才是正确的。对于其他社会形态而言，对商品化领域进行辅助性研究总是具有启发性的，但赋予其极大重要性（尤其是在最初阶段）是不恰当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其）真实经济生活的使用价值特征”作为决定其根本性质的因素，可能非常重要，也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尽管将这些特征视为副现象是荒谬的，但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卷入追求生活物质必需品的活动，通过暗中比较，必然显得仅仅是工具性的。事实上，也许只有在一个生计模式的安排已经具备统一、同质特征的社会中，营利活动（chrematistics）才可能显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取代了诸如亲属制度再生产或有组织的宗教这样复杂的人类事业。当然，要解释手段是如何伪装成目的的，绝非易事。因为，在收集了早期现代和现代时期关于物品的相关经验事实之后，绝妙的阐释技巧将在于，可以说，让我们掌握的关于商品的所有“基本”信息，去与我们已经拥有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成熟期间意识形态和政府政策的庞杂文化知识体系进行对话。[10] 我猜想，生计要素商品化历史中的某些细节，可能有助于解释与现代史相关的一些思想和态度的变化。

阐释这一谜题的一种方式是注意到，尽管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事务不容妥协的总体化处理方式，并且在许多方面与大多数人迄今赖以生存的制度格格不入，但在英国的案例中，这种资本主义的事务组织方式却可以说是通过恰恰占据了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领域，不知不觉地降临到社会上。显然，英国文化肯定在某种程度上预先具备了（大概是偶然地）允许这种“入侵”的倾向，但我在此想指出的是，如果当时很大一部分使用价值及其相关生产技术在本质上不容易接受商品化过程，那么就不会发生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必须强调，日常生活的商品化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某些方面，要解释这一过程，比解释与之相关的人类动机变化要复杂得多——尽管在资本主义崛起的故事中，后者往往被假设为起到了关键作用。[11]

因此，我的目标是促成这样一种历史描绘：以使用价值的商品化故事为画布，在其上绣上所有其他的社会和政治历史主题。我认为，这种叙述将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探讨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目前，阶段理论不得不依赖于从其他各种视角撰写的历史。在这方面，说阿尔布里顿教授（Professor Albritton）或多或少是单枪匹马地投身于一场大规模的史学掠夺运动，肯定不为过。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借此就英格兰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大量非常有趣的观点。但我担心，他的结论比其在理想情况下可能达到（且我确信最终会达到）的程度更显随意，也不够可靠，因为他所“掠夺”的那些著作背后潜在的选择原则至少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常常是明显不相容的，当然也经常是未知的，或者因为其内部极度不连贯而根本无从知晓。赋予阿尔布里顿教授著作以其显然具备的优雅与统一性的，是他坚决聚焦于法律-意识形态领域，或者你也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而我认为，它需要辅以围绕“人们实际追求的使用价值在真实物质上的异质性对商品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展开的研究。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开始进行详尽而系统的工作，将物品列出并根据它们与商品逻辑的兼容性进行分类。相反，在播下了这一总体理念的种子之后，我现在希望能探讨一下它的一些更为宏观的意义。其中一些涉及历史上其他本身就广为人知的主题，此前已有许多人试图将这些主题与资本主义历史联系起来；但当它们被视为我在此所勾勒项目的辅助内容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且我认为充满新意的有趣面貌。我这种基于商品来探讨资本主义历史的方法，显然也对社会理论中一些由来已久的问题具有启示意义。首先，我将对多数人仍称之为“如何对不同经济体系进行分类的问题”发表几点评论。


10.3 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及其各种相互作用

如果我们遵循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观点，将“经济”的实质意义与现代经济理论相关的形式意义区分开来，我们由此便可以单独考察这样一种经济活动的概念，即仅仅被视为“涉及满足物质需求的过程”[12]，也就是说，其制度形式被完全留白，不加界定。既然我们由此可以在抽象层面分别讨论物质活动和制度形式，那么着手尝试对后者进行分类就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了。若想象这些形式全都共享某种本质，那这就会带有一种“总体化”社会理论家的印记，而这种理论家正是当前自封为社会理论先锋派的人所鄙视的[13]，事实上，我想特别请大家不要将我将要讨论的这些形式看作仿佛都处于同一条直线或光谱上的不同点。众多形形色色的社会形式分布在一个具有多维度的“空间”中，其维度绝对远超三个。尽管如此，在这个非笛卡尔式的话语空间中，某些宽泛的结构性聚合体依然清晰可辨。这些制度要素的“集群”中有三个我将其称为：国家主导的、农民家庭的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形式。我想依次对每种形式作几句评述，但首先请允许我指出，这些社会形式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们各自允许其成员追求的人类规划与目的的范围宽窄有所不同。

国家主导的社会形式通常完全痴迷于某种典型的单一目的：安全、纯粹为扩张而扩张、建立王朝等。在这种情况下，很大一部分实质性经济活动被驾驭并服务于该规划。为了确保成功，需要特定数量的特定物品。至于其余的实质性经济活动，国家往往几乎不关心它是如何进行社会化建构的，而只求尽量减少由此产生的任何政治动荡。[14]事实上，在历史上，许多强大的国家都与农民群体有明确的安排，而这些农民群体的成员往往根本不认同，有时甚至只是勉强容忍统治者那种特定的（实际上往往是完全私人化的）痴迷。我希望你们已经注意到，在我简短的一般形式清单中，我没有使用“农民阶级（peasantry）”这个词。相反，我使用的是一个形容词性结构：“农民家庭（peasant household）”。这是因为我认为，在最高的概括层面上，被许多人草率地称为“农民社会”的事物，其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根本只是假定性地被称为“社会”。

我所使用的农民家庭类别，是指一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本身可能构成，也可能不构成一种社会形式。农民观念的核心是非常明确地关注家庭的生存。它实际上通常类似于微缩版的国家！如果在特定区域内还有其他农民家庭，那么从任何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其他家庭确实往往会被视为社会环境中的相关部分，但是，假定农民群体天然具有足够的凝聚力去共同行动，这种想法总是危险的。维持家庭的完整性永远是第一要务。[15]一个农民家庭通常占据自然环境的特定部分，并与之互动，从而获得持续流动的某些基本生活物资。农民往往敏锐地意识到明日复今日，四季交替，丰歉之年也接踵而至。这种对生死存亡的严峻忧虑，再加上通常对他们直接周遭的自然环境的关键细节有深刻认知，使得农民阶层只要环境允许，在整体上便表现出这样一种特征：关心如何实现他们所需那组物资的持续稳定获取。我认为伟大的俄罗斯农村社会学家恰亚诺夫（Chayanov）并没有以这种方式察觉到农民可持续生产的这一标志性特征，[16]但他卓有成效地引起了人们对农民家庭另一个显著特征的关注，这一特征在当前的语境中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家庭的需求在本质上是有限的。为了达到舒适的生活需要一系列必需的物品。后者具体表现为何种样貌在历史上当然会有所不同，但恰亚诺夫坚持的观点是，农民辛勤劳作直到实现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之后他们通常就会直接停下来。根据他们居住的地形和社会环境，他们可能会发现一种权宜之计：多生产一些自身供应异常充足的物品，并将其交易出去换取某些其他物品。然而，这种对贸易的沉迷通常仍然是附带的表象。其目标——按照特定比例获取特定的一组物品——始终如一。目标物品的篮子通常只是地形和所追求舒适程度的简单函数。当然，篮子里的内容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改变通常相当缓慢，但经济活动的目标内在地是由这个篮子定义的。在一天结束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一个季节结束时，所有特定的物品必须以正确的比例存在。对所涉物品的使用价值漠不关心仍然只是肤浅的表象，因为替代是例外情况，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带有自觉的工具性。

这种境况与日益蔓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家庭境况形成了至关重要的对比。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每一个家庭，在任何时候都有有限的预算，并以特定的一篮子必需品兼欲求品为目标。在这种程度上，它在表面上似乎处于与农民家庭相似的境地。但是，尽管农民家庭固有多样的目的在本质上仍然是有限的，资本主义家庭的目的却总是容易受到另一个目的专横指令的摆布——这是一个极其抽象而神秘的目的，尽管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每个人都知道它日日夜夜在四处游荡。当然，我说的就是价值的自我增殖。一旦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个或几个家庭成员成为致富术（chrematistics）的仆人，实质性经济活动的导向便从根本上偏离了对有用性和舒适性本身的关注。它还在系统性地倾向于将对可持续性的关注推到幕后，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17]

通过上述对实质性经济活动的讨论，我希望能借此强调在日常生活中资本主义对使用价值漠不关心的这种极度怪异性。当坚定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宣称他们对一方面是国家的、另一方面是农民的“狭隘”经济观念感到困惑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表明，人类事务中如今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二分法。人们要么将物质产品视为与其用途存在内在联系（保卫君主家族的军械、挡雨的屋瓦、可以储存过冬的块根作物等），要么说白了，就根本不这么认为。即使在今天，人们也或多或少不安地承认，商人的观点有些奇怪：他们买仅仅是为了卖，并且可以说是在刻意对物品的有用特性表现出漠不关心。再举一个例子，当问题是是否要卖掉一栋心爱的房子，而这栋房子只是碰巧被“雅皮士”包围，他们仅仅因为大量涌入就抬高了所谓的“市场价值”时，许多人仍然很难将所谓的“机会成本”式的论证视为决定性论据。在本节的最后，我想提出，资本主义生活特征中商人观念的扩散，很可能是以实现相对富裕为前提的。只有当大多数家庭在经验中确信，他们不仅极少有机会能直接影响自己设法获取所有必需品的可能性，而且无论如何，在他们有生之年，他们的“篮子”中任何关键要素发生供应短缺的概率都极低时，他们才有可能考虑将“价值”这一抽象概念奉为神明。当然，如我们在本世纪所熟知的那样，一旦任何拥有闲置资金的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价值”的仆人，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兴趣去加速现存的任何商品化进程。因此，这类社会“加速器”阶层出现的条件，也与我们的整体研究课题密切相关。


10.4 经济活动的现实约束及其意外后果（包括商品化的反趋势）

在此前的讨论中，整个核心意图一直是在抽象层面上考察实质性经济活动及其偶然的制度外衣。现在，让我转而考察对经济活动可能采取的模式的一系列一般性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探讨，但目前我将仅借助一些有助于阐明英国经历商品化过程的例证。因此，接下来的考察将不是全面的，更不用说详尽无遗了。我要提醒大家预先留意一种有趣的现象：从一个角度看似乎是制约因素的事物，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像是机遇，反之亦然。人类历史中充斥着这样的案例：人们基于某一套理由接受了某项特定的事态发展，尽管其趋势实际上是改变总体环境，从而改变了他们最初决定的整个基础。大多数自由派对现状的事后辩护——也就是说，大多数经济史著作——实际上都表现出一种不相关的逻辑谬误，即指向在选择手段时并未曾考虑的目的。当在这一点上受到质疑时，这些犯错者当然通常会搬出他们所谓的“进步”来结束讨论，从而使他们的不合逻辑性雪上加霜。这种草率的学术习惯阻碍了我们清晰地理解资本主义（例如将其与工业主义相区分时）对社会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地理因素对于研究商品形式如何席卷原有的生计模式有何意义。除了是一个位于总体温和湿润的盛行风路径上的岛屿之外，英国地貌区别于许多（虽然不是全部）其他欧洲国家地貌的特征之一，是其广阔平缓的地形，这使得充沛的降水能够得到相对均匀的分布。这种地形和降水模式不仅是促进人口相对均匀分布的农业上的统一因素，还赋予了英国一个由水流平缓且易于通航的河流组成的庞大网络，从而鼓励了超出本地范围的贸易。英国发展出了一个由极小的集镇组成的庞大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它只有一个大城市，即伦敦。[18] 后者，除了是英国唯一的城市赘疣，或如科贝特（Cobbett）所称的“毒瘤”之外，还是现代迄今为止最大的欧洲城市。于是，在伦敦内部，劳动分工可以发展得非常深入，因为这里可以服务于高度专业化的市场，既包括稀有商品市场，也包括零部件市场。这种环境有利于英国经济中的技术变革，无论是在生产过程还是在零售系统方面。因为在英国的其他地区，小商店网络在过去和现在都非常引人注目。18世纪的英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人均商店比例。[19] 拿破仑的嘲讽之语“店主之国”，出人意料地精准贴合了这一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乡村商店。诚然，这些商店里提供的标准商品种类非常少，特别是在最初阶段（主要集中在轻便、廉价的进口商品上：主要是茶和糖），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早期蔓延扩展的商业必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制度影响。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中前期，英国随后出现的人口分布模式（与无数新城市的快速增长相关）在促进商品关系蔓延方面的重要性可能较弱。必须记住，发生在英国这些未来新城市中的工业化，完全建立在一种同样显著但至今鲜少被提及的乡村去工业化基础之上。晚期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将纯农业乡村与纯工业城市地区对立起来的景象，实际上取决于一种非常晚近的事态发展。[20] 亚当·斯密要是看到英国在19世纪进程中所代表的那种非理性的极度城市化资本主义版本，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并且我毫不怀疑他也会为此感到困扰。[21] 前苏联人民并不是集体失忆症的唯一受害者，这种失忆症让我们“忘记”了资本主义与极端城市化之间的联系纯粹是偶然的。[22] 当然，英国城市化进程的最终定型，归因于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可耕作农业的长期萧条（除了一战前后那段短暂的繁荣插曲）。[23] 当然，19世纪末英国——乃至整个西欧——的过度城市化引发了（并且很快开始依赖于）一场以世界各地大草原的粮食为对象的深远的商品化进程。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无法深入探讨的故事，但我发现我忍不住要在这里指出：只要一个名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如1900年左右的英国）在基本必需品上严重依赖海外资本主义程度较低的地区，严格来说，它就不能被简单地描述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它也许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但一个其成员饮食以农产品为基础，却驱逐了自身农业的社会，这种观念至少在某种层面上是一个社会学骗局。这一点那些自封的“后现代”理论家可能永远也想不到，但自古希腊鼎盛时期以来，它就一直令军事当局感到担忧。上述关于食品供应的讨论语境引出了过度城市化的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方面，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提出一个普遍的问题，即日常生活商品化的反趋势。

过度城市化会导致维持生命的人均成本普遍增加。正如利奥波德·科尔（Leopold Kohr）在半个世纪前极其清晰地指出的那样，社会成本与社会规模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24] 他所引起注意的这些成本并非随机产生的。它们高度集中在治安、污水处理、饮用水供应、燃料供应和交通运输等领域。众所周知，过度城市化地区居民所关心的这些领域中，有许多已经转由市政机构负责处理。供应这些相关的所谓“需求”（如果不是因为过度城市化状况本身，这些需求要么不存在，要么不会如此迫切），通常会采取一种不受或较少受商品逻辑支配的形式，并且常常采取一种明确的反商品形式。人们甚至一度认为，这种“市政社会主义”将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提供基石。那么可以认为，一个渴望成为并保持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必须以某种方式将其城市化进程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超过了一定限度，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就是相互矛盾的。


10.5 对思想史中某些问题的启示

我现在想提出另一种相当不合时宜的论点。我认为，宗教改革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几乎是不可能被高估的——尽管这甚至更难量化。但我的论点并不是关于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我的寻常观点，尽管那个古老的论点中显然有许多可取之处。[25] 相反，沿着关根（Sekine）教授一贯富有启发性的思路，我想指出尼采关于上帝之死时间的判断是错误的。当上帝不再是唯一的时候，祂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了。正如我现在所看到的，宗教改革造就了两个上帝和两个基督，而在此之前两者各只有一个。

当思考英国内战期间盛行的一种谩骂风格时，我想到了这一点。当时双方指责对方代表敌基督（Antichrist）是很常见的。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今天已经完全不可能提出如此全盘的谴责了。当双方都相信只有一种正确的宗教，并且不允许存在第三方或“外部”立场时，这种绝对的指控是绝无法回避的。然而，看似矛盾的是，这一动荡时期的长远结果却是宽容度的增加，甚至是对无神论的宽容。事实上，我们的世界开始将宗教信仰仅仅视为个人道德和智识构成的一部分——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因此，我们再也无法抛出那样具有压倒性势头的谩骂了。这个来自当时用语的简单例子凸显了宗教改革深刻的社会心理学影响，我认为这有助于解释“价值”（Value）如何甚至能被视为那个被假定为唯一的基督教上帝的竞争对手。在这一领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认为可以说，迄今为止将“个人主义”作为宗教改革的关键或唯一相关结果的这种过于简单的关注被夸大了。许多关于19世纪（实际上也包括18世纪后期）的新研究已经充分表明，天主教社会性教会与新教个人主义失范之间的二律背反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实在过于粗糙。例如，达维多夫（Davidoff）和霍尔（Hall）已经指出，英国中上层阶级将核心家庭变成了他们最小的宗教单位。对于那些在后斯平汉姆兰（post-Speenhamland）最关键时期如此狂热地信奉福音派宗教的“中间阶层”来说尤其如此，这一时期构成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大转型》的中心篇章。[26] 我想再次指出，正是家庭视角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见解。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宗教动荡并不是唯一一种对英国人意识形态产生相关破坏性影响的变革。内战也是一场关于宪制的斗争。关于君主绝对统治权的辩论这一事实，加上被称为光荣革命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性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期望私人家庭仅仅去接受那个碰巧成为当时君主之人的心血来潮。18世纪的政治或许最好被描述为一种动态平衡，稍有刺激，紧张局势就极易以激烈的政治派系斗争的形式爆发出来。[27] 很难在审视这个充满争议的政治舞台时，不觉得它必然也产生了深刻破坏意识形态稳定的影响。不可否认，极具诱惑力的抽象概念“价值”再次成为了英国人这种内部意识形态争辩的最终受益者。17和18世纪所有宗教与宪制冲突这一单纯的事实，总体上必然有利于新的发展。事实上，宪制冲突的特定结果——过去强大的普通法传统击败了君主制的专制主张，并促成了一个极其强大且具有前瞻性的贵族阶层的出现——通过其对商业性农业的影响，直接助推了资本主义的传播。

英国的大地主们——这个因亨利时代的意外之财（更文雅的说法是“解散修道院”）而急剧膨胀的群体——开始觉得他们拥有将家族建立在尽可能牢固的基础之上的强烈利益。这表现为对土地的大量投资。作为一个极大程度上依赖地租的阶级，他们有着明显的利益去确保其土地生产力提高——或者至少不下降。作为统治阶级的英国土地所有者阶级，确保了法律积极地促进农业的发展。由于他们收取的地租数额庞大且彻底货币化，这对商业性农业的刺激是非常显著的。很难想象有什么能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出现提供更好、更稳固的基础。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评论。[28]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点的重要性很容易被20世纪的人们严重低估。直到深入19世纪下半叶，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除了地租之外，在绝大多数人口的预算中，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类是单一来源自农业的物品：面包。地租和面包合计占了大多数工人阶级预算的一半左右。[29]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在英国国内市场上长期持续（即定期重复）大量销售的商品清单在绝对数量上仍然非常短；而另一方面，家庭预算中非地租部分用于完全商品化物品的比例几乎是100%。商品化领域就是大多数人所认知的全部。它恐怕再也没有取得过如此相对突出的地位了。这一观察正好可以作为这个新研究项目大纲的最后一点。


10.6 结语

总的来说，在我于此草拟的一部资本主义新史的规划中，我们毫无疑问地看到，商品化的领域在持续不断地、甚至势不可挡地扩张。但是，这个“故事”似乎正在自我完结的事实，绝不能让我们对这一过程的极度特殊性视而不见。例如，各种物品被商品化的先后顺序本身是否具有重大意义，就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显然，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指望从资本经济理论中寻求指导，恰恰是因为，从其漠视使用价值的视角来看，商品不可能存在优先排序：没有任何一种商品比其他商品更重要。资本本身从未允许任何一套区分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扎根。在这方面，它与小农家庭的观念截然相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值得与波兰尼一同指出，对资本而言，在试图将劳动力、货币和土地商品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典型的问题。有时，经济学理论也几乎意识到了这一点。

然而，我们或许应当格外谨慎，不要像波兰尼和马克思那样，赋予劳动力商品化以压倒性的重要地位。当然，我们一直剖析的这一社会过程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有时绝对是可怕的，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总是令人不安，但我们必须客观地讲述这个故事，不能通过给予任何一种商品不成比例的关注而偏袒它。在我们受过道德训练的眼光看来，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当作实现私人经济目的的手段，这种做法一经指出便理应受到谴责。然而，十八世纪的绅士或淑女们却几乎不会想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只是将那个生活商品化程度最深的社会理所当然地视为他们自己的社会。在最后，我将略带乐观地指出，他们所主导的这一进程迄今为止还从未发展到绝对吞噬全部生活的地步。借此，我希望我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我在标题中加上了“近乎（Very Nearly）”一词。愿它永远最多只能停留在近乎资本主义的状态！


10.7 后记

本文的标题听起来相当具体，但其潜在的宗旨却宏大得多。在其最具雄心的层面上，它旨在发起一项历史社会学工程，以期在全球居民被历史洪流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帮助重新统合历史认知，进而提升人类的自我认知。它的出发点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公理：现代史首先是资本主义的历史。[30] 这一大胆却又平淡的论断包含了许多微妙的意涵，即便在“现代”与“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复杂界定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也是如此。例如，关于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安排的本质，就引发了许多引人入胜的问题。它们在过去本质上是否更加多样化？又是否只有资本主义才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战胜所有其他的社会形态？如果是这样，它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它会永远存续下去吗？它是现代性可能采取的唯一形式吗？这些问题本身既饶有趣味，又至关重要。只有傻瓜才会否认与资本主义相关之理念的影响力至今依然巨大，同样，也只有傻瓜才会否认资本主义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特殊问题，这些问题涵盖了从心理-社会、社会-政治到物理-生态的广阔领域。我认为，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我们了解得再多也不为过，而且我预料在这一点上没人会反驳我！然而，我还计划论证一点（这几乎注定会引起争议），那就是我们尚未发展出适当的方法，来着手研究资本主义在“引导”现代史方面的作用。我猜测，这正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未能提出一个具有明确吸引力的替代方案的部分原因。因此，本文的特定目的，就是介绍并捍卫一种新的，且在我看来更加富有成效的方法，以此来开启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出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我已在别处详细阐述，在此重复实属多余），我认为方法问题与案例研究的选择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31] 在此只需指出，我依然坚信，政治经济学最初对英国范例的执着，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合理的。

我最终打算写一本书，更加详细地阐述这里所勾勒的方法。这本书将采用相同的主标题，但副标题将改为“现代英国史与政治经济学的展演”。鉴于我有意拓展目前的这项研究，我特别欢迎读者提出有益的评论与建议。

注释


[1]: 宇野弘藏的原著《经济原论》（Keizai Genron）出版于1964年。关根友彦（Sekine）在1975年发表于《经济文献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的《宇野理论：日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Uno-Riron: A Japanese Contribution to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一文中，首次将宇野的著作介绍给英语世界。 ↩





[2]: 该著作两卷本的英文初版已在日本出版：第一卷由有信堂（Yushindo Press）于1984年出版，第二卷由东信堂（Toshindo Press）于1986年出版，两家出版社均位于东京。 ↩





[3]: 这部著作初版于1944年。在撰写该书时，作者并不了解宇野的著作，事实上，宇野在当时也相对鲜有著述。我已在别处讨论过宇野与波兰尼著作之间的总体平行关系，分别见于我发表在《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1983年）上的文章《在资本的阴影下：历史与理论》（“Under the Cloud of Capital: History vs. Theory”），以及我与丸山真（Makoto Maruyama）合著的《卡尔·波兰尼的日本对应者：宇野弘藏视角的效力与局限》（“The Japanese Counterpart to Karl Polanyi: The Power and Limitations of Kozo Uno’s Perspective”），该文收录于卡丽·波兰尼-莱维特（Kari Polanyi-Levitt）主编的《卡尔·波兰尼的生平与著作》（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一书中，该书为1986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一届卡尔·波兰尼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 ↩





[4]: 关根教授有一份尚未完成的译稿，翻译的是宇野1971年修订版的著作《资本主义下的经济政策类型》（Types of Economic Policies under Capitalism），在书中宇野勾勒了历史政策的有序序列。 ↩





[5]: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日本重构》（A Japanese Reconstruction of Marxist Theory，1986）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日本路径》（A Japanese Approach to Stag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1991）。 ↩





[6]: 在上文注释3提到的我1983年的文章中，我已经进一步论证：《资本论》所讲述的并非某种隐藏的现实，而是告诉我们一种理想状态，而碰巧的是，这种理想在英国几乎得以实现。 ↩





[7]: 这段话引自《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译者导言”，第xiv页。 ↩





[8]: 全面开展社会史研究的唯一严肃的替代路径，体现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环境史杰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the Second，1972，1973）中。在这部著作中，布罗代尔将其对社会的讨论深深扎根于对与该社会相关的地方特性的详细考察中（这一点表现得极为显著）；而在他最后那部令人惋惜的未竟之作《法国史》的前两卷（也是仅有的两卷）中，这种做法的成功程度则稍逊一筹。 ↩





[9]: 使用这个源自建筑业、为人熟知的马克思主义隐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这或许带有些许故意的挑衅意味。我只是想提醒那些过度敏感的人，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使用含有“基础”意味的词汇时，人们绝不能简单地推断出其对墙壁和屋顶的现实性存在任何相对的不信任。事实上，认为一座建筑物的主要构成要素可以按重要性进行排序，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语无伦次的。显然，它们全都是必需的，且同等重要。然而，先建造哪一个确实至关重要，而在这一点上，常识就是绝对可靠的指南！ ↩





[10]: 在这一领域，除了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如今已成为经典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8）及其直到最近才出版的论文集《共同的习惯：传统大众文化研究》（Customs in Comm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1991）之外，近期关于所谓的“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所存在的意识形态，也涌现了许多有趣的著作。博伊德·希尔顿（Boyd Hilton）的《赎罪时代：福音派对社会和经济思想的影响，1785–1865》（The Age of Atonement: The Influence of Evangelicalis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 1785–1865，1988）极为强调宗教的作用，莱奥诺尔·达维多夫（Leonore Davidoff）和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的《家族财富：英国中产阶级的男性与女性，1750–1850》（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50–1850，1987）亦是如此，后者还以一种对政治经济学极具启发意义的方式，探讨了性别刻板印象与有组织的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珍妮特·尼森（Jeanette Neeson）即将出版的《平民》（Commoners），对于阐明资本主义是如何在英国扎根的问题，也将具有重大的相关性。 ↩





[11]: 向读者展示一个由这种焦点错位的批判狂热所引发的混乱案例，或许会十分有趣。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在其大师之作《原住民与新来者》（Natives & Newcomers，1985）中，严厉斥责卡尔·波兰尼的“实体主义”（substantivist）追随者（尤其是波兰尼的学生亚伯拉罕·罗特斯坦 [Abraham Rotstein]），指责他们过度夸大了“形式/实体”的区别，并“忘记”了“最优化行为”甚至在非脱嵌的经济体（non-disembedded economies）中也可能并且确实发生过（第193页）。特里格似乎没有意识到，波兰尼著作的分析重点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之前从未发生过看似“理性”的经济行为，而是说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所有其他与生计相关的行为形式都被彻底削弱了。只剩下一种假定的动机是可被允许的。可以说，在此之前曾存在过一系列的动机。在资产阶级文化中，动机问题占据如此大的比重，以至于掩盖了整合的市场体系背后更令人困惑的社会学意涵，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特里格同样没有意识到，“最优化行为”要想真正成为理性的，就必须适用于与所有商品相关的所有活动。在任何仅有一小部分商品被商品化的经济体中，这种计算的应用领域可能非常有限，以至于它根本就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社会行为。 ↩





[12]: 卡尔·波兰尼，《人的生计》（The Livelihood of Man，1977），第20页。 ↩





[13]: 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他们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Hegemony & Socialist Strategy，1985）中，试图将斯大林主义倾向追溯到用一种理论囊括所有社会现实的冲动。我在1992年应《政治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之邀撰写的《论对经济主义的恐惧》（“On the Fear of Economism”）一文的核心议旨，就是要指出他们的论证不仅是“言过其实”，而且是逻辑不通的。 ↩





[14]: 关于这一点，在A. O. 赫希曼（A. O. Hirschman）的《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1977）一书中有许多有趣的论述。 ↩





[15]: 我认为，人们可以构建一种纯粹的农民经济理论，以补充宇野关于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因为社会的存在对资本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对于农民来说，是否存在其他农户则只关乎偶然的利益。 ↩





[16]: 罗宾·詹金斯（Robin Jenkins）的《通往奥尔托之路》（The Road to Alto，1979）是一部出色的研究，极为生动地凸显了这一点。 ↩





[17]: 在我发表于1991年《环境史评论》（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的《论在历史中识别健全的环境伦理：任何未来环境史的导论》（“On Identifying a Sound Environmental Ethic in History: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一文中，我已相当系统地阐述了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 ↩





[18]: 1801年3月10日，英格兰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发现，由此揭示的城市化程度大得惊人，但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对绝大多数人口分布得如此均匀感到惊叹。当时，英格兰的城镇居民比例高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但不同寻常的是，它只有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地区。只有19%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规模超过2万的城镇中。如果在计算中排除伦敦，这一比例将降至刚刚超过7%。英格兰超过一半的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100至200人。上述信息摘自H. C. 普林斯（H. C. Prince）在H. C. 达比（H. C. Darby）主编的《1600年后的英格兰新历史地理》（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fter 1600，1976）一书中所撰写的章节，第90–94页。 ↩





[19]: 参见梅伊和梅伊（Mui and Mui）在《18世纪英格兰的商店与店务》（Shops and Shopkeeping in 18th Century England，1989）中对英格兰零售业的描述。 ↩





[20]: F. M. L. 汤普森（F. M. L. Thompson）在S. R. J. 伍德尔（S. R. J. Woodell）主编的演讲集《英格兰景观》（The English Landscape，1985）中所撰写的文章里强调了这一点。 ↩





[21]: 在我发表于1992年《农业史》（Agricultural History）上的文章《英格兰土壤的法律保护：十九世纪“进步”的伪造语境》（“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Soil of England: The Spurious Context of Nineteenth-Century ‘Progress’”）中，我讨论了十九世纪发展的其他几个方面，这些发展如果斯密（Smith）看到了，定会令他感到不安和失望。 ↩





[22]: 正如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在其著作《自然的大都市》（Nature’s Metropolis，1991）中以芝加哥为例所做的绝妙展示那样，有些城市可以说纯粹是基于投机建立起来的，随后为了自身的便利，它们完全塑造了广阔的腹地。而在英格兰，直到1850年左右，情况恰恰相反，乡村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发展模式。参见W. G. 霍斯金斯（W. G. Hoskins）的《英格兰乡村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Countryside，1985）第9章中关于“敞田城镇”（Open Field Towns）的章节。 ↩





[23]: 阿夫纳·奥弗（Avner Offer）在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种农业视角的解释》（The First World War: 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1989）中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认为战前农业的相对繁荣在根本上也源于军事原因。 ↩





[24]: 参见他的《过度发展的国家》（The Overdeveloped Nations）。 ↩





[25]: 关于神学争论的内容及其社会学意涵的非常精深的复杂人类学解释，参见约翰·博西（John Bossy）的《西方的基督教：1400–1700》（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1400–1700，1985）。这部著作虽然简短，但在理论上的复杂程度远超韦伯（Weber）和托尼（Tawney）所作的开创性概述。 ↩





[26]: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当代的保守派政治家们，其反历史的程度之深也令人震惊。撒切尔（Thatcher）明确寻求恢复她所谓的“维多利亚价值观”，却图方便地忘记了福音派宗教在她试图恢复的那种所谓极度贪婪的生活方式中所扮演的深刻角色。从大多数资本家还是福音派基督徒时期的英格兰所发生的情况来看，如今的保守党人想要复兴一种剔除了基督教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前景确实令人深感不安。 ↩





[27]: 弗朗西丝·哈里斯（Frances Harris）近期撰写的一部关于马尔伯勒公爵夫人莎拉（Sarah, Duchess of Marlborough）的精彩传记——书名非常贴切，叫作《执政的激情》（A Passion for Government，1992）——展示了1688年之后这段时期内最重要的一位非王室人物，是如何觉得直到她1744年去世前，都必须时刻警惕有害的政治事态发展的。在其一生中所展现出的这种持续的宪政紧张状态，着实引人注目。 ↩





[28]: 有关斯密的几处相关引文，参见上文提及的我1992年的文章。 ↩





[29]: 约翰·伯内特（John Burnett）在《丰裕与匮乏》（Plenty and Want，1989）中收集的样本预算读起来令人心惊，但从本文所描述的研究计划的视角来看，它们极致的简单性却极为令人振奋。 ↩





[30]: 历史学家可以说是在与公理打交道，这一洞见得益于我的同事P. K. 克里斯蒂安森（P. K. Christianson）教授。 ↩





[31]: 参见我即将出版的著作《农业的中心地位》（The Centrality of Agriculture）。 ↩




11.1 哲学经济学

罗伯特·阿尔布里顿 (Robert Albritton)

调节理论已被证明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研究纲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阿格列塔的《资本主义调节理论》（1979）出版开始，它在整个80年代继续吸引了众多追随者，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或许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它的吸引力部分在于它是一个高度灵活的研究纲领，能够吸收批评并发展出多种变体。事实上，这些变体不仅差异显著且数量繁多，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调节理论并非单一的方法，而是一个由“家族相似性”统一但没有核心的方法集群。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杰索普（Jessop，1990, 154）不仅试图抵消调节理论的向心趋势，还试图反对那些忽视阶级斗争而偏向于关注“结构凝聚力”的理论改编。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杰索普声称回到先驱文本是很重要的。我也将回到先驱文本，特别是阿格列塔（1979）的《资本主义调节理论》，但我的主旨和目的将与杰索普截然不同。我的目的是指出阿格列塔先驱文本中的弱点和被错过的选项，以支持一种既可被视为对调节理论的实质性改革，也可被视为具有某些重要相似性的替代性方法。

在展开我的批判之前，我想强调调节理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首先，通过试图构建一个连接抽象经济理论与历史的中间层面理论，调节理论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分析层次的重要性上，特别是对中层理论的需求上。其次，通过试图将非经济的社会变量与经济变量结合起来考虑，它产生了一种更具制度性的经济理论。第三，它对不同积累体制进行概念化的努力，使人们关注资本主义历史的分期问题。第四，其中层理论的特定表述使人们关注劳动过程的重要性。第五，其对福特制的概念化，引发了对二战后资本主义理论化的关注与争论。在本文中，我主要感兴趣的是阿格列塔在其奠基之作中，如何在抽象经济理论的层面上将资本主义理论化，以及他如何将不同的抽象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理论化。

阿格列塔（1979, 9）在全书开篇指出，对主流经济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的批评日益增多，因为该理论从根本上未能对经济现象的历史演变，或经济如何与社会相联系给出任何充分的解释。我同意阿格列塔的观点，并希望进一步指出，评估任何一般经济理论，首先应看它在将抽象经济理论与具体历史变迁相联系方面有多么有效，以及它在将经济与社会相联系方面有多么有效。但我也认为，如何对抽象经济理论本身进行概念化，对于抽象与具体的联系效果以及经济与社会的联系效果，可能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本文关注的是阿格列塔如何阐述价值理论，以及他的阐述对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有何影响。

我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根本上深受日本政治经济学家宇野（Uno）和关根（Sekine）著作的启发。[1]我基于他们的工作所发展的方法，将被用来质疑和批判阿格列塔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释、他对介于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分析层次的运用，以及他对经济与社会如何关联的理解。

11.1 哲学经济学

“哲学经济学”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因为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是非哲学的。然而，与大多数其他经济学理论家不同，阿格列塔确实试图勾勒其理论的哲学基础。在我看来，一门哲学经济学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应当关注经济作为知识对象的特殊性。特别是，我们需要理解进行构成经济理论的抽象的基础，进而作为推论，理解抽象的经济因素如何与历史和社会因素相联系。阿格列塔主要通过批判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来应对这些问题。例如，他指出（1979, 11），均衡理论无法充分理解历史，因为它始于“一种使动态仅仅成为静态变体的时间概念——实际上，这是一种逻辑时间，而非任何真实运动的表达”。这种方法无法把握真实社会经济系统的再生产及其伴随的断裂，而是将经济增长变成某种自动的、线性的、抽象的，并最终是非历史的东西。一般均衡理论同样无法充分理解社会，因为它始于一个假设，即“一个理性且拥有主权的主体，不受任何社会纽带的束缚……理论的目标是通过剥离一切偶然事物来表达其对象的本质；制度、社会互动、冲突，全都是为了重新发现纯粹状态下的经济行为而必须被清除的渣滓”（1979, 14）。

阿格列塔想用“再生产”概念来替代“均衡”概念，因为它迫使我们打破“均衡”的自动性，并具体思考存在物的社会历史条件。“谈论再生产，就是展示允许现存事物继续存在的过程”（1979, 12）。我们需要“一种资本主义调节理论，它能分离出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条件、节奏和形式”（1979, 15）。这种理论将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经济系统，以勾勒出“由社会决定的普遍规律”及其“有效的历史条件”（1979, 15）。调节理论的普遍规律应与一般均衡理论的规律严格区分开来。正如阿格列塔所言：“因此，对资本主义调节的研究，不能是对抽象经济规律的考察。它是对社会关系转型的研究，因为它创造了既是经济的又是非经济的新形式，这些形式组织在结构中，并自身再生产出一个决定性结构，即生产方式”（1979, 16）。它将提供一个“对一般均衡理论的完全替代”（1979, 13）。

阿格列塔声称（1979, 380），他的调节理论是基于“马克思创立的资本主义一般理论”，或者换句话说，即马克思的《资本论》。然而，他并没有系统地讨论他对《资本论》的解释，以区别于其他解释，或表明他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因此，调节理论完全有可能与其说是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如说是基于阿格列塔对马克思概念随心所欲的提取和重塑。这里的担忧并不是说人们不能修正马克思，而是说这种修正应该是公开的并得到辩护的。

根据阿格列塔构建其论点的方式，我们的选择似乎是在一般均衡理论和调节理论之间，或者在以“均衡”为核心概念和以“再生产”为核心概念之间。但是，正如我希望展示的那样，还有其他的替代方案——这些方案更接近马克思的原始表述，并且可能更有效地将经济与历史及社会相联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时使用了“均衡”和“再生产”，但他没有像古典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使用“均衡”，也没有像阿格列塔那样使用“再生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中存在趋向均衡的趋势，如果没有这种趋势，资本的内在规律就无法被理论化，但他也指出，周期性危机会破坏这些趋势，因此，由于均衡力量不断被破坏，均衡永远无法达到。

马克思使用“再生产”主要是与“再生产图式”相联系的，其目的不是考察某种社会形态的具体再生产，而是展示在资本扩大再生产中，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之间平衡循环流动的抽象可能性。也许马克思预见到了将“再生产”概念置于经济理论中心可能会导致的粗陋结构功能主义陷阱。这是因为在具体的现实中，社会实践以极其多样的方式在从局部到全球极其多样的空间中被再生产出来，并且跨越了从几秒钟到几个世纪极其多样的时间跨度。大量的社会再生产并不等同于经济再生产。此外，用来理论化由权力及其抵抗引起的社会实践的持续变化和重新协商，“再生产”未必是最好的概念，因为社会实践往往不是被再生产的，而是被转型的。而且，采用“再生产”概念的倾向是专注于某组有限经济实践的再生产，这组经济实践成了“不变结构”，而社会总体则作为该结构的函数而演变。对阿格列塔而言，“不变内核”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其再生产的普遍规律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调节，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是解释社会总体演变的决定性结构。

阿格列塔将“纯粹经济理论”等同于一般均衡理论，结果未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何以能被解读为一种“纯粹”经济理论，只是其意义不同于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从“理性经济人”的抽象开始，而马克思则从一个完全商品化的经济开始。在这个经济中，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能够自我扩张而不依赖于超经济强制，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所有投入和产出都完全商品化了，从而受到市场调节。马克思的理论对象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资本是自我物化的，换言之，随着资本扩大再生产所固有的商品经济逻辑的扩张和深化，社会关系趋于被还原为金钱关系。与一般均衡理论不同，马克思并非“通过剥离一切偶然事物”来表达其对象的本质；相反，他在理论上让资本的自我物化趋势自行完成，达到人仅仅成为经济范畴的承担者的地步。其结果不是一种基于唯意志论抽象的普遍均衡理论，而是一种基于历史上特定的物化社会关系的资本内在逻辑理论。因此，偶然性之所以剥落，不是因为“剥离”的唯意志论行为，而是因为在一个由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所组成的社会中，社会完全被吸收到经济之中。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内在规律理论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理论，这种纯粹性不是通过“清除”社会的理论唯意志论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将资本的自我物化趋势延伸至终点来实现的，在完全物化之点，它将社会吸收进经济之中。

理解资本主义的自我物化特征对于理解其作为理论对象的独特性绝对至关重要。[2]没有任何其他社会理论对象在相同意义上或同等程度上是自我物化的。资本的这一特殊属性解释了为什么在没有唯意志论抽象的情况下，将内在逻辑或内在本质理论化是可能的。但如果社会只有在纯粹资本主义的语境下才会被吸收进经济之中，那么当我们从这种最抽象的理论转向更具体的分析层次时，社会就必须从经济中重新显现出来。[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的案例中，一种“纯粹”的经济理论如何在不从社会中进行抽象的情况下成为可能，因为经济的物化力量直接吸收了社会。此外，既然在纯粹经济理论层面上，人仅仅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而在历史分析层面上，人可能集体性地影响历史进程，那么显然有必要至少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层次：一个能动性被吸收到结构中的层次，以及一个并非如此的层次。

我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弱点之一，是他未能充分将逻辑时间与历史时间之间的关系问题化。[4]如果历史时间仅仅是逻辑时间的函数——正如阿格列塔（1979, 11）所声称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情况那样——那么，动态的确会仅仅成为静态的函数。当然，这在经济理论中是应当避免的。另一方面，像阿格列塔倾向于做的那样，将逻辑时间与历史时间混为一谈，必定要么破坏经济理论的严谨性，要么产生一种经济还原论的历史，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与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样，我认为解决方案在于为不同的分析层次发展各自独立的理论。资本内在规律理论主要在逻辑时间中运作。例如，资本集中的趋势在这一层面上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趋势。我们无法确定资本集中是否会在5年、50年、500年内导致垄断，或者永远不会，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时间层面上，各种因素都可能延缓、阻碍甚至逆转这一趋势。为了充分理解资本的特征和运作原则，在逻辑时间中拥有一种关于资本抽象趋势的理论是很重要的，但不把历史时间作为逻辑时间的函数同样重要，因此我们需要在历史时间层面上运作的不同理论。

阿格列塔声称，调节理论必须分析“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系统”（1979, 15）。但他并没有仔细分析像他那样将整体定位于特定国家社会内部所带来的影响。为什么“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系统”不能指代全球系统？既然它显然不是，那么一个特定国家的经济与全球系统是如何联系的？此外，阿格列塔对“生产方式”的使用并不清晰。这个关键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如何与国际社会以及特定的国家社会相联系？根据阿格列塔的说法，“谈论生产方式的调节，就是试图用普遍规律来表述一个社会中决定性结构被再生产的方式”（1979, 12，重点为本人所加）。支配一个社会决定性结构再生产的普遍规律如何与另一社会的规律相联系？这些不同的普遍规律体系又如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相联系？阿格列塔在这些问题上的缺乏清晰性，在后来调节理论的发展中，无论是在经济理论的抽象层次问题上，还是在联系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经济形态的问题上，都产生了混乱和张力。他对“生产方式”、“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等术语的使用，引发的问题比它回答的还要多。

总结迄今为止的论点，阿格列塔从勾画调节理论以对抗一般均衡理论开始。虽然我总体上同意他对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批判，但他所提出的替代方案并非唯一可能的替代方案，而且它是存在问题的。特别是，他未能把握资本作为理论对象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对马克思的理论计划绝对至关重要。结果，他无法理解马克思如何在不人为剥离历史与社会的情况下，构建出一种抽象经济规律理论。阿格列塔的解决方案是创造一种中层经济理论，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和历史与经济结合起来，但仍带有强烈的经济主义倾向。正因为该理论试图将经济与社会和历史结合起来，它才具有某种丰富性和力量，但考虑到其认识论框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走向经济还原论的强烈倾向。阿格列塔拒绝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内在规律的观点，但借用了剥削劳动是核心的理念。基于这一理念，阿格列塔试图创造自己的一套关于价值范畴的形式模型，这不仅基于唯意志论抽象，而且对其中层理论而言相当多余。阿格列塔价值理论的空洞形式主义，从其随后甚至被阿格列塔本人所抛弃这一事实中得到了证明。


11.2 价值理论

总体而言，阿格列塔（Aglietta）在提出他的价值理论时，似乎它与马克思的基本资本理论没有实质性差异。[5] 他顺便提到的一个区别是，他拒绝接受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是商品的观点。既然这一观点对马克思的整个理论至关重要，阿格列塔仅仅将其贴上“古典虚构”（1979, 31）的标签便予以打发，这就显得颇为奇怪了。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力不是像其他商品那样的普通商品，但它又确实是一种商品，因为资本家必须到劳动力市场购买劳动力作为商品投入，其方式类似于购买其他物质商品投入。倘若没有劳动力的商品化，马克思的资本总公式 𝑀−𝐶−𝑀 ——即通过商品的买卖用货币来赚取更多的货币——将毫无意义。因此，劳动力的商品化是他整个理论中一个绝对关键和基础的范畴。

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从根本上说是将劳动和生产过程隶属于商品形式，隶属于商品经济逻辑，或者换言之，隶属于“自行增殖的价值”。此外，正是劳动力的商品化使得抽象劳动能够作为价值实体发挥作用。相比之下，阿格列塔忽视了马克思流通形式理论的重要性，直接切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变内核，将其定义为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1979, 37，我的强调）。阿格列塔价值理论的出发点是剩余价值，因为“它定义了社会劳动被占有的经济形式”（1979, 37）。但为了理解剩余价值，首先必须理解价值，阿格列塔将其定义为表达了“将生产力聚集的不同地点所执行的具体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关系”（1979, 37）。

如果没有关于商品、货币和资本等流通形式的理论，我们如何能理解抽象劳动成为价值实体的过程呢？阿格列塔用一个理论上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即“价值的同质空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包含“抽象劳动”在内的价值范畴之所以变得抽象，是因为它们参与了价值的同质空间。阿格列塔（1979, 38）声称，“在经济学中，抽象的任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要研究的现实中存在着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阿格列塔并没有在理论上阐明这种同质化过程，除了说它是由交换产生的（1979, 53）。在我看来，同质化过程是一个物化过程，只有当人的自我组织完全隶属于资本的自我组织时，这个过程才算完成。

不明确区分分析层次的后果可能导致经济还原论，并在思想中复制一种“市场心态”。[6] 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假设所有的劳动都为资本家生产商品，但在现实中并非如此。在资本主义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有大量的劳动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因此不被资本所估价。[7] 最明显的例子是家务劳动。将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它忽视家务劳动，因为家务劳动不属于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视域）与更具体的分析层次（在这一层次我们需要探索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与其他种类劳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区分开来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做出这种区分，就会在具体的分析层次上复制资本衡量事物的方式，而我们本来应该在这些层次上挑战并抵制这种衡量方式。只有在视域完全属于资本的纯粹资本主义语境下，社会的总劳动才是抽象劳动，资本将自身局限于那些属于自行增殖价值范畴内的要素。但当阿格列塔向具体层面推进时，抽象劳动和雇佣关系仍然是不变的内核，且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第一推动力。这种概念框架将倾向于边缘化任何未完全在雇佣关系内构成的劳动，劳动类型的实际复杂性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思考。当我们从抽象走向具体时，重要的是我们的范畴不能被过度物化，以便我们能够充分探讨资本与所有类型的劳动（而不仅仅是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相互作用的方式。阿格列塔将抽象劳动和价值等同于社会劳动的倾向，要么必须承认此语境下的“社会”是指纯粹资本主义的社会，要么他的“社会”概念就是片面排他的。

对阿格列塔来说，不仅资本等同于雇佣关系，而且雇佣关系还被描绘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变内核”，其他价值范畴皆由此产生。因此，举例而言，剩余价值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雇佣关系对一般价值空间实施了分割，将总抽象劳动（VA）划分为劳动力价值（V）和剩余价值（SV）”（1979, 46，我的强调）。我们得到的并非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作为劳动力创造的总价值与该劳动力价值之间差额的清晰分析，而是雇佣关系“实施分割”的完全神秘主义的观念。

在形式上表达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后，阿格列塔宣称：“所有这些关系都定义在价值的同质空间中，并且在这个空间之外毫无意义”（1979, 54）。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就很难看出他那些作为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基础的各种价值范畴，如何能与总是涉及非同质空间的更具体的分析层次相结合。尽管如此，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他违反了自己的限制，确实在更具体的分析层次上应用了价值范畴。他在没有阐明其中涉及的复杂的中间媒介和过渡的情况下，从同质空间跨越到非同质空间，这一举动极具问题。价值的同质空间究竟如何与资本主义历史的非同质空间产生联系？

我在上面已经主张，只有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劳动才能清晰而充分地成为价值实体，因为只有在那里，社会关系才被完全物化。进一步而言，只有在那里，所有的私人劳动才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在那里，所有的生产才是通过商品化的劳动力来进行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但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而且劳动力被商品化的方式和程度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以18世纪在英国极其普遍的包买制（putting-out system）为例。通常情况下，家庭手工业工人会获得生产投入品，并根据其产出获得计件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看出雇佣关系是如何“实施分割”从而产生剩余价值的。阿格列塔将“资本作为雇佣关系”的观点，无法充分在理论上阐述商业资本通过包买制间接剥削雇佣劳动的情况。阿格列塔所说的“雇佣关系”想必是指资本/劳动关系，而在资本主义下，这种关系的一种形式便是雇佣关系。问题在于，资本不仅仅是资本/劳动关系，而雇佣关系也只是资本/劳动关系的一部分。此外，雇佣关系本身也会发生质的变化，这取决于劳动和生产过程在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上隶属于 𝑀−𝐶−𝑀。例如，当劳动和生产过程仅仅是形式上的隶属（如在包买制中）时，其雇佣关系与实际上的隶属（如在工厂生产中）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阿格列塔从同质空间向非同质空间跨越所存在问题的其中一个例子，是他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这两个范畴的使用。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中，绝对剩余价值在逻辑上是优先的，因为它基于工作日的长度，而工作日是一般剩余价值的基本参考单位。剩余价值总是绝对的，因为它基于工作日，并且绝对剩余价值可以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剩余价值也总是相对的，因为工作日总是被划分为创造劳动力价值所需的时间和在此之外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时间。相对剩余价值是通过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的，生产率的提高使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商品变得更便宜。既然工作日的长度是产生相对剩余价值的框架，那么所有的剩余价值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阿格列塔（1979, 51）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因此，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是不可分割的。”鉴于这种“不可分割性”，并且鉴于价值空间是同质的，我们在论证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以提取绝对剩余价值为特征，而另一个阶段以相对剩余价值为特征时，必须谨慎。但是，当阿格列塔转向与其“积累体制”相关的更具体的分析层次时，很明显，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不仅脱离了同质价值空间的语境被使用，而且它们还可以被认为至少是相对自主的，因为绝对剩余价值是外延型积累的基础，而相对剩余价值是内涵型积累的基础。

将这两个范畴应用于历史分析，并断言在历史的一个阶段绝对剩余价值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个阶段相对剩余价值占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常见的愚蠢做法。首先，“剩余价值”这个范畴假设了完全同质化的抽象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不受国家、资本或劳工的干预。其次，即使人们想根据是更强调延长工作日还是提高生产率来区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那么人们也应该使用这种具体的语言，而不是使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因为连阿格列塔自己都承认这两个概念属于“价值的同质空间”领域，并且“在这个空间之外毫无意义”。

我想进一步论证，以这种方式对资本主义发展进行阶段划分是不准确的。例如，对18世纪英国的包买制来说，是延长工作日更重要，还是提高生产率更重要？既然家庭手工业工人控制着自己的劳动过程，商业资本就无法控制工作日的长度，对生产率也几乎没有控制力。事实上，由于包买制的工作是零散的，一年中平均下来的工作日长度相对较短。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分工中微小但重要的变化以及工具的改进，生产率却大幅提高。纺车和手摇织布机的改进，使得18世纪上半叶羊毛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了一倍以上（Heaton, 1965, 310）。由此看来，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早期阶段，提高生产率对于增加利润的作用也要比延长工作日更为重要。

那么作为19世纪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中心的棉纺织业情况如何呢？虽然工作日在受到法律限制之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延长，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对利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随着工作日的延长，工作节奏很可能就不那么紧张了。相比之下，生产率却有了巨幅增长，据估计，完善的走锭精纺机使纺纱生产率比老式的标准纺车提高了多达300倍（Crouzet, 1982, 101）。我想指出的是，在历史分析的层面上，生产率的提高总是比延长工作日对资本家的利润更重要，因此这一区别并不能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划分提供明确的基础。[8]

阿格列塔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挪用也是极具问题的。在将剩余价值作为雇佣关系的产物生成后，阿格列塔接着直接将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引入他对相对剩余价值的阐述中。阿格列塔简单地断言，“实际上，生产力转化的动力脉冲源于第一部类”（1979, 56）。他由此得出结论，两大部类将趋向于不平衡发展。在随后的论述中，这一完全未经证实的断言，在他将历史分析为从外延型向内涵型积累体制的运动，以及在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末尾使用他的再生产图式，是出于一个非常有限和特定的目的。他希望在一个循环流动模型中指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抽象可能性。[9] 他非常明确地排除了对诸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所涉及的价值关系变化的任何考量。我怀疑他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恰恰是为了避免将再生产图式发展成类似均衡理论的东西，因为在那种理论中，危机可能会以某种简单化和机械化的方式被理解为是由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失衡所引发的。但阿格列塔确实以这种机械的方式使用了再生产图式，考虑到他对“一般均衡理论”的反感，这就令人惊讶了。

阿格列塔的“竞争规律”似乎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分配理论大体对应，因为它们探讨的都是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然而，这几乎是它们唯一的相似之处。阿格列塔的竞争规律并没有在价值范畴的语境下考察资本与土地的关系以及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而是迅速下降到具体层面，考察走向垄断的历史趋势、国家干预、通货膨胀和危机。

为了发展其价格决定理论，阿格列塔退回到了他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均衡解释。阿格列塔的“再生产”就像一匹特洛伊木马，把“均衡”重新带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他认为，只有在两大部类处于均衡状态时，一般利润率才存在（1979, 285）。如上所述，马克思并没有在其以价值向价格转化为中心的价格决定理论中直接使用再生产图式，他也没有像阿格列塔那样，直接从这些图式中推导出他的危机理论。阿格列塔继续声称，他的生产价格理论“直接允许进行具体分析，因为它与历史时间的概念化联系在一起”（1979, 295）。我发现这一主张极其鲜明地暴露了阿格列塔理论中强烈的经济主义倾向，即把抽象的经济理论直接强加于历史演变之上。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这就要求它们之间进行交换。马克思使用这些图式是为了在价值层面展示一个基本上无政府状态的经济系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再生产图式作为价值范畴，属于阿格列塔所称的价值的同质空间。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论证的那样，阿格列塔完全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使这个空间同质化——它似乎是交换等价物的自动创造。与马克思不同，阿格列塔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引入图式中，由于这种变化意味着生产力的变化，他似乎假设这就自动地将再生产图式与历史时间联系了起来。我认为毫无理由接受这种假设，因为生产力的变化同样可以很容易地在逻辑时间中进行概念化。问题的症结在于，阿格列塔显然认为从抽象过渡到具体，或从同质过渡到非同质几乎没有困难。结果，这里出现了强烈的经济主义倾向，即将同质化的抽象强加于非同质化的具体之上。

根据阿格列塔的说法，“竞争规律严格衍生于积累规律。这些规律的总和构成了隶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的新陈代谢”（1979, 273，我的强调）。在这里，他直接从生产方式转向了社会形态，暗示他的规律是它们的内在本质。但是，生产方式在社会形态中的接合是一个出了名复杂的问题。社会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隶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阿格列塔的理论中，竞争规律建立在资本积聚和集中的抽象趋势之上。但作为抽象趋势，这些趋势并未依附于特定的历史时间——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在纯粹资本主义的语境下不一定发生，因为资本积聚会导致企业规模变大但数量不一定变少，而实质性的资本集中也不一定发生，因为在纯粹资本主义中，我们无法假设有限责任股份公司的存在。即使在纯粹资本主义中确实存在某种走向垄断的趋势，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这可能需要五年，也可能需要五百年。例如，为了理解1898年至1902年间美国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并购运动，必须将各种历史的偶然性和特殊性考虑在内。[10] 然而，阿格列塔却表现得仿佛这种集中是其内在积累规律运作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垄断公司不仅是其规律运作的结果，而且他认为垄断的存在丝毫没有给他的同质价值空间带来任何困难。

阿格列塔的竞争规律与其积累规律一样，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特异性。例如，他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系统地考察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和地主之间的分配。我认为，要理清这些关系，必须首先假设一个价值关系普遍成立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相反，阿格列塔利用他的竞争规律迅速下沉到更具体的考量中，如金融集中和二战后的通货膨胀。结果，他的铁律向具体层面延伸得太远了，而人们本来希望在这些层面上看到更多留给特殊性、偶然性和能动性的空间。

总结到目前为止的论述，阿格列塔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释似乎是高度选择性和片面的。我从未认为人们必须绝对忠实于马克思的原文。然而，阿格列塔把自己表现得好像只是在详细阐述马克思的理论，而事实上他却在以各种方式对其进行篡改。因此，有必要仔细思考他的这些修改，看看它们是否是对原文的改进。我已经指出了几个方面说明它们并非改进。但我想补充一点，承认阿格列塔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片面性会产生扭曲，但它也可能起到使某些事物变得格外鲜明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我们的理解。阿格列塔片面地将资本等同于雇佣关系，使得劳动过程与工人阶级生存条件之间的重要内在联系变得格外鲜明。


11.3 中层理论

人们普遍认为，调节理论应主要被视为一种中层理论。例如，戴维斯（Davis）声称，阿格列塔（Aglietta）的核心关切是“在积累过程中缺乏一个将阶级斗争与其结构决定因素联系起来的理论层次”（Davis, 1978, 208）。杰索普（Jessop）在提及他试图综合的调节学派和资本逻辑学派时写道：“两者……都在中层即制度层面上提出了概念；两者都关注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和时期，而不是抽象的运动规律；两者都对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相对自主性保持敏感……”（Jessop, 1988, 162）。戴维斯和杰索普似乎都被中层或起连接作用的理论层次所吸引，而且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种中层理论至少在原则上能够避免因将资本的运动规律直接强加于历史而导致的经济还原论。

显然，阿格列塔对建构资本内在逻辑的理论并不感兴趣。相反，他提出价值范畴的形式公理模型，仅仅是为了充实他的中层调节理论。正如阿格列塔所言：“通过将资本积累规律形式化……我们引入了对其历史运动进行总体透视所需的概念”（1979, 65）。很明显，阿格列塔所建构的同质化的价值空间并不是关于资本内在规律的理论，而是一种韦伯式的理想型。此外，与韦伯一样，阿格列塔为了建构中层理论，随意地从抽象经济理论中借鉴，只不过他借鉴的是《资本论》，而不是像韦伯那样借鉴边际效用理论。对阿格列塔而言，价值理论仅仅是一种几何学，用于为本质上属于中层的理论确立某些形式上的预备知识。极少有努力去系统地思考资本内在逻辑理论及其与中层理论的联系，也极少有努力去系统地思考中层理论与历史分析作为不同分析层次之间的关系。结果，往往只有一个层次的理论具有实质内容：中层理论，它倾向于将其他两个层次吸收到一个单一的“螺旋”中（Jessop, 1990, 189）。阿格列塔（1979, 47）强调：“并非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能在同一个抽象层面上进行处理，这句话无论重复多少次都不为过”，然而，他将所有问题都放在同一种理论中处理，而不是通过截然不同的理论层次来应对不同的抽象层次，从而削弱了抽象层次之间差异的重要性。

调节理论的倾向显然是首先将经济理论化为一种积累体制，然后再加上政治的，有时是意识形态的支撑。这种倾向可以从鲍耶（Boyer, 1990, 11）的主张中清楚地看到，即调节理论关注的是“一组社会关系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他在这里的思维倾向很明确：一个“内部”（“经济稳定性”）受到了一个“外部”（“一组社会关系”）的干扰。相比之下，我认为中层理论的任务首要的并不是指出政治和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经济的稳定性，而是探索政治和意识形态如何牵涉到经济本身的构成之中。为了弄清这一点，拥有一种高层理论，即一种关于资本内在逻辑的理论，以帮助阐明资本主义下经济的基本特征，将会大有裨益。如果我们从对经济的清晰界定出发，我们分析其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相互联系的能力将大大增强。因此，例如，在中层理论层面上，极其重要的一点是阐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劳动力典型商品化的程度，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如何直接卷入当时普遍的商品化程度和类型的构成之中。

为了做好这一点，我们需要理解完全商品化的劳动力存在的条件，而这只有在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中才能得到严格的阐明。

鲍耶（1990, 26）声称，调节理论家们在最抽象的经济概念上存在分歧，但在核心的中间概念上却达成了一致。而之所以可能如此，是因为价值理论显然对中层理论影响甚微。我想，如果中层理论完全围绕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组织和相关的剥削而展开，而不去关注商品化程度的问题，也不去关注基本经济范畴确切的资本主义特征，那么高层理论是可以被摒弃的。鲍耶（1990, 31，笔者强调）指出，调节方法的目的是利用“长期的历史数据来丰富并批判性地阐发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动力的马克思主义直觉”。毫无疑问，一旦价值理论被抛弃（正如大多数调节理论家所做的那样），调节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将退化为仅仅是“直觉”，这些直觉可以轻易地被采纳，也可以同样轻易地被抛弃。我的观点是，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直觉”的理论很容易变成一种基于非马克思主义直觉的理论。

和阿格列塔一样，鲍耶至少对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有一定程度的认识。鲍耶（1990, 31）写道：“问题在于……从最高层次的抽象到直接经验，建构各种不同种类的概念。”尽管有这些看似大有希望的表述，调节理论却几乎没有付出什么努力以任何严格的方式去做到这一点。它几乎完全抛弃了价值理论，并且总体上无视了将中层理论直接应用于历史分析所面临的巨大问题。我的主张是，“不同种类的概念”需要不同种类的理论，有效的中层理论必须清楚地将其概念和目标与“高层理论”及“低层理论”区分开来。

鲍耶（1990, vii）声称，调节理论家“拒绝适用于所有社会经济体系的普遍、永恒规律的观念”。但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内在规律不需要以这种方式被使用。借助“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这一概念，我们保留了资本内在逻辑理论的严密性，同时将其在充实更具体分析层次时的应用问题化。由于没有看到这种选择，调节理论反而产生了一种中层结构功能理论，该理论以特设的方式受到“马克思主义直觉”的启发。他们放弃了由一个精心发展的纯粹资本主义理论所能发挥的极其重要的启示功能。

调节理论家不断提及抽象层次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从未真正认真对待这一观念。例如，杰索普（1990, 176）声称，“调节理论的任务是将马克思的分析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延伸至资本主义积累的偶然性。这项任务在不同的抽象层面上进行，有助于实现马克思自己设定的目标，即将现实的具体分析为多重规定的具体综合。” [11] 这些不同的抽象层次之间应如何相互关联？杰索普（1990, 189）声称，存在一个从抽象/简单到具体/复杂的“螺旋”，而且“在分析的螺旋运动中不能出现根本性的断裂”。这并没有什么太大帮助。难道会有非根本性的断裂吗？如果抽象层次在一个平滑的螺旋中相互交融，我们又该如何区分它们？特别是，我们该如何将最高层次的抽象理论化？马克思认为资本存在单一的内在逻辑，而这正是他在《资本论》中所理论化的东西。杰索普对调节理论的实在论解释必然建立在对资本内在机制理论的清晰概念化之上，然而杰索普（1990, 189）却认为不存在单一的资本逻辑，而是存在“一系列具有家族相似性的逻辑”。但这是与马克思的根本决裂，要求提出一套全新的思路，去精确界定这些多重逻辑应当如何被理论化，它们彼此之间如何关联，以及如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关联。杰索普拒绝资本单一内在逻辑理论的唯一原因，在于他拒绝接受在这个抽象层面上，商品经济逻辑决定了经济结果。当然，在具体的现实中，价值规律总是与“具体的调节模式和积累战略”以及“商品与非商品形式的矛盾接合”相互作用（Jessop, 1990, 187–8），这是不争的事实。马克思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这并未阻止他在抽象层面上将资本的单一逻辑理论化，在这个逻辑中，他预设了一种彻底的物化状态，即人被还原为仅仅是经济范畴的承担者。杰索普似乎想两头兼顾。一方面，他拒绝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单一内在逻辑的理论。另一方面，他希望用某种价值理论来界定“资本主义的基本参数”（1990, 187）。一方面，他想要不同的抽象层次，甚至声称“层次指的是现实世界的本体论深度”（1990, 207）。同时，他又想要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不间断螺旋。


11.4 历史分析

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中层理论之间的关系在调节理论中未被充分说明且充满混乱一样，中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历史分析）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后一种混乱导致了中层理论层面的结构功能主义与历史分析层面旨在敏锐把握偶然性、能动性和复杂性的目标之间，产生了持续且未获解决的张力。杰索普（Jessop, 1990, 196）警告我们不要“重新引入再生产的概念，并将具体的主体还原为主导结构必然的 Träger（载体/支撑）”。他回归调节理论先驱们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强调阶级斗争，这与“近期的调节主义研究”截然不同，后者“往往聚焦于结构凝聚力的问题而忽视了社会能动性”（1990, 154）。但是，正如我所论证的，恰恰是这些先驱，特别是阿格列塔（Aglietta），将“再生产”置于了调节理论的核心。根据阿格列塔的观点，国家是“生产关系所要求的一种社会凝聚模式”（1979, 26）。换言之，国家是经济的功能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维持工资关系之必然性的功能产物。阿格列塔声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福特主义所产生的结构形式的接合模式（mode of articulation）”，这种说法虽然避免了功能主义的语言，但归根结底无非是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福特主义的功能产物（1979, 383）。最后，阿格列塔（1979, 382）声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场域……是一个由工资关系的主导地位所结构化的复杂整体”。尽管这里引入了“复杂”一词的阿尔都塞式语言，但社会是一个由工资关系所结构化的整体或统一体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整体只是工资关系的简单产物，但至少意味着正是工资关系结构化了整个整体。在其他地方，阿格列塔（1979, 171）写道：“阶级社会的再生产是一个单一的总体，在这个总体中，上层建筑形式能够对资本积累规律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阿格列塔的思想中，发挥作用的基本问题系（problematic）是阶级社会的经济再生产——作为一个由上层建筑形式支撑的单一总体。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大卫·科茨（David Kotz, 1990, 26）认为调节理论过于结构化，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School）则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科茨建议的解决方案是对两者进行简单的综合。但这并没有真正触及科茨所看到的经济主义与唯意志论背后的原因。我想指出，调节理论的经济主义源于未能实现抽象价值理论、中层理论与历史分析之间充分的分离和清晰的接合；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唯意志论”，也许源于放弃了高层理论，并将中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坍缩混同在一起，从而导致重点落在了历史分析层面的阶级主体上。我所提倡的，并非让SSA（积累的社会结构）方法多一点结构、让调节理论方法少一点结构，而是一场范式转换；在这一转换中，“结构”与“能动性”在不同的抽象层面与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得到拆解与剖析（unpacked）。

阿格列塔的历史分析中充满了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它们要么能在特定积累体制下稳定增长模式，要么无法做到这一点（即它们要么是功能性的，要么是功能失调的）。资本被简单地还原为工资关系，尽管我们被告知工资关系在结构上是复杂的，但它却是历史分析的一种本质。对阿格列塔而言，决定性的历史变迁是从内涵型积累向外延型积累（intensive to extensive accumulation）的转变。这一转变将第二部类与第一部类整合在一起，使得大众消费与大众生产平行发展。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发展起来，它通过将第二部类整合进价值运动中，表达了“工资关系的完全实现”（1979, 81）。内涵型积累“通过确立一种逻辑，作用于其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占据或穿行的全部时间和空间，从而为工薪阶级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1979, 71）。阿格列塔的这段引文表明，历史变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嵌入在工资关系中的一种逻辑塑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这样一种视角必然会产生一种经济还原论式的历史分析。


11.5 一种替代方案

我认为，阿格列塔对调节理论的阐述中存在的一些根本弱点，源于他的阿尔都塞式假设。[12] 特别是，正是阿尔都塞关于“生产方式”的概念将他引入了歧途。根据这一概念，经济是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被政治和意识形态“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d）。但这完全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理论化经济的方式。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自行增殖的价值（M-C-M′），而这里的“自行”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资本被设想为通过其自身的商品经济逻辑的运行来扩张自身，而不依赖任何超经济的力量。换言之，为了清晰地理论化价值规律，我们必须假定社会关系完全商品化，从而使得生产的所有投入和产出都被商品化，而人则被简化为仅仅是经济范畴的承担者。同时，纯粹资本主义的这种彻底物化（reification）使得资本成为一个完全独特的理论对象，在其物化特征上不同于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其他理论对象。正是因为物化，经济才能吸收社会，并获得一种确定的自动性，使我们能够将其内在逻辑理论化。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缺乏资本的自我物化力量，它们没有内在逻辑，因此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在更具体的分析层面上进行理论化。由此可见，将关于超经济力量的特殊性考量直接混入抽象且一般的资本逻辑理论中，将彻底破坏该理论的逻辑连贯性。简言之，在资本内在逻辑的理论中，经济并不是被政治和意识形态过度决定的；相反，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被吸收进了经济的自动性之中。

彻底的物化意味着彻底的客体化：随着人的自我组织力量完全被吸收到资本的自我组织力量之中，是客体的运动控制了人的运动。社会生活完全从资本及其自行增殖逻辑的角度被理论化。但是，如果资本因其自我物化特征而在本体论上是独特的，那么在我们将抽象逻辑与更具体的分析层次相联系的方式上，以及在我们将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相联系的方式上，就有必要保持谨慎。显而易见，在历史的层面上，社会从未被彻底物化，因此资本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只是部分的。由此可见，在阐明资本的内在逻辑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下一个任务是发展复杂的“中介”（mediations），将抽象与具体、经济与非经济联系起来。

为此，我提议建立一个具有以下特征的独特的中层理论层次：[13]

(1) 与资本内在逻辑相关的逻辑必然性和自动性，在中层理论层面上是不适用的。在这一分析层面上，资本积累反而与那种取决于特定阶段利润创造组织方式的必然性相关联。

(2) 与价值规律相关的自动性不适用于阶段理论。因此，即使要使用价值范畴，也应极其谨慎。一般而言，在中层理论层面上，价值范畴被转化为制度结构的抽象类型。

(3) 由于在这一层面上物化是不彻底的，资本积累便将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实践作为其存在条件的一部分。

(4) 中层理论的目的是勾勒出最典型的资本积累结构，包括资本主义发展某个阶段所特有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维度。

(5) 为此，中层理论应该关注社会经济生活要素的商品化程度，这种程度是如何维持的，以及各种商品化和准商品化的要素通常是如何以特定阶段的方式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种资本积累模式。

(6) 鉴于劳动力剥削对资本积累的核心地位，关注劳动力商品化的阶段特异性特征至关重要。

(7) 将历史变迁问题与关于抽象结构类型的中层理论区分开来非常重要。如果不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把历史转变为仅仅是抽象结构逻辑的函数。因此，中层理论描述的是结构关系的类型，并不试图直接解释历史变迁。

(8) 中层理论既不是从资本逻辑理论中演绎出来的，也不是从历史分析中归纳出来的；相反，它是一个受两者启发的独特分析层次。它既不是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论，也不是关于特定社会的理论；相反，它建构了一种资本积累理论，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历史阶段中最典型、最具特征的资本运作方式。

我的主要论点一直强调调节理论的弱点，这些弱点源于该理论拒绝用严格且自主的资本内在逻辑理论来充实其中层理论。[14] 调节理论家往往要么忽视价值理论，要么将其转化为一种唯意志论的形式模型，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未能充分地将分析层次之间的关系问题化。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缺陷来源是，他们往往未能充分地将中层理论与历史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化。历史变迁极其复杂，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不断变化的权力模式，从局部和小范围的社会关系到全球和大范围的社会关系。要确定哪些变化在影响特定历史结果方面最为重要，总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在历史分析的层面上，将社会视为一个统一意义上的总体可能是一个错误，即使是由居主导地位的结构所统一的复杂体也不例外。社会生活太过异质、开放且不稳定，以至于无法被概括为一个统一的总体。

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看，资本内在逻辑理论可以澄清我们所说的“资本”是什么意思，而中层理论可以澄清特定阶段特有的资本积累类型，但这两个更抽象的理论层次只能为一种自主的历史分析提供启发，这种历史分析必须将资本积累仅仅视为众多历史变迁力量中的一种。为了避免经济还原论，我们在研究历史结果时，必须对资本作为众多社会力量之一的作用保持开放的心态。由于资本的物化力量，在同等条件下，它往往会胜过其他社会力量；但在特定环境（往往条件并不相等）中，其他社会力量可能更具决定性。

我所提倡的路径赋予了历史分析比社会科学中通常所见的更为广阔的领域。原因在于，在我看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中通常构建的中层理论，几乎总是将历史还原为仅仅是结构性中层理论的一个函数。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历史中过程、变迁和能动性的复杂性被这些方法破坏了。相反，我提倡一种自主的历史分析，它受两个更抽象的分析层次启发，但不被它们所决定。我并不是主张在同质的价值空间中形成一种具有必然论色彩的逻辑，然后向下穿过各个抽象层次来决定具体事物，而是建议采用三种自主的逻辑，它们通过保持各自逻辑的独立性来最好地相互启发。[15]

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最好在三个相对自主的分析层面上进行理论化，那么由此推论，对于结构/能动性问题，就不存在一般性的解决方案。相反，结构和能动性将在每个不同的分析层面上被不同地理论化。由于纯粹资本主义的彻底物化，人最终被资本逻辑降格为经济范畴的纯粹“承担者”或“人格化”。资本的深层结构是纯粹的结构，因为从根本上说，人最终沦为了实现价值自行增殖结构性必然要求的纯粹工具。在阶段理论的层面上，我们将制度视为抽象类型或范式，这也包含抽象类型的能动性。能动性介入其中，但它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能动性。在历史分析的层面上，能动性凸显出来，因为所有制度都在支配与抵抗、赋权与剥夺权力的起伏交替中不断被协商和重新协商。但在这一层面上，引起我们兴趣的通常是集体能动性，而且它总是或多或少地去中心化且复杂。此外，“结构”可能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概念，因为实际存在的是处于过程中的人类制度，而“结构”则暗示着某种相对静态且缺乏能动性的东西。当然，其中一些历史制度比其他制度更持久、更具霸权色彩、更坚固，但它们都是受能动作用影响的。简而言之，我所提议的是，根据不同的分析层次，以不同的方式来构想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试图将它们结合在同一个分析层面内——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像调节理论那样，结构往往对能动性表现出帝国主义般的压倒性优势；要么像科茨（Kotz）所声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方法的特征那样，能动性往往会削弱结构。


11.6 结论

我曾论证，阿格列塔将资本主义下的经济领域理论化的努力，未能以避免经济还原论的方式将抽象与具体、或者经济与非经济联系起来。他的价值理论是一个建立在“同质的价值空间”基础上的形式模型。它与中层理论之间的关系未能受到充分的问题化探讨。其结果是，在中层理论层面的经济维度变得过度物化，而政治和意识形态则被降格为附加物。凭借其同质价值空间的概念，阿格列塔倾向于使同质性对非同质性具有帝国主义式的支配。他对工资关系的强调导致了对资本的一种片面的生产主义理解。他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特定挪用，既将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要素引入了马克思的理论，又将由此产生的机械性直接强加于社会和历史领域。其结果是，政治和意识形态被搁置一旁，或倾向于被还原为经济维度的简单函数。尽管在阿格列塔的书中散布着许多暗示阶级斗争具有首要地位的论述，但在将历史仅仅还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逻辑之函数的积累规律与竞争规律面前，这些论述必须被视为一种空洞的修辞。

由于认识到阿格列塔对《资本论》的挪用至少伴随着部分困难，一些调节理论家主张完全无视《资本论》和价值范畴。事实上，阿格列塔本人在其近期的著作中似乎也已转向这一方向。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因为《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太多不容忽视的内容。相反，正如我所建议的，通过对物化及其与抽象之关系的更加谨慎的分析，我们可以运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来充实我们更具体的分析层次，而不会将具体事物变成某种必然论的抽象经济逻辑的函数。我所主张的这一方法的一个核心支柱是：当采用自主的分析层次时，是有可能对资本的“内在本质”进行理论化而不至于陷入经济还原论陷阱的。[16] 换言之，关于资本内在逻辑或“本质”的理论不必直接应用于更具体的分析层次。

虽然本文可能会被视为对调节理论的批判，但我希望以一种更加缓和的基调来作为结语。我在引言中列举的五项贡献都是十分重要的贡献。例如，很明显我赞同调节理论的观点，即分析层次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至关重要的。我的批评在于，他们未能充分地将这一关键议题问题化并予以分析。我的目的并非全盘否定调节理论，而是在提出一种更强大、更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批判性地吸收他们的贡献。

注释


[1]: 主要的影响来自“参考文献”中列出的宇野（Uno）和关根（Sekine）的著作，但其他日本学者也对我产生了影响。我特别想提及马渡（Mawatari）、渡边（Watanabe）、伊藤（Itoh）、永谷（Nagatani）、山本（Yamamoto）和 H. 大内（H. Ouchi）教授。 ↩





[2]: 有关资本作为知识对象的特性的更充分讨论，参见阿尔布里顿（Albritton, 1991, 1992, 1993b）。 ↩





[3]: 马克思在提及资本的内在规律时使用“纯粹”或类似术语的次数太多，无法一一列出所有出处——仅举几例如下（1976: 203, 260, 261, 793; 1967: 25; 1971: 175, 268, 281, 624, 885）。 ↩





[4]: 有关逻辑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更详尽讨论，参见阿尔布里顿（Albritton, 1986）。 ↩





[5]: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由于马克思在转型问题表述上存在的困难而放弃了价值理论。但事实是，没有任何一种价格决定理论是不存在技术困难的，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在将以根植于劳动剥削的利润系统为基础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理论化的框架内，无法发展出一种至少与竞争性理论一样强大的理论。换言之，人们可以接受马克思《资本论》的总体框架，并在该框架内解决技术经济学的困难，包括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参见 Sekine, 1984, 1986。） ↩





[6]: “市场心态”的思想出自波兰尼（Polanyi, 1944）。 ↩





[7]: 关于未被资本赋予价值的劳动类型的深入讨论，参见韦林（Waring, 1988）。 ↩





[8]: 布伦纳和格里克（Brenner and Glick, 1991）也提出了这一点；然而，他们对调节理论的批判几乎完全是否定性和经验主义的，在究竟应如何解释和运用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决定性问题上，并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方案。 ↩





[9]: 关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非常清晰的阐述，参见关根（Sekine, 1984）。亦见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 1977）。 ↩





[10]: “在1898年至1902年间，有记录的合并有3653起，是之前三年总数的25倍，是之后五年总数的6倍”（Gordon, Edwards, Reich, 1982, 107）。 ↩





[11]: 我认为杰索普（Jessop）误解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显然马克思在其中将“思维中的具体”而非“现实的具体”称为“许多规定的综合”。 ↩





[12]: 关于阿尔都塞主义与调节理论之间联系的讨论，参见 A. 利皮茨（A. Lipietz）在 E. 卡普兰和 M. 斯普林克（E. Kaplan and M. Sprinker, 1993）主编文集中的文章。 ↩





[13]: 这是对我所说的“阶段论”（stage theory）的非常简短的特征描述。关于对这一复杂的中层理论进行理论化的初步尝试，参见阿尔布里顿（Albritton, 1991）。 ↩





[14]: 关于我强调历史分析自主性的例子，参见阿尔布里顿（Albritton, 1993a）。 ↩





[15]: 有关与不同分析层次相关的各自“逻辑”的详尽阐述，参见阿尔布里顿（Albritton, 1991; 1992）。 ↩





[16]: 关于如何将经济“本质主义”与经济还原论完全分离开来的更多讨论，参见阿尔布里顿（Albritton, 1993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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